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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目前國內刑事訴訟法存有法律漏洞，致多起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的被告於法院裁定交重保後脫逃之情形屢見不鮮，嚴重損害司法機關之威信及有害人民對於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期許，故本篇報告乃欲討論美國法的在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與電子監控(Electronic Monitoring)引進我國刑事司法制度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以及執行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關鍵字：在家監禁、電子監控、交保、性侵害假釋犯、電子手鐲、House Arrest、House Detention、Home Confinement、GPS、Electronic Brac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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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在家監禁』顧名思義即是將人監禁於家中，比較通俗的說法或許可以稱之為軟禁，英文的字彙除了有Home Confinement這種說法之外，也可能被稱為House Arrest，Home detention，Home Incarceration或是Domicile Restriction。 美國法制上的在家監禁(Home Confinement)不但適用於審前 （Pre-trial）的刑事訴訟程序，亦可運用於判決後（Post-Conviction）的緩刑以及假釋階段，以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避免再犯或是幫助更生。

在家監禁制度於歷史上存在已久，並非現代司法的發明，但此制向來用於監視與當局主張不同的異議份子。例如十七世紀時，集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以及哲學家於一身的義大利學者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就曾經因為他的著作『關於托勒密與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y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copernicano）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Heliocentrism），而被羅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施以八年的在家監禁
。而中國大陸當局於二００四年亦曾經因為揭發SARS疫情的軍醫蔣彥永先生寫信要求當局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亦對其施以監視居住
。緬甸的政治家翁山蘇姬因為提倡非暴力的追求民主，自一九八九年起也被當局的軍政府施以軟禁
。

但若暫時撇開以上負面的案例不看，而來看看今日美國如何將在家監禁運用於刑事司法制度，我們將會發現這是一個可以有效節省監禁成本的替代性方案，能夠幫助受刑人回歸社會，並且進而能夠促進社會秩序與安全的維護。過去，在家監禁或許需要員警或是軍人的監督執行，時至今日，由於科技的進展，在家監禁可以輔以科技電子產品來更為有效的執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即為一例。


第2章  美國法的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

第1節  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在美國的發展

今日美國實施在家監禁的目的，其一或許是為了幫助受刑人回歸社會，然而在家監禁一開始發展的目的其實是因為政府必須解決監獄爆滿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又必須顧及維護社會的安全使然。在一九八零年代的美國，犯罪率高漲，因而出現了對罪犯施以嚴刑峻法的刑事政策主張，此一主張又使已經過度擁擠的監獄問題愈加惡化。許多受刑人紛紛提起訴訟主張過度擁擠的監獄侵犯了他們受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保護的權利，亦即禁止殘酷以及過當的懲罰。之後，許多法院於判決中宣告：過度擁擠的監獄確實違反了憲法第八修正案，並且要求監獄降低監禁人數
，或是改進監獄的監禁環境（譬如停止雙重天花板double-ceiling 的設施）
，或是要求必須馬上建造新的監禁設施或是發展監禁的替代方案。基此，中間制裁措施，如加強監督方案，電子監控，在家監禁，中途之家以及戒毒中心等設施乃開始出現 。                

    電子監控在美國的起源可追溯至一九六四年代，由哈佛大學心理實驗科學委員會的成員，蘇威治貝爾（Schiwitzgebel）博士提出改善精神治療的『機械論』，並著手該理論的實證研究。其乃挑選在康橋以及波士頓地區的假釋犯，研究志工以及出院的精神病患，並在每位受測者身上配戴一個小型的收信器，以掌握渠等行蹤與現時狀態，惟實驗結果因受限於當時的科技設備而不甚理想，加上後援經費與人力的短缺，乃無疾而終。而『在家監禁』最早開始出現在美國司法制度，則可回溯到西元一九八三年。墨西哥州的法官傑克樂普（Jack Love）因為受了漫畫『蜘蛛人』的啟發，而央請電腦專家Micheal Goss製成一個香菸盒大小，內藏微電子電路的電子鐲，以安裝在假釋犯的腳踝，藉以監視
。此外，由於預算不足以及為了減少監獄的支出，美國聯邦政府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也宣示開始施行一個稱為在家監禁的計畫。. 一開始該計畫始於一個實驗的宵禁假釋計畫（Curfew Parole Program），該計畫只適用於即將出監的受刑人，而原本這些受刑人會在預定出獄前的六十天被移置於監獄局所屬的安置中心。這些被指定參與宵禁假釋計畫的受刑人，在每日下午九點到隔天早上六點必須待在家中，觀護人會藉由不定時的電話抽查以及每週一次的不定時訪查來確認受刑人是否遵守宵禁要求。然而由於此種加強監控非常耗費人力，觀護人是否有能力以及有足夠的人力來執行監控逐漸產生疑問，於是加州的中央行政區以及佛羅里達州的南方行政區開始要求受刑人戴上電子腳環以確認受刑人是否有於指定時間待在指定的地區。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個參與宵禁假釋計畫的受刑人戴上了電子腳環。到了一九八九年，附加電子監控措施的宵禁假釋計畫被擴展到十二個行政區。參與者也從一開始的提前釋放（prerelease）的假釋者擴張到緩刑者，監督釋放以及審判前的監督。到了一九九一年，由於上開計畫的成功，在家監禁計畫逐漸擴展為全國性的計畫，有六十三個州施行此一計畫。到了一九九三年，聯邦在家監禁計畫平均每天有一千三百位的參與者。自此之後，參與者的人數持續地增加。在一九九六年之前，人數增加到兩千四百人，到了一九九八年，每天有超過三千七百人的參與者 。

     此外，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在家監禁計畫未必均輔以電子監控，電子監控的對象有時也不一定是被法院下令要求的在家監禁者。例如，如果有一個人因為某些因素，例如健康或是環境因素而不符合電子監控的條件，觀護人也許會採用領域確認系統（Location Verification Systems），像是聲音確認或是其他追蹤器材來確認參與者是否有遵守在家監禁計畫的要求。而另一種情況是，參與者未必被要求監禁於自宅，但是卻被電子監控，例如法院禁止或是限制被告，緩刑或是假釋犯使用電腦
或是上網 。政府當局也可以使用電子手鐲來偵測受刑人是否違反法院的禁酒令 。

以下將會提到，該計畫在美國的聯邦行政區是如何成功地幫美國的納稅人每年省了九千五百萬元美元 而確實成為一個成功的監禁替代方案。 

第2節  在家監禁計畫的內容

在家監禁計畫在聯邦法院有三個主要的內容：宵禁（Curfew），在家拘禁（Home Detention）以及在家監禁（Home Incarceration）。宵禁是限制最少的計畫，在家監禁是最嚴格的計畫。觀護人會依照個案不同的情況來建議法院選擇最適當的計畫 。

第一項 宵禁（Curfew）

宵禁計畫只適用於對社會低危險的被告或受刑人，因為該計畫只要求參與者在指定的時間待在家中。如同以上所述，聯邦法院從一九八六年開始他們的宵禁假釋計畫，並且要求參與者在晚上九點到隔天早上六點之間待在家中。當參與者完全遵守在家拘禁計畫的所有要求，並且在家拘禁計畫已非確保社會安全以及確保被告出庭的最低限度的措施時，法院可能會考慮改以宵禁計畫來替代在家拘禁。

第二項 在家拘禁（Home Detention）

在家拘禁計畫通常要求參與者所有的時間都要待在家中，除非是法院事先允許的活動像是：工作，就學，宗教活動，治療，與律師會面，出庭，或是其他經觀護人事先同意的活動才可以離開住處。

第三項 在家監禁（Home Incarceration）  

在家監禁計畫是三個計畫之中最嚴格的，參與者必須二十四小時待在家中，除非是就醫，出庭或是法院事先允許的活動才可離開家中。由於該計畫是最嚴厲的，所以觀護人只有在沒有其他計畫足以確保公眾的安全或是被告的出庭時，才會建議法院對被告實施此一計畫。

由於宵禁以及在家拘禁並未要求參與者必須整天待在家中，一個事先訂立細節的離家計畫是必須的。除了法庭活動，工作，就學，或是宗教活動都可能包括在內。因此觀護人手上必須事先持有一份參與者詳細的每日日程表以及與參與者的雇主事先確認。

除此之外，如果經過一段時間，參與者表現非常良好以及配合，參與者可以申請離開該計畫（Earned Leave Program）。一旦申請離開被准許，參與者即被允許得以在指定的時間內離家參加一些娛樂或是社交活動。但是這只限於在家拘禁計畫，而不包括在家監禁計畫 。.   

第3節  電子監控的態樣

在家監禁計畫未必均併予施行電子監控，但是電子監控絕對是一項非常有用的監督工具。隨著科技的進展，電子監控的設備也跟著改善，以下將介紹各種不同態樣的電子監控儀器。

第1項  被動與主動模式（Passive and Active Systems）

被動以及主動模式，都是今日美國最普遍運用以監控宵禁計畫下的參與者。被動計畫也被稱為計畫接觸系統（Program Contact System）。監控中心的電腦會不定時地撥打參與者家中或是辦公室的電話以確認在指定的時間內，他們的確是在家或在辦公室。當參與者接起電話，他必須將電子手環放進電話中的確認箱或是回答問題讓電腦來確認該人確為被監控者。

主動系統又被稱為持續訊號系統（Continuously Signaling System），其中包含三個要素：腳環或是腰上的傳送器（transmitter），接收裝置(receiver)以及監控中心（monitoring center）。傳送器由受刑人戴在腳環或是腰上，傳送器將會持續透過無線電頻率（RF, Radio Frequency）來確認參與者位於接收器的範圍內。接收器是連接在電話的插孔，不論接收器接收或是失去無線電的訊號時，都會持續透過電話線與監控中心進行聯繫。當受刑人離家或是回到家，監控中心的電腦會接收到訊號並且記錄時間。如果受刑人過早離家或是過晚回家，監控中心的電腦會透過電子郵件或是電話來通知觀護人，觀護人再進而確認受刑人是否確實違背宵禁限制。

第2項  被害人警示/ 通知模式( Victim Alert/ Notification Systems)
在某些家庭暴力的案件，法院可能會要求施暴者以及被害者都配戴傳送器，並且在被害者家中裝置接收器。當施暴者接近被害者住處時，系統將會警告被害者。因此，該系統不只可用以監督犯罪人是否遵守假釋條件，亦可用以保護被害者。

第3項  領域監控模式(Field Monitoring Devices)
領域監控模式也是一種持續的訊號科技。觀護人手持一種可攜的裝置或是將此裝置安裝在車上，來偵測被告或是假釋者是否在家或是指定的區域，像是治療中心，辦公室等等。觀護人無庸進入被告或是假釋者的家中，即可追蹤他們的行蹤，因為這種可攜裝置能夠在距離傳送器兩百到八百英尺的範圍內接收到從傳送器發送出來的無線電訊號。

第4項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

不論主動或是被動的無線電電子監控儀器都有其功能上的限制，因為上開儀器只能確認受監控者是否在指定的時間之內待在指定的處所，但是當受監控者違反宵禁限制時，這些儀器卻無法知悉他們的行蹤。然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GPS也可分為被動與主動系統。被動的GPS系統與傳統的無線電被動系統相同。由於該系統不包括一個網狀的設施（Cellular Device），因而無法與伺服器(Server)主動聯絡，除非受監控者將特定的器材放入家中的特殊裝置充電。主動的GPS系統有一樣由受監控者持有的物品稱為可攜追蹤裝置PTD（Portable Tracking Device），PTD會附在手機的介面上。受監控者也會帶一個電子腳環的傳送器，該傳送器會與PTD的無線電持續聯繫，PTD再與監控中心的電腦聯繫，因此監控中心得以知悉受監控目前的所在位置 。除了可以知悉受監控者的所在位置，GPS還有一項可以預防犯罪的功能。GPS可以設定熱點，禁止或是要求受監控者進入指定的區域。例如GPS可以將靠近學校或是日間照顧中心的區域劃為禁止性侵害犯罪者靠近的區域（exclusion zone）。當受監控者違反此一限制，觀護人會接到警告的通知，觀護人也許從其PDA或是電腦打電話給受監控者，或是遠端震動受監控者的電子腳環，或是發出聲音警告要求受監控者離開該指定不得靠近的區域。最先進的科技甚至可讓觀護人遠端使受監控者的腳環發出很大音量的噪音來警告公眾。此外，GPS也可以將治療中心或是辦公室設為進入區（inclusion zone） 要求其餘指定的時間必須待在該處以確保緩刑者確實有接受治療或是工作。

第5項  遠端酒精測試系統

此一系統又被稱為『安全的持續酒精監控系統』，簡稱SCRAM（Secure Continuous Alcohol Monitoring）。受監控者會戴著一個電子腳環來採集不可見的排汗，而數據將會被送到一個安全網站(a SCRAM Network)以分析受監控者是否有飲酒。此一系統會要求受監控者每天在預定的時間內接近數據機二十五呎之內的距離以下載最新的數據 。

除了此一系統之外，另一個被稱為ATD（Alcohol Testing Device）的系統也有同樣的功能。此一系統會要求受監控者不定期或是在特定時間內對著ATD這個機器吹氣，數據會被送到監控中心的電腦。有些ATD甚至與影像電話或是網路攝影機搭配使用，以確認吹氣者為真正的受監控者。     

第6項  衛星毒品測試監控報告系統
目前在美國一些比較偏遠的區域，像是夏威夷，關島或是蒙大拿州，漸漸在發展一個監控緩刑犯或是審前被告的計畫。此一計畫-衛星毒品測試監控報告（Satellite Drug Detection Supervision Reporting）允許非侵入性的，即時的毒品監控報告，通常同時搭配影音以及語音設備，使受監控者與緩刑官或觀護人在不同的地點得以互動。此一系統有別於傳統的驗尿，以新的科技儀器紀錄受監控者瞳孔對於光的反應以查知受監控者是否有使用毒品。例如，司法當局可能會在被告住處附近設置一個小亭子，並且在緩刑官的辦公室設置一個控制室。在特定的時間，受監控者被要求出現在該小亭子內以接受毒品檢測。當受監控者出現在測試機台前，緩刑官或是觀護人可以透過網路攝影機或是指紋掃瞄儀器來確認受測者的身份。確認之後，收監控者接受瞳孔測試儀的測試以調查其是否有施用毒品。測試所得的數據會被儲存，並且被傳送到觀護人的電腦。有了這種儀器，即便受監控者住在很遠的地方，也可以接受測試。此外，這種設備也有助於降低觀護人或緩刑官出差或其他的費用
。    

第4節  電子監控的運用

如上所述，在家監禁計畫搭配電子監控能夠適用在審前程序或是量刑後的階段。以下將介紹電子監控在刑事訴訟程序各階段的運用方式。

第1項  審前監督（Pretrial Supervision）

雖然被告在被判決有罪之前，受無罪推定原則的保護，但是為了確保被告會到庭接受審判，以及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全，法院可以對被告施加一個最低限度的限制。換句話說，法官必須無條件釋放被告或是交保釋放，除非法官認為此種釋放無法確保被告日後到庭或是有害於社會公安。根基於此種想法上，在家監禁計畫可以被應用為一個審前釋放的條件（18 U.S.C. § 3142(c)(1)(d)）。例如，當被告涉及性侵害犯罪，法院也許會於審前釋放被告，但是附加一個在家監禁搭配電子監控的條件（United States v. MARC HELMAN ROSENBERG, 2004 U.S. Dist. LEXIS 19160). 在審前程序中，最常被施以電子監控的罪名是竊盜，酒醉駕車，偽造文書，侵入住宅竊盜，交通違規的慣犯， 吸毒者或是性侵害的嫌疑犯
。
第2項  緩刑與假釋監督( Probation and Parole Supervision)
在某些州，電子監控被當作是一種保護公眾安全與降低再犯的工具。例如，在德州的達拉斯有一個社區矯治計畫。達拉斯員警部門，達拉斯郡少年部門以及達拉斯郡社區監督矯治部門共同合作一個避免少年犯於緩刑或是假釋期間再犯的計畫。這些少年犯都涉嫌嚴重的罪名，暴力犯罪或是兩者都有，並且都住在高犯罪率的區域。此一計畫包括宵禁限制，管制物品濫用的評估以及諮詢，教育計畫以及社區服務。施加電子監控可以當作一個受監控者違反宵禁或是其他要求的懲罰，或是當作是一個追蹤受監控者下落的工具
。   

第3項  監督釋放( Supervision Release)
在家監禁也可用於監督釋放。除了原有的監禁懲罰，法院也許還會下一個監督釋放的命令。監督釋放與緩刑不同，並不能計入徒刑。根據18 U.S.C. §3583(d) 以及18 U.S.C. §3563，如果法官認為適當的話，也許會要求被監督釋放者必須在非工作時間時段待在住處，並且准許以電話或是電子持續發訊設備來監督其是否遵守法院的要求。  

與量刑指南的要求不同，觀護人也許會建議法院施以宵禁以符合U.S.S.G. §§ 5B1.3 (e) (5) and 5 D1.3 (e)(5) 的規定。前提是根據18 U.S.C. §3563(b)，如果限制被告在傍晚或是夜間待在家中是必要的措施，可以保護公共安全或是有利於受保護管束者的復歸。    

第4項  量刑指南（Sentencing Guidelines）

根據聯邦量刑指南（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法院也許會同意以在家監禁取代徒刑的執行。根據量刑指南U.S.S.G. §5C1.1(b)，被告的徒刑如果介於零到六個月的範疇，就有資格以在家監禁替代徒刑。另外根據指南U.S.S.G. §5C1.1(c) 及 (e)，法院如果宣判被告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被告也可以以一個月在家監禁折抵一個月有期徒刑。而根據指南U.S.S.G. §5C1.1(d) 及(e)，法院宣告的有期徒刑如果最低是八，九或是十個月，被告也可能得到一個分別的量刑，即至少一半的刑期在監獄中執行，剩下的刑期可以在家監禁替代。美國商界聞人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
的案子即為一例。瑪莎在其所涉嫌的內線交易的案件中，以妨害司法，陰謀及偽證被判決五個月有期徒刑，以及徒刑執行完畢釋放後，再執行五個月的在家監禁。   

第5項  抒解監獄計畫( Jail Release Program)
有時受刑人也許會比預定的釋放時間提早離開監獄或是在家服刑。例如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奧克蘭郡，在家服部分刑期的受刑人於出外工作時，也許就會被施加電子監控。在緬因州的渥爾多（Waldo）郡， 當受刑人被准予外出，或是出外就醫，接受毒品戒治，參加葬禮或是其他緊急外出的情形，會被施以電子監控。在過去，為了防止受刑人脫逃，副警長也許必須陪同受刑人外出。但今日有了電子監控，就可以減少相關人員的工作負荷。然而，只有危害性很低的受刑人才得以參加此一計畫
。      

第6項  提升矯治效果

電子監控可以有效地促進受監控人遵守戒治計畫。例如，在麻州的波士頓有一個針對女性受刑人的毒品以及酒精濫用的戒治計畫。當局使用電子監控來不定期地測試受監督者是否施用毒品或是飲酒，以及確認他們是否有完成社區服務。女性受刑人也許經由緩刑，假釋或是矯治部門的轉介進入此一計畫，只要他們的基本罪名是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
。
第5節  計畫參與者的選擇

雖然在家監禁計畫可以是一個有效節省監禁成本的替代方案，但並非所有被告或是受刑人都可以參與。當考慮誰是參與該計畫可能的候選人，觀護人會考慮以下的因素：

第1項  背景審核

觀護人會考慮被告的前科記錄，是否曾犯過暴力犯罪，身心健康情形以及需求，之前接受在家監禁或是電子監控的違規情形，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是否有意願參與此一計畫。 

第2項  居家以及其他同住者的審核

此部分包括考慮住處所有人以及其他居住成員的意願以及配合度。此外，船屋或是半隱私的設備並不適合在家監禁計畫。再者，觀護人也會考慮受監控者對於其他同住者是否會造成危害。例如，如果受刑人曾經有家庭暴力或是性侵害犯罪的前科，可能就會被排除於此計畫之外。另外一個會考慮的因素是住家的設備是否會降低在家監禁的懲罰效果。如果被監控者住在豪宅大院裡，觀護人也許會建議法院限制受監控者使用某些設備，像是游泳池，三溫暖，不得進入花園蒔花弄草或是停止女傭的服務等等。
第3項  電話設施性能的審核

因為電子監控將會利用電話作為無線電訊號的接收器，因此電話乃是必備的設施。通常該電話不得有轉接功能，來電等候，來電顯示，三方通話，電腦伺服器或是答錄機的功能。受監控者同時有義務保持電話功能的正常使用，以及有按時繳交電話費的義務。

第6節   影響計畫成功的因素  

第1項  功能良好的監控措施

功能良好的監控設備是促使監控計畫成功的基本要素。如果系統常常誤報或是設備常常故障，將會使受監控者感到很惱怒，進而降低他們合作的意願。此外，電子監控實質上增加了觀護人的工作量，如果誤報或是故障的情形發生地過於頻繁，觀護人也有可能拒絕使用科技設備做為監督工具。

第2項  良好的計畫管理

參與者的篩選標準，選擇適當的監控設備，對警報立即以及妥當的回應是一個成功的在家監禁計畫最重要的三大要素。

由於不是所有的被告以及受刑人都適於參加此一計畫，如何選擇適合的對象參與此一計畫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以上所述的住處以及電話設施的評量，評估受監控者的危害程度也是非常重要。

第二，監控程度因人而異。因此，觀護人不只需要審慎地評量受監控者對於社會治安的危害以及脫逃的可能性，同時必須瞭解如何適當地建議法院使用那一種監控工具。例如，對於高危險性的被告或是緩刑以及假釋犯，GPS的監控效果會比主動或是被動系統來的有效。此外，對於高危險性之人，施以二十四小時的在家監禁（ Home Incarceration）會比宵禁( Curfew)來的妥當。

第三，違規情形也是因個案而不同。對於警報如何適當且立即地反應將會影響計畫的成功。例如，違規可能小至比預定時間晚了幾分鐘回家，大至故意破壞監控設備。觀護人必須知道如何適當地回應這些違規情形，否則受監控者可能會持續地違規乃至脫逃。

縱上所述，為了要成功的管理此一計畫，矯治部門首先必須給予觀護人適當的在職訓練。其次，發展一套清楚且實際的標準讓觀護人依循，知道如何挑選適當的參與者，如何建議適當的監控工具，以及如何回應違規情形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3項  對參與者以及家庭計畫成員妥善的事前說明

電子監控只是一個幫助觀護人加強監控受監控者的工具，無法百分之百地防止受監控者脫逃或是再犯。因此受監控者的合作與配合將會影響計畫的完成與否。 除了選擇願意配合的對象，對受監控者採取協助的態度也可能增加受監控者的合作意願。在說明會時，觀護人必須說明在家監禁以及電子監控計畫的規定以及要求並且確認受監控者瞭解這些規定及要求。例如，觀護人可能要求受監控者於晚上九點到早上六點待在家中（宵禁）並且必須準時付電話費以確保監控器材的正常運作。觀護人也必須告知受監控者違反規定的處罰以及如果表現良好可以申請降低限制。例如，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聯邦審前觀護人辦公室的運作情形是，受監控者可以申請離開計畫（the earned leave program）以獲得在特定時間可離家去參與社交活動或是娛樂的機會
。       

第二，社會支持也可促進受監控者完成計畫。社會支持包括來自包括親朋好友，配偶以及觀護人的支持。由於家庭支持也會影響計畫的成功，如何提高家庭成員的支持度也很重要。然而，由於在家監禁計畫的本質乃是將監獄的概念由機構擴張至家庭，因此家庭成員也會某程度地感受到隔離感及有被監視的感覺。因此，除了未來的被監督者之外，將家庭成員納入說明會的對象，事先妥適地說明在家監禁計畫可能導致的壓力以及該計畫可促使發生的積極面，將可以幫助受監控者的家庭成員比較能夠應付未來可能的壓力以及提高他們幫助受監控者完成計畫的意願。      

第4項  公眾教育

公眾的支持也是計畫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因為公眾的態度將會影響刑事司法政策。由於在家監禁以及電子監控並非社會安全的萬靈藥，電子監控也有其功能上的限制。因此，教育社會大眾有關該計畫的目的，內容，優點以及其限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媒體老是報導在家監禁以及電子監控失敗的案例，或是老是聽到政治人物抨擊此一計畫無法解決問題或是該計畫對於犯罪人過於寬容，最後公眾即有可能傾向否定此一計畫，並進而主張停止該計畫的適用。因此，如何提升公眾對於在家監禁以及電子監控的信心以及增進他們的瞭解至為重要。

第7節   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的優缺點

第1項  優點  

· 節省監禁成本

由於監禁成本的支出不斷增加，美國政府從一九八零年代就持續不斷的尋求可以減少支出的方法。這可以回溯到一九八六年，美國法院緩刑委員會以及美國法院行政辦公室（ United States Parole Commis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開始的宵禁假釋計畫（Curfew Parole Program）。由於犯罪率仍然高漲，以及政府仍然面對有效執行預算的壓力，此一計畫迄至今日仍然在實施。

到二００一年為止，有差不多約六千個刑事待審被告以及受刑人參加在家監禁計畫。當局採用『共同支付』政策，因此被告以及受刑人必需支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電子監控費用
。然而，由於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因此不可因為受刑人無法負擔費用而被拒絕參與此一計畫。如果受刑人無法支付，政府將會支付全部的費用。一般來說，電子監督一名受刑人的平均費用是一天美金$16.94（約台幣542元）。相反地，審前羈押以及監禁一名被告的日平均費用是美金$59.41（約台幣1901元）。因此藉由實施電子監控，美國司法部透過美國聯邦執法官署（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以及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一年省下了九千五百萬美金的監獄支出
。

· 
抒解監禁壓力

由於美國的犯罪率在一九七零年代開始攀升，刑事政策在一九八零年代開始趨於嚴峻，因此美國的監禁人口在一九七０年代到一九九０年代之間大約增加了三倍。例如，一九七０年代聯邦與州監獄的總監禁人口約為196,429人，但是一九九０年代有約739,980監禁人關在聯邦與州的監獄
。因此，美國聯邦與州政府從過去到現在都一樣面臨監獄過度擁擠的問題。 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的數據（Justice Department’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簡稱BJS), 到二００三年年底，各州以及聯邦總共有約1,470,045的監禁人，在二００三年這一年，監禁人口增加了約百分之二點一。州監獄預估已經超過了百分之十六的應收人數，聯邦監獄則已經超過應收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九
。到了二００五年年底，在聯邦以及州監所機構的矯正人口約有1,525,924人。美國的監禁人口成長了百分之一點九，已經少於一九九五年底的成長率百分之三點一。 然而由於州監獄仍然處於超過應收人數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四，聯邦監獄仍處於超過應收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四
，監所的過度擁擠仍然是一個美國政府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因此，在家監禁計畫不失為一個解決的對策。 

· 
有助於社會復歸

罪犯應該被懲罰，而監禁通常是被使用的刑事處罰措施。然而，犯罪者在監獄的時間越久，他與社會的連結就越少，因此監禁將會增加犯罪者復歸社會的困難。在家監禁作為監禁的替代措施，被監控者得以住在家中，或是如常去上班，處理家庭雜務，去上學或是參加一些治療計畫等等。由是，參與在家監禁計畫者，不但比較能夠維持家庭與社會關係，同時也比較能幫助他去就學或是參與治療計畫。

· 
增加個人與社會的安全感

在家監禁計畫可以彌補傳統機構監禁與緩刑之間的漏洞。在美國實施的初期，只有非暴力犯罪的被告以及受刑人有資格參與此一計畫。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例如GPS的出現，像是家庭暴力犯罪或是性侵害犯罪的受刑人也開始被納入電子監控。由於GPS可以將某些區域設定為除外區域（ exclusion zone）一旦受監控者進入該區，系統會通知觀護人採取行動，因此能夠進一步地保護社會安全。      

· 
降低刑事待審被告的逃逸風險

如何確保待審被告以及緩刑或是假釋期間的被告將來會出庭應訊向來是刑事司法的一大難題。在電子監控出現以前，監禁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最好方式。然而時至今日，由於電子監控是一項有力的監督工具，得以防止被告脫逃或是可以較為輕易地逮捕脫逃被告。因此，電子監控可以降低被告的脫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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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緩刑或是假釋者的復歸

由於受緩刑宣告者或是假釋者期待的是自由，釋放他們卻附加電子監控的條件可能會導致抱怨與憤怒
。除此之外，目前電子監控器材仍免不了會有故障或是誤報的問題，此種情形也會導致有如上述一樣的問題。如果電子監控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緩刑或是假釋者的社會復歸，但是他們卻視電子監控為監控或是限制其刑度自由的工具，此種狀況將會有害他們重新適應社會。

· 形式上的不公平

由於實施在家監禁的基本條件是參與者必須有固定住處以及電話設施，貧窮的被告以及受刑人也許就會被摒除於此計畫之外。此外，一般民眾也許以為，相較於貧窮的被告，對某些名人來說，住在華夏或是豪宅之中執行在家監禁，也不算是什麼嚴重的懲罰。例如，美國商業大亨瑪莎史都華（Martha Stewart）因為內線交易案衍生而出的妨害司法案件，在執行了五個月的徒刑之後，又被執行了五個月的在家監禁，執行住所乃是其位於中城曼哈頓北邊四十哩，約有一百五十三英畝的豪宅
。不過由於瑪莎有外出工作的需要，她本人倒是認為帶著電子腳環執行在家監禁，要忍受被人側目，倒是比執行徒刑還要痛苦
。 

· 可能不當引發第三人的恐慌

為了保護被害人的安全，尤其是家庭暴力的被害人，法院也許會命令在被害者的住處安裝電子監控的接收器。一旦加害者再度靠近該處，、藉由監控器材的警報，觀護人得以立即知悉並採取進一步的保護措施。然而，由於監控器材品質不一，在應警報而未警報的狀況下，被害人可能會身陷危險。若是不應警報而警報，被害人可能遭受不必要的驚嚇。
· 增加參與者家庭成員的壓力

由於在家監禁形同將監獄擴張到家庭，因此參與者的家庭成員將會感到不便，日常生活也有可能被影響。由於觀護人或緩刑官將不定時地探視，他們的巡邏車也會在附近不定期的巡視，電子監控措施安裝在家中，電話設備的使用也會受到限制，以上種種都有可能使家庭成員感到隱私被侵犯。此外，家庭成員如同參與者一般，因為感到羞恥，也有可能產生與親朋好友的疏離感。這種情況下，家庭暴力有可能隨之發生
。因此，在家監禁雖說是處罰犯罪者，但其家庭成員的隱私在某程度上也可說受到了侵犯。. 

· 無法絕對消除脫逃風險
雖然電子監控可以降低脫逃風險，但是這並不能絕對防止被告或是緩刑者脫逃。傳統的被動或是主動的RF系統可以確認被告是否遵守宵禁的要求，但是當被告不遵守時，監控措施並不能幫助觀護人找到被告。GPS的電子監控措施雖然可以解決此一問題，但是一旦被告身處訊號不良的處所，接收器就無法得到訊號。此外，即便監控中心可以馬上得知被告違反宵禁的要求或是進入不得靠近的區域，只要被告一將電子腳環脫下，監控中心就無法得知被告的所在。目前電子監控器材的設計，無論是傳統的RF系統或是較為進步的GPS系統都不難取下。因此，即便監控中心得知被告破壞了監控器材並且馬上通知觀護人，如果觀護人方面無法立即有效的處理，受監控者就有機會脫逃。
第3項  小結

雖然吾人無法否認電子監控目前仍存在某些缺點，然而此一措施的優點卻是廣為人稱道。在犯罪率高漲，但又有削減監所預算的需求時，可預見的是，中間制裁措施將會越來越廣為實行。大量監禁（Mass Incarceration）的負面社會影響在近年已經在美國越來越被廣為討論，社會大眾也開始質疑監禁是否真的為保護社會秩序最有用的方法。由於在家監禁附加電子監控措施，有節省國家預算支出（同時也可節省納稅人的稅金），抒解監獄監禁人口過度膨脹的壓力，幫助犯罪者復歸社會，比傳統的假釋或是緩刑可以更加確保社會大眾的安全，以及減少被告或是受觀護者脫逃的風險，此一措施在未來的刑事司法制度上只會越來越受重視，而暫無消失的可能性。

假設未來削減監所預算的需求不變，而在家監禁又可以為中間制裁措施的其中一種方式，討論如何減少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措施的缺點將會是比較務實的作法。在監控設備的缺失部分，隨著科技的進步，監控器材的誤報或是故障問題，應可慢慢獲得解決。至於貧窮的被告被排除於在家監禁計畫所反映出的社會不公，美國乃採取浮動費率（sliding fee scale）來減少因此造成的不公平。至於對於富有的被告執行在家監禁，所造成的懲罰跟貧窮的被告不同，法院或許可以禁止富有的受監控者在庭院游泳，從事園藝，騎馬或是使用其他的設施等等，這樣或許可以稍稍減少社會大眾的不公平之感。

至於對於受監控者家庭成員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事先妥當的說明以及監控過程中提供諮商或是社會支援，都有助於使這些家庭成員幫助受監控者完成計畫。有論者指出，在家監禁計畫對於受監控者的家庭仍然具有正面的效果，像是可以減低由於家人監禁所造成的羞恥感，以及讓被告或是受刑人有機會參與家庭事務。有些配偶甚至覺得由於在家監禁計畫的要求，他們的另一半從規律的生活獲益匪淺
。至於脫逃風險的問題，首先則必須瞭解電子監控只是一種監控工具，而不是一種懲罰，因此政府無法採用過於侵入性的方式監控。目前更新一代的監控系統，則可兼具監控與懲罰的功能，其乃將GPS 監控方式加以改良，所不同者，乃是將發射器繫於腰或胸間，除了發射功能外，尚具有電擊功能，即當被監視者進入所謂熱區（禁制區），監控中心在得知訊息後，立即以遙控方式電擊被監視者，以使其痙攣，以利警方的逮捕，而拜科技進步之賜，目前已經可以將發射器縮小至一般電腦晶片大小，而可以直接植入人體內。而針對某些特殊型態的被監視者，如性侵害犯，由於其於犯罪前，其腦波與心跳會出現極端異常，所以未來的晶片設計，將附加更多的功能，即可測知被監視者的血壓、呼吸、心跳，一旦發現異常，由晶片本身自動，或者由監控中心施以電擊，以抑制其進一步行為
。然而，此舉或有過度侵害人權，或是逾越了監控的必要性，可預見都將引起人權團體的反對。因此，如何提升監控器材的品質，健全警報系統以及建立立即以及妥適的應變措施，才是目前的當務之急。而挑選適合而且有意願配合的受監控者，也可以促進監控計畫的成功。
第3章  交保被告之電子監控

提到美國法對於交保被告的電子監控，就必須提及美國的保釋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而首先須介紹的是美國刑事訴訟法交保制度的運作情形。

第1節  交保制度的實務運作

對審前被告的處置通常有四種情形，現金保（cash bail），職業保釋人(bail bondsman)，個人保證( personal bond )以及責付( release the defendant into a third party’s custody)。現金保乃由被告自行籌措足額的保釋金交付給法院，如果被告有按時出庭並且遵守審前釋放的所有條件（例如保釋期間不再犯罪，繼續工作，按時參加戒毒治療等等），日後法院將會退還全部的保釋金給被告，反之法院則沒收保釋金。所謂職業保釋人是當被告個人無法籌措到全部的保釋金時，則保釋人可以幫被告向法院提出保釋金，而向被告收取一定比例（通常是保釋金的百分之十）的手續費。如果被告日後未到庭或是未遵守審前釋放的條件，法院會沒收全部的保釋金
，但職業保釋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權可以侵害被告權利將之逮捕到案。由於職業保釋人負擔日後保釋金可能被沒收的風險，因此他們有完全選擇客戶（被告）的自由。個人保證可能是人保（personal surety），或是由被告口頭承諾日後會到庭。通常當法院有充分的證據相信被告會自行到庭時，會採行此種方式。至於美國法的責付，與我國相似，是將被告交由第三人監管，該第三人通常是被告的親戚，朋友，社福機構或是一些審前釋放的計畫（pretrial release program）。
美國的職業保釋人制度，雖然使無資力的被告得以免去牢獄之災
。但是在另一方面，其實也飽受抨擊。批評者認為此一制度削弱了交保的目的，同時也違反了刑事司法的理想性。因為，交保的目的是為了對被告造成壓力，迫使其出庭及遵守審前釋放的條件。由職業保釋人保釋，無法達成同一目的。此外，職業保釋人有選擇保釋被告的自由，他們的選擇標準，通常與被告犯行的嚴重性無關，而是根據犯罪的類型。因此他們可能願意幫組織犯罪，賭博或是毒品案件的被告保釋，但是不願意為初次犯罪的被告或是妓女這種容易恐慌以及容易棄保的被告保釋。另一方面，許多輕罪被告仍然因為無法籌得保釋金而被拘禁。在一九六一年以及一九六四年，美國紐約的職業保釋人因為不滿必須提出百分之百的保釋，如銀行存摺或是實際的資產，而集體罷工，紐約市的監獄人口馬上急速上升。當被告逃亡。職業保釋人通常會雇用獎金獵人（bounty hunter）去尋找被告。獎金獵人通常配有武器，且通常有刑事犯罪前科。由於由獎金獵人去追捕被告是私人行為，因此不受正當法律程序以及憲法明定的刑事訴訟程序的拘束。例如獎金獵人在A州逮捕的被告，可以直接送往B州的執法單位，而不需等待引渡程序。但是需注意的是，獎金獵人仍然受州法的拘束。例如在Lund v. Seneca County Sherifff’s Department, 230 F.3d 196( 6th Cir. 2000)一案中，獎金獵人侵入一名婦女住處將她帶走，因為她是棄保逃亡的被告，而將被告兩歲無自救力的小孩獨自留在家中。獎金獵人主張根據聯邦憲法第四條第二項的引渡條款所賦予的權力，他得以違法來逮捕逃犯。但法院認為聯邦憲法並不足以使被告得以逃避州法的規定來違法逮捕棄保逃亡的逃犯。然而可見一斑的是，獎金獵人通常是不擇手段地逮捕被告。
第2節  交保改革法案

第1項  一九六六年的交保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 of 1966）

國會有鑑於審前釋放的實務運作情形，太過於依賴職業保釋人，而造成交保制度運作上的不公平現象。因此於一九六六年通過保釋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 of 1966），嗣後許多州也相繼通過類似的法案。一九六六年的此一法案目的就是為了鼓勵聯邦法院釋放審前待審被告，而使被告無庸與職業保釋人打交道。因此法院考慮釋放被告時，只需要考慮一件事，即審前釋放是否可以合理的確保被告日後會到庭接受審判。法案中沒有一個條文提及，是否要考慮釋放被告時，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該條文所提及確保被告到庭接受審判的替代羈押條件包括：在家拘禁，由指定的第三人以及機關監督被告。

第2項  一九八四年的保釋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 of 1984 )
一九八四年之後，上開一九六六年的法案被廢除，而代以一九八四年的保釋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 of 1984，18 U.S.C.A §§3141-3150）。

此一法案有關交保的條件，比之前一九六六年的法案來得嚴格。最明顯的改變是，在考慮是否審前羈押被告，除了一九六六年法案所考慮的被告逃亡的可能性（日後出庭接受審判）外，新法案規定，法院應考量釋放被告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不過雖然法案內容有所變動，但是在家拘禁作為一種替代羈押的措施，於新法中仍然保留。

以下乃就具體條文作概略介紹。

第3節  法律依據 

第1項  審判前

根據一九八四年的保釋改革法案（Bail Reform Act of 1984 18 U.S.C. §3142）（法條原文請參照附錄一），司法官員原則上必須釋放被告或是讓被告交保候傳，除非釋放被告，無法確保被告日後到庭或是釋放被告對於他人的人身安全或是社會治安有危害。如果司法官員認為單純釋放無法確保被告到庭或者確保他人安全以及社會治安，司法官員必須施加最低限度的條件（the least restrictive condition）或是綜合的條件來確保被告日後到庭以及確保社會治安。因此，觀護人有可能建議司法官員施加在家監禁此一條件。

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章第三一四二節18 U.S.C.§3142（c）（1）（B）賦予執行『在家監禁』的法律依據，根據上開條文規定，當司法官員認為只憑被告個人的保證（personal recognizance）或是交保（an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無法確保被告到庭時或是被告有危害他人或社會安全之虞時，司法官員於審判前應該裁定有條件的釋放。依據同一條文，18 U.S.C.§3142(c)(1)(B)後段規定，當涉及兒童或少年被害人的案件（section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252(a)(2), 2252(a)(3), 2252A(a)(1), 2252A(a)(2), 2252A(a)(3), 2252A(a)(4), 2260, 2421, 2422, 2423），或是2425 [18 USCS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 (3), 2252A(a)(1), (2), (3), (4), 2260, 2421, 2422, 2423, or 2425]，或是根據第十八章第二二五０節，性侵害犯罪者違反向主管機關登記的義務，審前的釋放都應該包含最小程度的電子監控，以及其他列在同節(iv), (v), (vi), (vii), and (viii)的條件，例如(iv)要求被告必須遵守對聚會，住處以及旅遊的限制，(vii)要求被告必須遵守宵禁（curfew）等等。

18 U.S.C.§3142（g）則列出了司法官員裁定審前有條件的釋放時應該考慮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被告涉犯罪名的性質，本案證據的強度，被告的犯罪歷史以及人格特性。當觀護人決定是否要建議司法官員以在家監禁取代審前羈押時，應該特別考慮被告的身體及心理狀態，家庭連結關係，是否有工作，被告有無經濟能力，被告在家以及社區的時間，被告有無濫用藥物的前科，以及被告的其他犯罪前科紀錄等等
，以上這些因素也會決定『在家監禁』是否會是一個有效的，最低限度監督被告的方案
。

第2項  判決後，量刑前

早在一九八四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宣示被告在一審判決後，沒有請求交保的權利。在McKane v. Durston, 153 U.S. 684(1894)一案中，法院認為由於被告沒有上訴的憲法權利，當然於上訴期間也就沒有被釋放的憲法權利。在United States v. Sine, 461 F. Supp. 565(D.S.C 1978)一案中，法院認為被告的無罪推定以及為了準備訴訟以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在上訴期間已不復存在。在Gallie v. Wainwright, 362 So. 2d 936, 941(Fla. 1978)一案中，法院認為當被告已經被宣判有罪，而且有罪判決不太可能被撤銷時，被告逃亡的可能性就大增了。因此，在一審判決後，法院決定是否釋放被告或是交保，所要考慮的因素與判決前已大為不同。法院此時要考慮的是有罪判決被撤銷的可能性，上訴的爭點，被告的宣判刑期，未來的危險，以及有罪判決所宣示的被告犯行的嚴重性。

根據美國聯邦刑法第十八章第三一四三節a段（原文請參照附錄二），如果被告被陪審團認定有罪，在量刑庭或是服刑之前，司法官員應該拘禁被告。除非：

（1）有清楚明白且具有信服力的證據顯示，根據第十八章第三一四二節（b）或（c）釋放被告，不會導致被告逃亡，或是釋放被告對社會或是其他第三人不會造成危害。如果司法官員根據以上條文規定釋放被告，必須根據該條文規定決定釋放的條件。

(2)根據現存的量刑指南不建議科處被告拘禁或是徒刑。 

（3）以及

(i)司法官員發現有極大可能性，無罪（acquittal）或是重審(new trial)的請求可能被准許。 

(ii) 檢察官已經建議法官不要對被告量處拘役或是徒刑。 

第3項  量刑後，上訴中

根據美國聯邦刑法第十八章第三一四三節b段，當被告被認定有罪，且已被判處拘役或是徒刑時，其提出上訴或是請求上級法院向一審法院調卷時，除非有以下情形，否則司法官員應該命令拘禁被告。

（1）有清楚明白且具有信服力的證據顯示，根據第十八章第三一四二節（b）或（c）釋放被告，不會導致被告逃亡，或是釋放被告對社會或是其他第三人不會造成危害。

(2)該上訴不是為了拖延。

(3)上訴指出了重大的法律或是事實錯誤。

(4)如果此錯誤對被告有利，很有可能導致(a)一審判決的撤銷或重審; (b)一審量刑因而減輕為非監禁刑; (c)一審量刑的減輕，而上訴期間繼續羈押被告有可能導致羈押日數超過徒刑日數。

此外，根據18 U.S.C. §§3143(b)(2)以及3145(c)，如果被告的有罪判決牽涉暴力犯罪，被告除了必須證明以上的要件之外，還必須證明有『例外的原因』（exceptional reasons），羈押是不適當的。至於何謂例外的原因，在United States v. Garcia, 340 F.3d 1013( 9th Cir. 2003)一案中，法院認為所謂例外的原因，包括有價值的上訴（a meritorious appeal）以及有情況顯示 羈押被告對於特定的被告來說是異常的嚴厲。在Unites States v. Koon, 6 F.3d 561(9th Cir. 1993)一案中
，被告主張他們的狀況符合該條文所謂的『例外』，因為他們的犯行是高度偶發的（highly situational），他們所涉嫌的罪名，之前在州法院被宣判無罪，且是因為被害人的行為才導致此次的犯罪，在上訴期間羈押被告會危害被告二人的安全，他們的刑期遠短於上訴期間可能經歷的漫長時間。但法院認為，被告所主張的上開理由，是任何一個執法官員在侵害公民權利時都會面臨的必然結果，因此不構成該條文的『例外』。

第4節  案例

第1項  被告涉嫌奴役及虐待外籍勞工，主動要求法院准予交保及施予電子監控以代替羈押
 

一、本案背景

被告Varsha Mahender Sabhnani及她的丈夫Mahender Murlidhar Sabhnani都是印尼人，前者在美國居住超過25年，於2001年取得美國公民資格，後者在美國居住超過35年，於1980年代取得美國公民資格。被告二人育有四名子女，年齡在十七歲到二十三歲之間。被告二人均擁有可觀的身價，粗估他們位於長島的住所（亦即本案的發生地）及紐約曼哈頓的公寓價值超過三百萬美金，手上的現金加上證券，價值約在美金三百萬到五百萬之間，存放在銀行保管箱的珠寶，約價值五十萬美金。被告二人的財富主要來自他們的香水以及化妝品的生意，他們的工廠遍佈在美國，英國，印尼，產品行銷世界各國，不過主要以中東地區為主。


被告二人均無前科。事件發生於二００七年的五月十三日，早上六點左右，一間甜甜圈店的店員報警稱有一名疑似無家可歸的婦女需要救助，該名婦女身上僅著褲子以及以一條毛巾遮蔽身體，並且以手勢告知該名店員他遭雇主毆打。經過聯邦以及地方執法機關找來翻譯，始知該名婦女來自印尼，自二００二年二月五日開始擔任被告二人的女傭，被告二人從未直接給付她薪資，只是每個月匯一百元美金給她在印尼的女兒。被告二人對待被害人如奴隸，不准她離開被告的住處，強迫她睡在地板上，並且從不提供足夠的食物。被告Varsha並且持續地對被害人施加身體的虐待，如以棍棒毆打或是以小刀割被害人的肉，或是將滾燙的水倒到被害人身上，而被告Mahender知情這一切。警方在被害人的臉部，頸部，背部，胸部以及手臂，發現無數的疤痕以及淤傷。被害女子同時告知警方，被告家中有另一名同樣受虐的婦女。警方之後持法院核發的搜索票至被告住處搜索，果然發現另一名受虐婦女。翌日被告二人以強迫勞動（forced labor）罪名遭警方逮捕。

二、治安法官裁決有條件的釋放

同年五月十五日，檢察官建議治安法官（magistrate）羈押被告，因為被告二人有逃亡之虞，且對被害人以及其家庭都有可能造成危害。主張被告二人逃亡之虞的理由在於本案的證據非常充分，且一旦定罪，被告二人將面臨漫長的牢獄生活（最高可判到有期徒刑四十年）。此外，被告二人的經濟來源非常多元，與外國又有許多個人以及生意上的接觸。檢察官特別指出，在二００五年六月至二００六年十月之間，其中一名被告的銀行帳戶就接收了高達一千七百多萬美金的國外匯款，匯款來源國大部分是與美國沒有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如kindom of Bahrain, Qatar, United Arab Emirates。被告的律師於五月十七日提出答辯狀，就被告是否有逃亡之虞不予爭執，但是主張有條件的釋放就可以減低被告逃亡的可能性，並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被告方主動提出（1）每名被告願意提出一百五十萬的保釋，將以六名保證人以及被告位於長島以及曼哈頓的公寓作為擔保。（2）被告願意接受在家拘禁，並且施以電子監控，（3）由被告付費僱請私人的調查公司二十四小時的電子監控被告住處。（4）提供他們的雙向通話記錄（包括撥出以及接收的電話號碼，但不包括通話內容）
（5）交出護照。

 在同日的交保聽證會，檢察官仍然堅稱被告有帶她們的子女共同逃亡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在印尼有親人，而且他們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繼續經營他們的生意。此外，跟被告的身價比起來，他們提出的保釋條件實在不足以預防他們逃亡，因為被告根本沒有提出任何現金保，而提供擔保的長島住宅本來就會被沒收（因為該處是促進犯罪的場所）。此外，檢方也質疑被告所提出資產報告的可信度，以及質疑被告一直未就由中東國家匯入被告公司帳戶的一千七百萬美金有所交代。被告律師則主張被告方面願意提出更多現金，證券以及保險單作為保釋擔保，並且表明已經就所有帳戶內的交易作了清楚的交代。治安法官（magistrate）認為雖然被告確實有逃亡的可能性，但是綜合考量被告涉嫌的犯罪，本案證據的強度，本案也無證據顯示被告涉嫌人口販運，也無證據顯示被告二人在國外有銀行帳戶，以及考量被告二人在長島有固定住處，其美國公民身份以及他們四名子女都是美國公民，以及他們並未在交出護照前有逃亡之舉。治安法官裁定被告Varsha交保兩百五十萬美金，Mahender交保一百萬美金，該保釋不得以渠二人長島住處作為擔保，而必須以曼哈頓的公寓作為擔保，被告二人所控制的商業帳戶的使用必須受到限制，但是支付每日的營業費用以及債務則不在此限。此外，被告二人必須接受在家拘禁（home detention）附加電子監控，以及接受雙向通話記錄的監控，審前服務辦公室（Pre-trial Services）可以隨時前往被告住處查看，而被告二人不得離開住所，除非與律師會談，宗教活動或是，看病。在家拘禁所產生的費用由被告支付。

三、地方法院法官裁決羈押被告

五月二十二日，紐約東區法院的大陪審團向法院提出正式起訴，檢方再度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理由是被告二人就其商業歷史，交易的細節，所控制的公司以及海外的契約並未向法院為清楚以及詳細的說明。檢方指出在過去五年，Mahender和他在杜拜的哥哥的往來金額總共有八十五萬美金之多，被告二人也將旗下製造產品的生意轉包出去給英國的兩家公司，檢方質疑無法得知被告Mahender與這些公司的關係？也無法得知這些公司的利得是否歸被告所有？被告方的立場則是表明願意提供更多的交易資訊。因此地方法院裁定檢方必須提出所有要被告交代的交易明細及資產問題後，由被告回答。之後被告方提出了一萬五千頁的報告。審閱這份報告之後，在五月三十日的聽證會上，檢方指出新的顧慮，認為被告第一次提出的報告就其資產有所隱匿，因為從新的報告可以看出被告在三十八個金融機構擁有超過六十個私人以及公司帳戶，而他們的證券帳戶內有大約價值四百萬美金的證券，與他們一開始向審前服務辦公室報告的三百萬美金金額不符。此外，其中一個證券帳戶是被告小兒子的名字，在二００四年三月曾經由該帳戶支付美金二十一萬給被告在杜拜的哥哥。地方法院法官之後要求雙方就在家拘禁的條件再作討論，並且指出檢方可以使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來確保被告不會逃亡，包括二十四小時的監視，不論由警方或是私人公司來執行，而被告必須承擔所有的費用。法官尤其指出必須特別注意監視被告的子女，以避免他們成為被告與外界聯絡的工具。如果雙方近日內無法達成共識，法院就會自行設定釋放條件。
之後在六月四日的聽證會，法官表示不滿被告不願意支付所有的監視費用，法官也要求被告的子女在離家以及返家時都必須接受搜身。之後檢方與被告律師再度就釋放條件進行協商。不過六月六日，檢方突然通知法院不同意有條件的釋放，而請求法院羈押被告，理由是被告曾經低報他們的資產以及被告有外國的經濟來源，而美國與這些國家都無引渡條約等與之前類似的質疑。六月八日，被告律師再度提出一份號稱是最後的資產以及商業記錄報告。六月十一日地方法院裁決羈押被告，理由是五月三十日，法院是要求雙方就有條件的釋放條件達成合意後，再由法院核可。既然檢方表示不同意有條件的釋放，法院就必須考慮是否有任何條件可以合理地減輕被告逃亡的風險。由於考量被告最初對於資產的申報不實，以及被告對於與國外的好幾筆交易交代不清，以及被告的工廠其實不像最初所述的只限於在紐約及紐澤西，而是散佈於海外。還有被告對於與國外轉包商之間的關係，也未交代，因此法院對於被告的資產無明確的概念，無法預防被告或其家庭成員是否有其他資金管道得以逃亡，再加上被告一旦被宣判有罪，將面臨嚴厲的處罰。此外，在家拘禁在執行上一點也不實際，因為此將牽涉需一併監控被告的子女，但事實上被告的子女並無涉嫌任何犯罪，綜上原因，法院因此裁定羈押被告。

四、第二巡迴法院裁定撤銷地方法院的羈押裁定，並命地方法院重新裁定有條件地釋放被告。

被告之後對羈押裁定提出抗告，第二巡迴法院認為被告之前既然同意遵守種種對其資產以及人身自由的嚴厲限制，檢方必須提出更清楚的說明，來說服法院為何此一有條件的釋放還不足以防止被告逃亡。法院認為被告願意提出的保釋，跟他們的身家財產比起來，固然不足以防止他們逃亡，但是被告既然已經同意法院限制他們使用收益所有的資產，且檢方也提出由法院指派一名獨立的會計師來審核被告資產以及向法院報告，會計師的費用由被告支付，應可有效地防止被告逃亡。而如果檢方認為被告寧捨萬貫家財也要逃亡，亦即以上種種限制尚不足以防止被告逃亡，則被告主動同意雇用私人的保全人員二十四小時的監督被告住所，監聽被告的電話以及電腦的使用，被告的子女離家以及返家時都必須接受搜身，當被告離家時需由保全人員隨時陪同監督，應該也可防止被告逃亡。因此，第二巡迴法院認為以上種種的限制都可有效地防止被告逃亡，且被告也同意遵守這些限制，因此撤銷地方法院的羈押裁定，並且命地方法院重新裁定。
第2項  前恩隆公司執行長Jeffrey Skilling於一審判決後，上訴期間的電子監控

傑佛瑞-史基林(Jeffrey Skilling)乃前恩隆（Enron）公司的執行長(CEO)，該公司為美國最大的能源公司，其公司創辦人雷(Kenneth Lay)與美國小布希總統有良好的個人與政治關係，恩隆公司的主管於醜聞案爆發前十幾年，捐款的百分之七十三估計係流向美國的共和黨
，然而該公司卻無預警地於2001年12月因公司營運虧損申請破產，為美國歷年來最大的公司破產案件，估計恩隆公司有兩萬名員工因此丟了飯碗，員工的退休年金損失高達二十億美金，恩隆公司的虧損金額也高達四百億美元之多，因此造成投資人與公司員工的钜額損失，然而史基林卻早於此重要訊息發布前，即已大量出脫手中持股。史基林於2001年8月即辭去該公司執行長的職務，當市場觀察家對於此事提出質疑時，雷卻出面保證公司營運沒有任何問題，並且接替史基林繼續擔任恩隆公司執行長的職務，直到該年12月公司聲請破產為止。接著史基林於同年9月17日售出五十萬股的恩隆股票，其後檢察官以多項罪名起訴史基林涉嫌內線交易，詐欺，偽造文書等等
。

該案於2006年1月30日開始審理，史基林於待審期間被法院諭知交保五百萬美金，2006年5月25日，陪審團認定史基林十九項罪名有罪，包括陰謀犯證券以及通訊詐欺（ conspiracy to commit securities and wire fraud），因犯證券詐欺而自2000年3月起至2001年8月14日止，多次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提出不實的商業文書，因犯證券詐欺而自2001年1月22日起至7月12日止多次向證券分析師以及市場評比機構提供不實文書，自2000年3月起多次向會計師提出不實申報文書，以及內線交易（2001年9月17日售出恩隆公司的股票50萬股）等等。

同年10月23日史基林被德州休士頓南部地區地方法院法官Sim Lake判處292個月的有期徒刑（相當於24年又4個月的有期徒刑），以及美金四千五百萬的罰金。法院並且諭知史基林必須參加戒酒以及心理治療的矯治計畫，其為該案目前被判處最重刑責的恩隆高階主管
。量刑聽證會之後，檢察官要求立即拘禁被告，法院雖未拘禁被告，但宣告對史基林施以在家監禁，直到監獄局通知被告入監，在家監禁期間，並且要求史基林必須配戴電子腳環以監控其行蹤
。史基林雖曾於2006年10月10日向法院聲請交保，但為法院拒絕。理由為史基林雖然沒有逃逸或是對於社會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提起上訴也不是為了拖延訴訟，但是該上訴並無指出足以導致原審判決撤銷或是改判的法律或是事實上的錯誤
。

第5節  可能的法律爭點

第1項  可否折抵刑期

在家監禁可否折抵刑期，前提是在家監禁是否等同於羈押或是監禁？美國各州的立法例不一。例如阿肯色州州法規定：「被告參與在家監禁的時間應該可以折抵被告的刑期」
。印地安那州州法規定：「在家監禁作為緩刑條件而被監禁在家中的被告，得以折抵刑期」
。但是德州州法，則認為不可折抵刑期，其規定「被電子監控的被告，或是參與在家監禁計畫的被告，該期間不得折抵刑期」
。

而各州以及聯邦法院對於遭電子監控的被告，是否等同於羈押或拘禁，也有不同意見。有些法院認為電子監控不等同於羈押或是拘禁，因為電子監控的在家監禁並不是聯邦量刑指南內所述的監禁（imprisonment），而指南內明確指出所謂的監禁，是實際上有被拘禁於刑罰機構（penal institution）之內。（United States v. Compton (Ⅲ 1996 WL 207351, 7th Cir 1996, April 29, 1996)）。威斯康新州的上訴法院認為：被告住在他的父母家並遭電子監控，並不等同於羈押（States v. Swardly ( 526 N. W.2d 778, Wis. Ct. App. 1994)）。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最高法院（States v. Jordan, 485 N. W. 2d 198, Neb. 1992）認為：所謂的羈押或是拘禁，是指於審判前，審判中或是審判後，以司法命令被告身體被拘禁於政府授權的拘禁，控制或是監督設施
。在Reno v. Koray ( 515 U.S. 50, 1995)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被告被交保置於治療中心時（無論狀況有多艱困），被告不再被置於監獄局的控制之下，這並不是法定的拘禁，因此不能折抵刑期。

也有法院從是否會構成脫逃罪，來決定可否折抵刑期？在Kuper v. State ( 835 p 2d 359, wyo. 1992)一案，法院認為如果被告從治療中心脫逃（期間有電子監控），不構成脫逃罪的話，就不能要求折抵刑期。

然而也有法院持不同見解，密西根州的上訴法院（People v. Granquist, State of Michigan Court of Appeals, April 16, 1990）認為：脫逃罪的法條明定所謂的監獄，文義上包括任何由矯正部門授權而得控制被告，將之置於照顧，拘禁或是監督，不論是在機構內或是機構外，不論是基於工作，醫療照顧或是其他目的。因此我們相信被告的住處符合脫逃罪所謂監獄的定義。華盛頓州的最高法院也認為：法條規定的折抵適用於所有的拘禁（confinement），由於拘禁包含部分拘禁，而部分拘禁包括在家監禁，因此很明顯地立法者有意使被告在量刑聽證會前所執行的在家拘禁可以折抵刑期（ State v.Speaks, 829 P.2d 1096, Wash. 1992）。另外還有另一種見解是，電子監控雖可折抵刑期，但如果被告涉犯兩罪，則只能折抵其一。例如在Wisconsin州的一個案例( State v. Pinkowski, 514 N.W. 2d 56 Wis. Ct. App. 1993)，被告涉犯兩罪，而被法院判決緩刑，緩刑期間包括一百二十天的電子監控。兩年之後，被告的緩刑被撤銷，而必須入監執行一個九個月以及六個月的徒刑。雖然被告主張應該可同時折抵上開兩個徒刑，但法院決定只可折抵其一。


第2項  是否構成脫逃

大部分的州法規定當被告破壞設備或是未經允許離開他們被拘禁之處，就構成脫逃。加州刑法（California Penel Code 4532(a) (1)）規定：「每一個參與在家監禁計畫的囚犯，若之後從該處脫逃或是意圖脫逃，是重罪。如果不涉及武力（force）或是暴力(violence)，在州監獄可以處以一年又一天的有期徒刑；在郡監獄則不超過一年。若脫逃涉及武力以及暴力，在州監獄可以被處以兩年，四年或是六年連續不斷的有期徒刑，在郡監獄則不超過一年」。印第安那州法（Indiana’s IC 36-38-2.5-6）要求給被告在家監禁的通知上，必須註明：「根據法律規定，違反在家監禁的命令將可能使被告遭受脫逃罪的起訴。而該法( IC 35-44-3-5)規定：明知或是有意違反在家監禁的命令，或是意圖除去電子監控設備構成脫逃，屬於D級的重罪」。

基本上，有兩種情況可能被視為脫逃，其一是未經允許離家，或是破壞電子監控設備。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當被告被起訴脫逃，就有可能被撤銷緩刑或是假釋。未經允許的離家，在Cienfuegos v. Superior ourt, 837 P. 2d 1196( Ariz. Ct. App. 1992)一案中，上訴法院判決中指出：當在家監禁的被告乃身處於矯正機關（因為法院的命令，他的住處已經轉換為矯正機構），若未經允許離家，就構成脫逃。在華盛頓州的一個案例，State v. Kovari, 1997 Wash. App. LEXIS 718(Wash. Ct. App. 1997 )，緩刑期間的被告未經允許離家，並且去了未經允許之處飲酒。法院命令被告必須在監獄多待三十天，檢察官同時也起訴被告脫逃罪。然而被告抗辯，檢察官的起訴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double jeopardy），因為他已經因此被法院裁定必須在監獄多待三十天。法院認為此並無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因為撤銷緩刑並非新的處罰，而只是先前追訴的結果而已。在State v. Martinez, 957 P. 2d 68, N.W. Ct. App. 1998一案中，法院認為從監獄被釋放出來，並被施以電子監控的被告，若未在指定時間內返家不構成脫逃罪，因為被告並不在監獄，因此未返家並不構成脫逃。破壞監控設備。在亞利桑納州的一個案例State v. Williams, 925 P. 2d 1073, Aiz. Ct. App. 1996，被告因為未經允許離家以及脫去電子監控設施而被認定構成脫逃罪。其他相似的見解亦可見State v. Holliman, 509 N.W. 2d 73( Wis. Ct. App. 1993)，State v. Duke 1999 Ohio App. LEXIS 498( Ohio Ct. App. 1999)。

第3項  違規的處罰

違規會被如何處罰，視各州的州法如何規定，而各州對此規定各異。例如在亞利桑納州，如果法院發現受監控者未經法院或是監督機關允許離開住所，法院將終結被告在家監禁之命令，並且命被告入監執行殘刑（9-499.07(p)）。根據加州刑法典California Code 9006(d)，當任何假釋官，緩刑官或是任何其他的執法人員（Peace Officer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受監督的被告未遵守電子監控計畫的規定或是要求，或是電子監控設備失靈，根據矯正部門授權的執法人員，首席緩刑官或是觀護人員，雖未取得逮捕令，亦得逮捕被告。印第安那州法規定（IC 35-38-2.6-5），如果受刑人被置於本章內之社區矯正機構，包含電子監控，卻違反規定，在聽證會之後，法院得(1)改變安置的形式，(2)繼續安置計畫，(3)或是撤銷原先的安置，命該人入監執行殘刑。

以下乃介紹不同法院對不同違規情形的裁處：

（1） 被告拒絕合作-撤銷緩刑後，入監執行殘刑。

在Fields v. State, 1997 Tex. App. LEXIS 34, 1997一案中，一名強盜案件的被告被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需被電子監控九十日，同時法院命令他取消來電等候功能以及不得使用電話答錄機，被告未遵守上開要求，並且在未經允許的時間離家，被告的緩刑因而被撤銷。在State v. Kelly, 644 A. 2d 454 (ME. 1994)一案，被告被宣告於緩刑期間內必須被加強監督，並且也收受書面文件告知違反的後果，同時也被告知將被電子監控。受刑人到觀護人的辦公室陳稱他無法帶電子監控器材， 因為他的客戶會看到，如此一來將會影響他的生意。儘管觀護人告知電子監控器材會被褲子蓋住，不會被看到，但是被告說夏天他喜歡穿短褲。由於被告不配合，之後被告的緩刑撤銷，入監執行殘刑。


（2） 違反宵禁規定-撤銷緩刑。

在Zeplin v. State, 1998 Tex. App. LEXIS 3022, 1998，被告違反宵禁規定，緩刑因此被撤銷。被告上訴主張由於緩刑附加的電子監控條款過度模糊，因此被告的違規不構成撤銷事由。上訴法院認為本件電子監控作為緩刑條件的規定是根據德州州法的授權，而監控開始以及結束的日期也很清楚的規定。監督權限也適當地分配給社區監督以及矯正部門，因此維持一審撤銷緩刑的決定。  

（3） 牽涉電子監控設備的違規-另案判決有罪。

在State v. Archie, 939 P. 2d1065, N.M. 1997（新墨西哥州）一案中，被告除去監控器材，並且毀壞後再加以丟棄。被告被控第四級重罪，並且被法院以重罪的侵佔罪判決有罪。另一個聯邦的案例是United States v. Unkel, 7 F. 3d 1043( 8th Cir 1993)，被告承認未經允許，將電子監控設施搬到另一個住處，但是主張對於違規將可提出充分以及合理的解釋，然而法院因此命被告入監服刑三個月，此一決定亦被上訴法院支持。

（4） 因違規而被起訴脫逃

此部分可詳見本節第二項。

第4項  費用的支付

許多州（至少二十八州）就電子監控計畫的費用支出有明文規定，至少有二十六州的州法要求被告必須支付部分的監控費用。但是沒有任何一州將無力支付費用的被告排除在此一計畫之外
。

第5項  平等保護

由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保證所有公民獲得法律同等的保護，而大部分的機構會要求被告支付全部或是部分的電子監控費用，因此貧窮的被告雖然符合釋放條件，卻有可能因無法參與電子監控計畫，而繼續被監禁。解決此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或許是建立浮動費率制（Sliding fee scale），則不論所有的被告經濟狀況為何，都可以參與此一計畫。另一個解決辦法是將此一計畫的實施限於某些被告比較有可能找到資源支付費用的地區，譬如居民可以固定領到社會安全救助金。

除了費用支付問題，受監控人也有義務維持電話設施的正常功能。

在State v. Byrd, 2000 Tenn. Crim. App. LEXIS 670一案中, Byrd的社區監控命令被撤銷，因為 Byrd沒有遵守宵禁的要求，也沒有維護他住處電話的正常運作致使電子監控無法進行。Byrd主張因為他沒有錢付電話費。上訴法院因此將該案發回地方法院，要求一審重新調查Byrd是故意不付電話費用或是有其他原因，並且表示如果Byrd無資力支付電話費，則『未繳電話費』此一事由不應作為撤銷的原因。

綜上種種只是要說明，執行電子監控可能會與平等保護原則相悖的問題。決定誰得為電子監控參與者時，不應該考量他們是否有能力支付監控費用，而應該考慮其他因素。而執行當局也應該盡量運用司法預算使貧困的被告也有機會參與電子監控計畫。                       

第6項  是否構成不合理的搜索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人民有保護其身體、住所、文件與財產之權，不受無理(unreasonable)拘捕、搜索與扣押，並不得非法侵犯，除有正當理由(probable cause)，經宣誓或代誓宣言，並詳載搜索之地點、拘捕或搜押之人或物外，不得頒發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狀」。對於受緩刑宣告或是假釋的被告是否違反此一原則？原則上，法院通常認為，觀護人在無法院令狀的情況下，搜索被社區監控的被告住處並沒有侵害他們的憲法權利。在Griffin v. Wisconsin, 107 S. Ct. 3164, 1987一案中，法院表示下列意見：如果最高法院准許觀護人在有警員的陪同下，可以不用持有任何搜索令就可以隨意地，無預警地進入和搜索受緩刑者的住處，那麼，對被告執行電子監控，對其隱私的侵犯實際上比上者為輕。

實際上，美國目前還沒有主張電子監控侵犯違反此一憲法原則的案例。電子監控實際上只是使觀護人本來須親身執行的工作，由科技設備代之而已。

第7項  是否違反不自證己罪的原則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人民有不自證己罪的憲法權利。但此一原則只適用於被告的口頭陳述，而不及於物證。雖然電子監控所蒐集的資訊可以用來證明被告是否有遵守釋放所附帶的條件，但被告並不被要求須做出自白。因此，電子監控所蒐集的證據並不在此一憲法原則的保障範圍之內。此外，所餞行的是哪一種法律程序也會影響此一原則的適用。在一般的刑事審判程序，援引此一原則的主張通常會被支持，因為證明被告有罪必須超越合理的懷疑；但是在撤銷緩刑的聽證會上主張此一原則通常不被支持，因為撤銷與否的證據只須為優勢證據（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即可
。

第8項  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明定，須經正當法律程序，才可剝奪人民的生命、自由或是財產。在United States v. Enjady(1996 WL 80453, 10th Cir. 1996)一案中，被告被控涉嫌加重妨害性自主罪嫌，由於被告對於公共安全具有威脅，因此被拒絕審前有條件的釋放（附加電子監控）。由於法院是根據清楚且明白的證據認定被告對於社會治安具有危害，根基於此的判斷即未違背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在另一個案例中，Long v. State (1999 WL 974429, Ind. App. Oct. 27, 1999)，上訴法院則認定被告的正當法律程序之權利被侵害。由於檢察官主張被告於緩刑期間企圖毀損電子監控器材，而且也沒按規定配戴監控器材，因此請求撤銷被告的緩刑，一審法院據以撤銷。但上訴法院認為，被告的在家監禁命令上寫著：禁止破壞，企圖修復，或是任由他人破壞監控器材。被告主張他是走路絆到並跌倒後，才企圖修復。上訴法院認為檢察官的起訴罪名有誤（因為檢察官應該起訴被告企圖修復，而不是起訴被告毀壞監控器材），有害於被告的答辯，因此認定一審法院撤銷被告緩刑的基礎有違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
 

以上這些案例並沒有指出對被告施以電子監控會違法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但是當執法當局在執行電子監控時，必須制訂清楚的政策以及程序規定以保護被告此一憲法權利。此外，一如其他科技在刑事訴訟程式上的運用（例如驗尿），儀器本身必須精確以及符合法院對於科技水準的要求。如果緩刑的撤銷只是根據科技證據，此一證據必須具有高度的精確性
。

第9項  殘酷以及過當的懲罰

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規定，禁止對被告課予過高的保釋金或是罰金，也不得使被告遭受殘酷以及過當的懲罰。因此，如果有條件的釋放被告，但條件卻過於嚴厲，或是被告根本不可能遵守，可能就會違反此一原則。原則上，如果被告希望被拘禁，而非被有條件的釋放，就不應剝奪其選擇權。因此，有學者以為電子監控並沒有對被告造成過當或是殘酷的處罰，因為電子監控跟拘禁比較起來，拘束性比較小，而且也比較人道。因此電子監控並沒有壓迫或是羞辱被告
。

第10項  觀護人或是相關從業人員可能面臨的民事訴訟

為瞭解決監獄過度擁擠的問題，司法機關持續尋求監禁的替代方案，但同時又必須兼顧維護社會治安以及確保被告不會逃逸無蹤。隨著越來越多的重罪被告被以社區監督（community supervision）的方案釋放，當這些被告於社區監督期間再度犯罪，被害人可能會對監督的政府機關或是私人公司（例如提供設備的廠商）以及他們的從業人員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以下情形，可能會構成損害賠償的責任。

（一）可能發生責任的情形

· 未遵守機關的政策或是程序要求。

· 執行監控計畫時沒有遵守可接受的標準。

· 不知監控器材的限制，沒有根據製造商的建議來使用器材。

· 沒有根據所獲得的資訊來做適當的反應。

（二）如何減免責任的方法

＊ 發展全面且清楚的政策與程序

那麼，要如何減少責任的產生呢？最重要的是，機關必須根據州法，制訂全面且明白的政策以及程序規定。這些政策，至少要包含以下事項。

· 選擇被電子監控被告的標準（這應該包括特定哪些種類的被告可以被納入計畫以及定出他們對社會的危害程度）。

· 當被施以電子監控時，應該對被告提供哪些資訊。

· 當加害者將被施以電子監控時，應該對哪些犯罪被害人提供資訊。

· 設備將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適當的安裝。

· 誰負責檢查，修護以及更換有問題的設備。

· 建立被告離家時，所從事活動的時刻表，以及不得進入社區裡的哪些區域。

· 對警報如何回應。

· 當被告逃逸時，應該採取哪些步驟來警告社區以及潛在的被害人，以及應採取哪些步驟來儘速找回被告。

· 相關從業人員的條件（staffing requirement）。

＊ 遵守標準程序

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簡稱ABA）在一九八九年也提出了『附加電子監控的在家監禁之原則』（Principles for the Use of Electronically Monitored Home Confinement as a Criminal Sanction），機關在制訂政策時，也可考慮納入以下事項。

· 法官根據卷證，在衡量保護公眾安全以及被告犯罪的嚴重性之後，認為附加電子監控的在家監禁是對被告侵害最小的替代監禁方案。

· 法院或緩刑官不應自動將電子監控作為一個緩刑的條件
。

· 被告支付電子監控費用的能力，不應該作為決定是否要對被告施以電子監控的考量。

美國矯治協會（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於一九九五年也發表一份電子監控計畫標準（Standards for Electronic Monitoring Programs），內容如下：

· 計畫的實施。

· 會計管理（Fiscal Management）

· 人員訓練與發展

· 案件記錄

· 資料系統與研究

· 建立安全密碼

· 受刑人的監控

· 安全以及緊急程式

· 規則與紀律

· 對於受刑人的說明會

· 分類

· 釋放

＊ 瞭解設施的限制

此外，有一點很重要的是，相關從業人員必須瞭解到電子監控是有功能上的限制的，電子監控並非可以完全防止被告脫逃或是確保社會治安的萬靈藥。因此，計畫的設計者對於所選擇的監控工具必須瞭解運用的方式（例如範圍的設定，監控的空窗期，手機的干擾等等），從而再據以發展計畫的政策及選擇參與的對象。除上所述之外，確保監控器材被妥善的安裝，以及精確的作用也很重要。從業人員必須選擇適當的監控工具以達成計畫的目標，並且按照製造商的指示來安裝以及操作監控工具，則當器材故障時，才得以證明有按標準程序操作。

＊ 對電子監控所蒐集到的資料做適切地回應

由於藉由電子監控可以蒐集到比傳統社區監控還要多的個人資訊，司法當局相關的監控人員也因此肩負更多的責任。監控人員必須遵守所有程序的要求來注意受監控者是否有違規情形，例如不在他們應該在的地方，或是進入禁止進入的區域。當受監控者有侵害他人的犯罪前科，如性侵害或是家暴者，這點尤為重要。如果犯罪高危險群的被告有破壞監控器材或是離開住處的情形，相關從業人員尤須注意盡快通知潛在的被害人以及找到脫逃的被告。

第4章  在家監禁與電子監控未來在我國刑事司法制度運用的可行性

第1節  現存的法律漏洞－交保不足以嚇阻被告逃亡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當檢察官認定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是有勾串證人或共犯之虞時，或是所犯為最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重罪，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可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若認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之虞者，有羈押之必要者，也可依同法第一百零一條之一聲請法院羈押被告。

若法院認為無羈押之必要者，依同法第一百零一條之二，可以逕命具保、責付或是限制住居。理論上法院認為無羈押之必要者，被告理應無逃亡之虞，或是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已足以防止其逃亡。但責付以及限制住居在我國實務的實際運用上，等同於無任何限制，因被告或是被責付者違反義務，或是被告擅自搬離住所，並不會遭受任何處罰。而命被告交保，於被告逃亡時，依同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可以沒入被告的保釋金，理論上雖可嚇阻被告逃亡，但是法院對於重大案件被告的交保金額於近年來雖屢創新高（例如：四汴頭弊案的被告伍澤元以新台幣三百六十萬元准予保外就醫；朱安雄涉嫌賄選案件，以新台幣五百萬元交保
；台中順大裕淘空案的被告曾正仁，以新台幣一千萬元交保
），但事實證明交保金額的多寡對於重大犯罪的被告，完全無法達到防止逃亡的效果，此可由上開案件的被告於交保後均棄保逃亡得證。然而由於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對於防止被告逃亡的機制過於簡單與僵化，因此類似案件屢見不鮮，此不但使有心之徒得以藉此逃避法律制裁，更嚴重打擊司法威信，久之將使人民喪失對司法機關維護正義以及執法公平性之信心。因此如何彌補此一法律漏洞，是目前司法機關迫切需要解決之問題
。

第2節  目前執行現狀-對性侵害假釋犯的電子監控

由於性侵害犯罪者於假釋期間的再發性高
，且由於性侵害犯罪的隱密性與潛伏性，致使性侵害犯罪難以預防以及難以偵查。但類此案件的發生，每每總是引起社會輿論及婦女團體對於司法當局執法不力的一陣撻伐，因此如何降低性侵害犯罪之再發率，向來都是司法當局面臨的難題。九十四年二月五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即是為了因應此一問題。根據該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四款及第五款的規定，性侵害犯在受緩刑或假釋而付保護管束，而採以下方式處遇者，得施以電子監控：（一）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行者，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二）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有於夜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施以宵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九十四年八月五日正式施行時，由於法務部對電子監控設施尚未完全建置完成，因此一開始乃以不定時地撥打影像電話的方式執行，由夜間值班法警監看性侵犯家中的影像來確認受觀護者是否有遵守宵禁的規定，如有違規情形，法警即通報相關單位（包括性侵害防治中心，警局勤務指揮中心，觀護人等），並由線上警網或管區員警前往查看，回報查證結果（被動系統的監控）
。九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一件視訊監控案例開始執行，至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科技設備監控正式建置完成結束視訊監控過渡方案為止，全國採取影像監控之性侵害受保護管束人共計執行9件(人)。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啟動科技設備監控時（持續發訊系統，即主動系統），陸續將五件尚在視訊設備監控案件優先調整改換國內自行研發之科技監控設備
，其後於同年十二月新增之四件則採用新設備進行監控，實施科技監控的人數，截至九十六年二月底，累計執行二十一名個案
。撇開實施電子監控的法規規定是否完備，是否符合法律保留或法官保留原則，目前實務上運作最大的困難在於設備缺陷以及誤報的問題。筆者原以為此乃因為我國對於電子監控的實施處於剛起步之階段所致，但今年六月至美國聖路易士（St. Louis, MO）參加研討會時
，會間和與會人士聊天時，發現電子監控已發展二十餘年的美國，有時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

第3節  未來發展

居家監禁搭配電子監控在美國已經成為替代監禁的常用方案之一，在刑事司法制度的運用上，不僅運用於待審及待執行的被告，也運用在緩刑，假釋以及監督釋放的被告。而電子監控在我國因屬新制，故目前只運用在監督性侵害犯罪的假釋犯上，但未來應可考慮視個案情況，將電子監控的運用擴大及於緩起訴，偵查，審判期間，一審有罪判決宣判後，提起上訴或是待執行的被告，以及緩刑以及假釋中的被告。而依目前刑事司法現況觀之，最迫切需要納入電子監控的範疇，應為審前（包括偵查中以及一審判決宣判前）的交保被告以及一審有罪判決宣示後的被告。又按性侵害犯罪者的高度再犯性，不僅存在於緩刑或是假釋期間，於偵查或審判中亦然。故對於性侵害犯罪的預防，應該提早至偵審期間開始。又觀諸幾件重大或是社會矚目案件的被告棄保逃亡之事實，可知高昂的交保金額已不足以防止被告逃亡。故對於有高度逃亡可能的被告不只需要施加重保，以電子監控的方式監控渠等行蹤，亦屬必要。此外，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程式並未就判決前與判決後的被告異其處分，亦屬一大法律漏洞。蓋一審宣判有罪之被告，其逃亡可能性已較宣判前大增，然按現行法律規定及實務上運作的情形觀之，並未有加強監控或是發動其他防止被告逃亡的措施，因此有心之徒，往往得以從容脫逃。而法院即便事後沒收保證金，然司法威信之損害，已然造成，犯罪行為人也已逃逸無蹤。因此，將電子監控儘速引入這兩大範疇，誠屬必要。而隨之而來的問題，諸如在家監禁附加電子監控可否折抵刑期？如何折抵？是否構成脫逃？違規的處罰？是否得命被告負擔部分監控費用等等議題，亦需集合學界及實務界各方人士廣加討論。

又按現行性侵犯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的規定，觀護人於下列情形可報請檢察官許可後，輔以科技設備監控。即當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無一定之居住處所，或其居住處所不利保護管束之執行者，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命其居住於指定之處所』。或是受保護管束之加害人有於夜間犯罪之習性，或有事實足認其有再犯罪之虞時，觀護人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施以宵禁』。然論者有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條第二項不止第四，五款有施以電子監控之必要，第一（對保護管束之加害人進行約談，訪視），二（警察機關的定期或不定期查訪），三（採尿），七（禁止接近特定場所或對象），八款（轉介適當機構或團體）其實也都可以電子監控作為輔助監控的措施
。

又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對於『違反電子監控期間應遵守事項』是否得為撤銷假釋之依據？並未指明。雖或可依目前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假釋中故意更犯罪者，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撤銷其假釋』（絕對撤銷事由）以及同法九十三條第三項規定『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或假釋』（相對撤銷事由），據為撤銷緩刑與假釋之法律依據。然電子監控的違規情形不一而定，輕至晚回家數分鐘，重至破壞監控器材甚至逃亡，如未詳細區分違規情形而異其處理方式，觀護人恐會發生不知所措之情形，而各地檢署可預見也會發生處置不一的情況。故最好的方式應是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或是刑法中明訂違規處理的規定。

此外，需強調的是。電子監控之所以得為有效的監控措施，在於其較傳統的保護管束方式來的密集以及精確，然如觀護人對於違規處理無法迅速且適當的回應，假釋或是緩刑撤銷程序曠日廢時，受監控者必然抱著僥倖心理，時間一久，電子監控將失其嚇阻作用。因此觀護人的在職訓練，以及機關訂定清楚明白的違規處理手則，為其一；違反電子監控的處罰方式，諸如立即監禁，或是研究如何加速以及簡化撤銷緩刑以及假釋的程序，尤為重要，如此，電子監控方得以收其效。

第5章  結論

按電子監控自美國於一九八０年代開始發展之後，其他各國也相繼仿效，首先跟進的是加拿大，非州的南非也隨之跟進，亞洲方面則以新加坡最先引入，歐洲國家則相繼有英國，荷蘭，瑞典，義大利，法國
。為了抒解監獄爆滿的問題，泰國司法部日前也開始研究使非重刑犯在獄外服刑的可能性
。南韓據聞也已於今年四月二日通過法律，要以科技設備來監控性侵害犯罪的慣犯，預計於二００八年十月開始生效
。由此可知，將電子監控方式引入刑事司法，乃是世界各國的趨勢。

至於為何電子監控會成為一種趨勢，一方面是因為各國都面臨監獄爆滿的問題，一方面對於如何防止性侵害犯罪者再犯，也是各國一直尋求解決的難題，而電子監控作為一種輔助的監督手段，經美國的實證證明，確實可以達成加強監督的效果。

我國目前甫開始實施電子監控，因此適用的範圍僅限於性侵害犯罪的緩刑以及假釋犯，然則據本文所述，刑事司法的許多階段，都有引入電子監控措施的必要，只是要如何引入，觀護人力以及警力要做如何的調適配合，法規要如何修正等等，都尚待各界討論。惟是否可對審前交保被告以及一審法院宣告有罪的被告施以電子監控，為目前應首先討論及推動修法的課題。

此外，目前我國的電子監控模式係屬於RF系統，而非GPS系統，因此只能消極地確認受監控者是否遵守宵禁規定，但卻無法精確掌握受監控者的行蹤。即便將來引進GPS系統的運用，也只是縮短觀護人知悉違規的時間，未必就能知道被告的行蹤，例如，若被告破壞GPS電子腳環或手鐲後棄置逃亡，即無從掌握其行蹤。因此需注意的是，電子監控並非防止被告逃亡或再犯的萬靈丹，尚須輔助其他措施（如美國法上尚有由被告出資雇請私人保全公司監督其住處，或監控被告的電腦活動等等）方得以竟其功。

或謂電子監控之引入，造成無形監獄，對被告，受緩刑者或是假釋者的人權有莫大侵害。然首應澄清者為電子監控乃監控的輔助措施，受監控的對象依傳統的思維方式，有可能被羈押或是仍置於監獄中服刑，故電子監控措施某程度係減輕渠等可能承受的不利。況且人權保障並非無限上綱，依憲法第二十三條的規定，若符合比例原則，亦非不可限制。因此當被告的權利保障需求低於社會秩序的維護需求時，即可合理的加以限制。此外，亦有學者將美國的電子監控，依監控目的的不同，將其分類為『監禁轉向型』、『治安防衛型』以及『復歸照護型』
。按不同定位的電子監控，應選擇不同的監控工具，並異其監控強度，電子監控的效果才能充分發揮。如過度強調人權保障，而全面否認GPS系統的實施，將有害監控的有效性。因此，筆者以為我國應按個案犯行的嚴重性，對社會治安的危害性，以及加害人再犯或是逃亡的可能性來決定監控工具，而非將RF系統一體適用於所有案件。GPS系統在美國的實踐上既已證明可有效發揮監督作用，我國即無理由捨此現代化的科技監控設備而不用。管見以為與其在監控器材的種類上大作人權文章，倒不如思考如何在法律規定上妥善規範電子監控的發動要件，討論相關的法律議題（如折抵刑期，是否構成脫逃，違反監控的效果）以及保障被告的抗告權，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

· 附錄一：18 U.S.C. §3142（審判前的釋放或羈押）
18 U.S.C. §3142： Release or detention of a defendant pending trial

(a) In general. Upon the appearance before a judicial officer of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se,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issue an order that, pending trial, the person be--

   (1) Released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pon execution of an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 under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2) released on a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under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3) temporarily detained to permit revocation of conditional release, deportation, or exclusion under subsection (d) of this section; or

   (4) detained under subsection (e) of this section.

(b) Release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pretrial release of the person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pon execution of an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 in an amount specified by the court,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not commit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cr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ease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cooperate in the collection of a DNA sample from the person if the collection of such a sample is authorized pursuant to section 3 of the DNA Analysis Backlog Elimination Act of 2000 (42 U.S.C. 14135a),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such release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or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c) Release on conditions.

   (1)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the relea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or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pretrial release of the person--

      (A)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not commit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cr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ease an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cooperate in the collection of a DNA sample from the person if the collection of such a sample is authorized pursuant to section 3 of the DNA Analysis Backlog Elimination Act of 2000 (42 U.S.C. 14135a); and

      (B) subject to the least restrictive further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that such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which may include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erson--

         (i) remain in the custody of a designated person, who agrees to assume supervision and to report any violation of a release condition to the court, if the designated person is able reasonably to assure the judicial officer that the person will appear as required and will not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i) maintain employment, or, if unemployed, actively seek employment;

         (iii) maintain or commence an educational program;

         (iv) abide by specified restrictions on personal associations, place of abode, or travel;

         (v) avoid all contact with an alleged victim of the crime and with a potential witness who may testify concerning the offense;

         (vi) report on a regular basis to a designate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pretrial services agency, or other agency;

         (vii) comply with a specified curfew;

         (viii) refrain from possessing a firearm, destructive device, or other dangerous weapon;

         (ix) refrain from excessive use of alcohol, or any use of a narcotic drug or other controlled substanc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02 of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2), without a prescription by a licensed medical practitioner;

         (x) undergo available medical, psychological, or psychiatric treatment, including treatment for drug or alcohol dependency, and remain in a specified institution if required for that purpose;

         (xi) execute an agreement to forfeit upon failing to appear as required, property of a sufficient unencumbered value, including money,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shall provide the court with proof of ownership and the value of the property along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existing encumbrances as the judicial office may require;

         (xii) execute a bail bond with solvent sureties; who will execute an agreement to forfeit in such amount as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shall provide the court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surety if other than an approved surety an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encumbrances against the surety's property; such surety shall have a net worth which shall have sufficient unencumbered value to pay the amount of the bail bond;

         (xiii) return to custody for specified hours following release for employment, schooling, or other limited purposes; and

         (xiv) satisfy any other condition that is reasonably necessary to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In any case that involves a minor victim under section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252(a)(2), 2252(a)(3), 2252A(a)(1), 2252A(a)(2), 2252A(a)(3), 2252A(a)(4), 2260, 2421, 2422, 2423, or 2425 of this title [18 USCS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 (3), 2252A(a)(1), (2), (3), (4), 2260, 2421, 2422, 2423, or 2425], or a failure to register offense under section 2250 of this title [18 USCS ?2250], any release order shall contain, at a minimum, a condition of electronic monitoring and each of the conditions specified at subparagraphs (iv), (v), (vi), (vii), and (viii).

   (2) The judicial officer may not impose a financial condition that results in the pretrial detention of the person.

   (3) The judicial officer may at any time amend the order to impose additional o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release.

(d) Temporary detention to permit revocation of conditional release, deportation, or exclusion.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that--

   (1) such person--

      (A) is, and was at the time the offense was committed, on--

         (i) release pending trial for a felony under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aw;

         (ii) release pending imposition or execution of sentence, appeal of sentence or conviction, o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for any offense under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aw; or

         (iii) probation or parole for any offense under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aw; or

      (B) is not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lawfully admitted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as defined in section 101(a)(20)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8 U.S.C. 1101(a)(20)); and

   (2) the person may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detention of the person, for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ten days, excluding Saturdays, Sundays, and holidays, and direct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to notify the appropriate court, probation or parole official, or State or local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 or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If the official fails or declines to take the person into custody during that period, the person shall be tr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notwithstand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other provisions of law governing release pending trial or deportation or exclusion proceedings. If temporary detention is sought under paragraph (1)(B) of this subsection, the person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o the court such person's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or lawful admission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e) Detention. If, after a hearing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subsection (f) of this section,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that no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detention of the person before trial. In a ca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f)(1) of this section, a rebuttable presumption arises that no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if such judicial officer finds that--

   (1) the person has been convicted of a Federal offense that is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f)(1) of this section, or of a State or local offense that would have been an offen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f)(1) of this section if a circumstance giving rise to Federal jurisdiction had existed;

   (2) the offens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was committed while the person was on release pending trial for a Federal, State, or local offense; and

   (3)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has elapsed since the date of conviction, or the release of the person from imprisonment, for the offense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 of this subsection, whichever is later.

Subject to rebuttal by the person, it shall be presumed that no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committed an offense for which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ten years or more is prescribed in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1 et seq.),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21 U.S.C. 951 et seq.), or chapter 705 of title 46 [46 USCS ?70501 et seq.], an offense under section 924(c), 956(a), or 2332b of this title [18 USCS ?924(c), 956(a), or 2332b], or an offense listed in section 2332b(g)(5)(B)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18 USCS ?2332b(g)(5)(B)], for which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10 years or more is prescribed or an offense involving a minor victim under section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252(a)(2), 2252(a)(3), 2252A(a)(1), 2252A(a)(2), 2252A(a)(3), 2252A(a)(4), 2260, 2421, 2422, 2423, or 2425 of this title [18 USCS ?1201, 1591, 2241, 2242, 2244, (a)(1), 2245, 2251, 2251A, 2252(a)(1), 2252(a)(2), 2252(a)(3), 2252A(a)(1), 2252A(a)(2), 2252A(a)(3), 2252A(a)(4), 2260, 2421, 2422, 2423, or 2425].

(f) Detention hearing.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hold a hear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any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subsection (c) of this section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1) up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in a case that involves--

      (A) a crime of violence, or an offense listed in section 2332b(g)(5)(B) [18 USCS ?2332b(g)(5)(B)] for which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10 years or more is prescribed;

      (B) an offense for which the maximum sentence is life imprisonment or death;

      (C) an offense for which a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ten years or more is prescribed in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1 et seq.), the 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21 U.S.C. 951 et seq.), or chapter 705 of title 46 [46 USCS 壯 70501 et seq.];

      (D) any felony if the person has been convicted of two or more offense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C) of this paragraph, or two or more State or local offenses that would have been offense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s (A) through (C) of this paragraph if a circumstance giving rise to Federal jurisdiction had existed, or a combination of such offenses; or

      (E) any felony that is not otherwise a crime of violence that involves a minor victim or that involves the possession or use of a firearm or destructive device (as those terms are defined in section 921 [18 USCS ?921]), or any other dangerous weapon, or involves a failure to register under section 2250 of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18 USCS ?2250]; or

   (2) up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or upon the judicial officer's own motion, in a case that involves--

      (A) a serious risk that such person will flee; or

      (B) a serious risk that the person will obstruct or attempt to obstruct justice, or threaten, injure, or intimidate, or attempt to threaten, injure, or intimidate, a prospective witness or juror.

The hearing shall be held immediately upon the person's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the judicial officer unless that person, or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seeks a continuance. Except for good cause, a continuance on motion of the person may not exceed five days (not including any intermediate Saturday, Sunday, or legal holiday), and a continuance 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may not exceed three days (not including any intermediate Saturday, Sunday, or legal holiday). During a continuance, the person shall be detained, and the judicial officer, on motion of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or sua sponte, may order that, while in custody, a person who appears to be a narcotics addict receive a medical examina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such person is an addict. At the hearing, the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by counsel, and, if financially unable to obtain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to have counsel appointed. The person shall be afforded an opportunity to testify, to present witnesses, to cross-examine witnesses who appear at the hearing, and to present information by proffer or otherwise. The rules concerning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in criminal trials do not apply to the present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information at the hearing. The facts the judicial officer uses to support a finding pursuant to subsection (e) that no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shall be supported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e person may be detained pending completion of the hearing. The hearing may be reopened, before or after a determination by the judicial officer, at any time before trial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that information exists that was not known to the movant at the time of the hearing and that has a material bearing on the issue whether there are conditions of release that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g)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are conditions of release that will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and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take into account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1) the natur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se charged, including whether the offense is a crime of violence, a Federal crime of terrorism, or involves a minor victim or a controlled substance, firearm, explosive, or destructive device;

   (2) the weight of the evidence against the person;

   (3)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son, including--

      (A) the person's character, physical and mental condition, family ties, employment, financial resources, length of residence in the community, community ties, past conduct, history relating to drug or alcohol abuse, criminal history, and record concerning appearance at court proceedings; and

      (B) whether, at the time of the current offense or arrest, the person was on probation, on parole, or on other release pending trial, sentencing, appeal, or completion of sentence for an offense under Federal, State, or local law; and

   (4) the natur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danger to any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that would be posed by the person's release. In considering the conditions of release described in subsection (c)(1)(B)(xi) or (c)(1)(B)(xii) of this section, the judicial officer may upon his own motion, or shall upon the 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conduct an inquiry into the source of the property to be designated for potential forfeiture or offered as collateral to secure a bond, and shall decline to accept the designation, or the use as collateral, of property that, because of its source,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h) Contents of release order. In a release order issued under subsection (b) or (c) of this section,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1) include a written statement that sets forth all the conditions to which the release is subject, in a manner sufficiently clear and specific to serve as a guide for the person's conduct; and

   (2) advise the person of--

      (A) the penalties for violating a condition of release, including the penalties for committing an offense while on pretrial release;

      (B) the consequences of violating a condition of release, including the immediate issuance of a warrant for the person's arrest; and

      (C) sections 1503 of this title [18 USCS ?1503] (relating to intimidation of witnesses, jurors, and officers of the court), 1510 [18 USCS ?1510] (relating to obstruct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1512 [18 USCS ?1512] (tampering with a witness, victim, or an informant), and 1513 [18 USCS ?1513] (retaliating against a witness, victim, or an informant).

(i) Contents of detention order. In a detention order issued under subsection (e) of this section,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1) include written findings of fact and a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tention;

   (2) direct that the person be committ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confinement in a corrections facility separate, 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 from persons awaiting or serving sentences or being held in custody pending appeal;

   (3) direct that the person be afforded reasonable opportunity for private consultation with counsel; and

   (4) direct that, on order of a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n request of an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corrections facility in which the person is confined deliver the person to a United States marshal for the purpose of an appearance in connection with a court proceeding.

The judicial officer may, by subsequent order, permit the temporary release of the person, in the custody of a United States marshal or another appropriate pers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 judicial officer determines such release to be necessary for preparation of the person's defense or for another compelling reason.

(j)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as modifying or limiting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 附錄二：18 U.S.C §3143（判決後或是上訴期間的釋放或羈押）  

18 U.S.C §3143. Release or detention of a defendant pending sentence or appeal

 (a) 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Sentence.— 

(1)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2),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and who is awaiting imposition or execution of sentence, other than a person for whom the applicable guideline promulgated pursuant to 28 U.S.C. 994 does not recommend a term of imprisonment, be detained,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is not likely to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f released under section 3142 (b) or (c).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makes such a finding,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release of the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142 (b) or (c). 

(2)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in a case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B), or (C) of subsection (f)(1) of section 3142 and is awaiting imposition or execution of sentence be detained unless— 

(A) 

(i)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there is a substantial likelihood that a motion for acquittal or new trial will be granted; or 

(ii) an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has recommended that no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be imposed on the person; and 

(B)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is not likely to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b) 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Defendant.— 

(1)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 (2),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and sentenced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and who has filed an appeal or a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be detained,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A)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is not likely to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f released under section 3142 (b) or (c) of this title; and 

(B) that the appeal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delay and raises a substantial question of law or fact likely to result in— 

(i) reversal, 

(ii) an order for a new trial, 

(iii) a sentence that does not include a term of imprisonment, or 

(iv) a reduced sentence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less than the total of the time already served plus the expected duration of the appeal process. 

If the judicial officer makes such findings, such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release of the person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142 (b) or (c) of this title, except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B)(iv) of this paragraph,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e detention terminated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likely reduced sentence. 

(2)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order that a person who has been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in a case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A), (B), or (C) of subsection (f)(1) of section 3142 and sentenced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and who has filed an appeal or a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be detained. 

(c) Release or Detention Pending Appeal by the Government.— The judicial officer shall treat a defendant in a case in which an appeal has been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ection 3731 of this title,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3142 of this title, unless the defendant is otherwise subject to a release or detention order. Except as provided in subsection (b) of this section, the judicial officer, in a case in which an appeal has been taken by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ection 3742, shall— 

(1) if the person has been sentenced to a term of imprisonment, order that person detained; and 

(2) in any other circumstance, release or detain the person under section 3142.  

第6章  其他研究

(1）Analysis of the use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lectronic Monito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ikely mechanism to close a loophole in Taiwan’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                                                                                   By Pei-Hsien Wong*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s and electronic monitoring (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pose how the program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aiwan to fill existing gaps in its legal system. 

To provide a brief explanation and overview of home confinement, I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s and use of EM in United States. This will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EM technology, a discussion on participant selection criteri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ogram rule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s in U.S. criminal justice agencies, includ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and how the program might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Taiwan.   

The third section of this paper will summarize the present issues within the justice system in Taiwan, and use several cases to illustrate some area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system that could be improved with the appropriate use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This will also includ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urrent system in Taiwan for ensuring a defendant’s court appearance and prevention of risk of further crimes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covers gaps that fail to appropriately address defendants who abscond or commit other crimes while awaiting trial. This includes an in 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for sexual offender parolees in Taiwan and where it fails to adequately protect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cy of the parolee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will explain how this program might be properly introduced into the Taiwanese justice system t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court appearance of accused criminals and to better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particularly victims and potential victims.

1 Home confinement 

Home confinement (also called house arrest, home detention, home incarceration, or domicile restriction) is a program that is applied in pre-trial criminal procedure and also in post-conviction stage as a collateral tool to supervise offenders. Home confinement is not a modern judicial invention but has existed throughout history, often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repress political dissidents. For instance, in 17 century Galileo Galilei, the great Italian physicist, mathematician, astronomer and philosopher,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by Roman Inquisition because of his book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 supporting Copernican heliocentrism . In modern tim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Yanyong( 蔣彥永), a Chinese physician from Beijing who publicized a cover-up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epidemic in China in 2003,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fter he requested the government to re-investigate the June 4 Tiananmen incident . 

If we set aside the negative history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look at how the U.S. criminal judicial system implements the program today, we will find that it is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can help rehabilitate offenders and further protect the safety of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past, home confinement has been implemented with the monitoring of police officers or military personnel. 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ed, home confinement today can be more efficiently implemented with high technology instruments, such as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  

1.1 Introduction of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and EM in United States.

Nowadays, home confinement may be regarded as a tool to help rehabilitation. However it was initially a mechanism to try to balance the need between relieving overcrowded jails and prisons and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The 1980s saw rising crime rates, which spawned new policies to get tougher on criminals. Thi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overcrowding problem. Many lawsuits were brought by inmates to the court to claim that the overcrowded confinement environment violated the Eighth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prohibition of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Afterwards, the Supreme Court made a decision which claimed that several southern states were in violation of the Eighth Amendment and had to either build new facilities or find 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As a result, intermediate sanctions were created, such as intensive surveillance, EM, house arrest, drug testing, boot camps and day reporting centers .                

The beginning of the US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with EM in state court can be traced to 1983. Jack Love, a judge in the District Court of Albuquerque New Mexico, was inspired by a Spider-Man comic book; he used the offender’s telephone as a detection device to monitor the offender’s whereabouts . In March 1986,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also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program of home confinement, with the purpose of responding to budget deficits and cuts in prison spending. From the early days, this system was initiated as an experimental Curfew Parole Program. This program initially targeted convicts near the end of their sentences. Previously these individual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 a Bureau of Prisons Community Treatment Center 60 days before their originally scheduled parole dat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main inside their home between 9:00 p.m. and 6:00 a.m. This was primarily enforced by random phone calls and weekly visits from officers monitoring compliance with the program.

Because supervision of individuals entered into this program was very resource intensive, the ability of officers to enforce home confinement quickly became jeopardized. Realizing this,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and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Florida began to require home confinement enrollees to wear an EM system – anklets that would notify authorities if the convict were to move outside of the designated area. On January 19 1988, the first participant was released to curfew parole using EM. In 1989, the program of using EM was extended to 12 districts. The potential participant pool was also expanded beyond prerelease inmates and parolees to include offenders on probation, supervised release, and in pretrial supervision. In 1991, as a result of the success of the pilot program, home confinement started nation-wide deployment, with 63 districts participating. In 1993, the federa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had an average daily caseload of 1,300 participants. Since then, the number of program participant has grown continuously. By 1996, the number of cases had grown to more than 2,400. In 1998, there were more than 3,700 participants on any given day.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home confinement is not necessary implemented with EM, and that EM is sometimes applied to people not in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example, if a participant does not meet the criteria of EM, such as medical condition or other circumstances, the officer may use Location Verification Systems, such as voice recognition and other tracking-type technologies, to verify compliance in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In some occasions, the offender is not confined to the home, but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d, and prohibited access or limited access to the computer and the internet. Authorities can also use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to detect if the offender violates a court order prohibiting alcohol consumption .

As we will discuss in greater depth, this program has been a success within Federal level. It is estimated that this program has saved American taxpayers approximately 95 million dollars a year , making it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1.2 The types of EM programs

Home confinement is not necessary implemented with EM, but EM is definitely a useful tool to help supervise the offender’s compliance. Over time, EM systems have impro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nitoring instruments are introduced below. 


Passive and Active Systems

Both active and passive systems ar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in U.S. today to monitor the curfew compliance among offenders. Passive systems are also called Program Contact System. The computer in the monitoring center may randomly call to the offender’s home or office telephone to make sure if he/ she are at home or in the office. After the participant answers the phone, he/ her may need either to put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to the verifying box in the telephone or answer questions to let the computer verify (voice identification) if he/ she are really at home or in the work place within the designated time.

The active system is also called continuously signaling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elements: ankle or wrist transmitter, receiver-dialer unit and the monitoring center. The transmitter is worn by the offender as an ankle bracelet which continuously communicates to the receiver via RF (radio frequency) to make sure that the offender is in range of the receiver.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to the phone jack, which communicates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via the phone line once the transmitter connects or loses the RF connection with the receiver. When the offender leaves or enters the home, the computer in the monitoring center receives a signal and records the time. If the offender leaves earlier or enters later than scheduled time, the computer in monitoring center informs the probation officer through an email or a phone call so the officer can further check if the offender violates the curfew restriction.       


Victim alert/ notification systems

In some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the court might order both the offender and the victim to wear a transmitter and to install the receiver in the victim’s house. Once the offender approaches the victim or his/ her residence, the system will alert the victim. In other words, this system not only helps to supervise the compliance of the offender and to further protect the victim.       


Field monitoring devices

This is also a type of continuous signaling technology. Probation or Parole officers use a portable device that can be hand-held or used in a vehicle to detect if the defendant or offender is at home or in designated place, such as a treatment center. Without entering into the offender’s house, the officer can track the whereabouts of the offender because the portable device can detect the radio signals emitting from the offender’s transmitter within 200 to 800 feet .    


Group monitoring units

Group monitoring units can help the officer to supervise several offenders at the same time. For example, the officer can verify attendance of multiple offenders in a day-reporting center or check if the offenders are really confined in a residential group setting. The offenders still have to wear the transmitter and the officer could verify those offenders by a stationary or portable receiver unit .     


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 (GPS)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RF EM devices suffer from the limitation that can only check if the offender is in the required location within the specific time. In other words, if the offender violates the curfew restriction, those monitoring the offender can only know that the offender is not where he/she is supposed to be. The technology does not provide the location of the offender. However, Global Positioning Satellite (GPS) EM can keep track the offender whenever he/she is out in the open. 

Within the GPS system, there are also passive and active systems. The passive unit is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system, and it does not contain a cellular device and therefore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server unless the offender places the equipment to charge in a special stand in his/ her home. The active GPS unit carried by the offender is called the PTD (portable tracking device). The offender also wears an ankle transmitter, which will communicate to a radio receiver in the PTD. The PTD is attached to a mobile phone interface that reports data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center always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offender .         

In addition to knowing the whereabouts of the offender, GPS has additional functionality which can further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and facilitate the offender’s compliance. One of these additional features is that GPS EM can set exclusion or inclusion zones to prevent the offender from entering a specific area or to stay within a designated area. For example, GPS EM can set the area near the school or daycare center as an exclusion zone to prevent a sexual offender from getting too close. When the offender violates the restriction, the officer will get alert and the officer may call the offender or send some vibrating or audio alert from the officer’s PDA or computer to the offender’s bracelet requiring him/her leave the area. The most up-date technology can even allow the officer to remotely cause hi-volume sound from the offender’s bracelet to warn the public. Additionally, GPS can also set a treatment center or workplace as an inclusion zone to require the offender to be in the place within a specific tim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offender does go to treatment/work.    

1.3 The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As mentioned above,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with EM can be applied either in pretrial procedure or in post-sentence stage. Yet it is used only as a condition of pretrial release, probation, parole or supervised release and is not a sentence by itself. 


Pretrial Supervision:

Although the defendant in pretrial procedure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as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order to assure his/her appearance in court, as well as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the court can impose the least restrictive means on the defendant. In other words, the judge should release the defendant on a personal recognizance or unsecured bond unless the judge finds that such release will not reasonably as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erson as required or will endanger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is thinking,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can be used as a condition of pretrial release (18 U.S.C. § 3142(c)(1))d. For instance, with defendants accused of sex crimes, the court may impose the defendant confined in his home with EM (United States v. MARC HELMAN ROSENBERG, 2004 U.S. Dist. LEXIS 19160). The most frequent charges made by against the defendant are theft, drunk driving, forgery, burglary, habitual traffic offenders, and disorderly conduct and drug and sex offenses .


Probation and Parole Supervision

In some states,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s used as a tool to protect the public safety and reduce recidivism. For example, there is a Project Spotlight in Dallas, Texas, which is a community corrections program. The Dallas Police Department, the Dallas County Juvenile Department and the Dallas County Community Supervision Corrections Department share a joint program created to prevent younger offenders (ages 14 to 24) from committing crimes again when they are on probation or on parole. Those offenders have committed serious offenses, violent offenses, or both and live within a specific high-crime area. The program includes curfew restrictions, substance abuse evaluation and counseling,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community service hours. The electronic supervision can be used as a sanction for an offender who violates curfew or other program conditions or as a tool to help the officer to assure the whereabouts of the offender .   


Supervised Release

Home confinement can also be used in Supervised Release. The court may impose supervised release during sentencing in addition to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Unlike parole, supervised release does not replace a portion o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but is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spent in prison. According to 18 U.S.C. §3583(d) and 18 U.S.C. §3563, the court may require that supervised releasees remain at their place or residence during non-working hours and authorize monitoring compliance with this condition by telephone or electronic signaling devices, if the court finds it appropriate.  

Under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officers may recommend the curfew component of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 of U.S.S.G. §§ 5B1.3 (e) (5) and 5 D1.3 (e)(5) if, pursuant to 18 U.S.C. §3563(b), restricting the defendants to the place of residence during evening hours and nighttime hour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public safety or to help the offender’s rehabilitation.    


Sentencing guidelines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the court may permit the substitute of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imprisonment. Under U.S.S.G. §5C1.1(b), offenders with a sentence guideline range of zero to 6 months are eligi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as a substitute for imprisonment, although a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is not required under this minimum guideline range. Pursuant to U.S.S.G. §5C1.1(c) and (e), offenders with a guideline range specifying a minimum of 1 but not more than 6 months may substitute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imprisonment on a one-month-for one-month basis. Under U.S.S.G. §5C1.1(d) and (e), offenders with a guidelines range specifying a minimum term of 8,9,or 10 months may receive a split sentence, with at least one-half of the minimum term satisfied in the prison and the remaining term in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while on supervised release. 

The celebrity case of Martha Stewart is just one example. She was convicted of obstructing justice, conspiracy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during an insider trading investigation into her sale of $228,000 worth of ImClone shares in 2004. Thereafter she was sentenced to 5 months in prison and had to serve another 5 month of home confinement after release from prison.   


Jail Release Programs

Sometimes inmates maybe leave jail earlier than their scheduled release time or serve their sentence at home. For example, In Oakland County (Detroit), Michigan, work-release inmates may be supervised electronically while they serve part of their sentence at home. In Waldo County, Maine, inmates are being supervised electronically when they are on furlough for medical care,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funerals or other emergencies. In those situa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inmate’s fleeing, a sheriff’s deputy may have to accompany the released offender if without EM. Therefore,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n those cases can sometimes reduce workload. However, only minimum-security inmates are considered for this program .      


Treatment enhancement

EM has shown that it can be efficiently used as a tool to enhance compliance with treatment program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program for woman in Boston, Massachusetts. The authority uses electronic supervision to randomly check if the offender uses alcohol or drugs, as well as to make sure they do the required community service. Female offenders may enter the program through referrals from Probation, Parol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s long as their primary basis of the offenses is substance abuse .      

1.4 The selection of the participant 

Although home confinement can be a cost-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not all defendants or offenders are eligible. When deciding who is eligible, the officer will consider those factors listed below:


Background Assessment

This part includes prior criminal record, history of violence,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and needs, prior supervision failures, community risk and the 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 


Resident Assessment:

This part includes home ownership and other occupants in the home. In addition, the cooperation from the residential owner/lessee or head of household i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In general, boarding houses and other semi-private facilities are not suitable for the program. The officer may also consider if the participant will cause risk to other occupants in the residence. For example, if the participant has domestic or sexual offense criminal history they will likely be excluded from candidacy.

Another point is that if the officer finds that the residential amenities available to the participant will cause home confinement less punitive, the officer may recommend the court to limit the use of such kind of amenities by participant, such as swimming pool, maid service etc.      


Telephone Capability Assessment

 Because EM generally will use a telephone as a receiver, a telephone is required. In general, the telephone line used for EM should have no call forwarding, call waiting, caller ID or three-way calling services and no cordless telephone, computer modem or answering machine. The participant also has the obligation to maintain the valid use of the phone.     

1.5 The content of the program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in the federal court has three components: curfew, home detention, and home incarceration. Curfew is the least restricting program, and home incarceration is the most severe progra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ses and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officers will suggest the court to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program for the participant .  


Curfew

The curfew program is applied for the participant with lower risk to the community because it only asks the participant to stay at home during some designated time. As it is mentioned above, the federal court began their curfew parole program in 1986 and asked the participant to remain inside their home between 9:00 p.m. and 6:00 a.m. Curfew program will sometimes be a next program after the home detention program if participants fully comply and home detention is no longer the least restrictive means to assure the community safety and future appearance in court.   


Home Detention

Home detention program requires the participant to stay at home at all times except for pre-approved and scheduled activities such as employment, education, religious activities, treatment, attorney visits, court appearances, court-ordered obligations or other activities approved by the officer.  


Home Incarceration

Home incarceration is the most restrictive program among the three programs. It requires the participant to stay at home 24 hours a day except for medical treatment, court appearance or other activities approved by the court. Home incarceration is the most restrictive form of home confinement, so the officer should suggest this program only when it is the very necessary mean to ensure the public safety or the court appearance.  

Because curfew and home detention do not require the participant to stay at home all day, a structured leave plan is necessary. In addition to the court appearance, absences from home may include employment, school attending or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officer must get a daily agenda and verification of employment contacts in advance.        

In addition, if the participant expresses the compliance for a period, he/ she can apply for the earned leave program. Once the earn leave program is granted, the participant is allowed to leave home for a designated period of time for recreational or social purposes. Yet this is only limited to the home detention component of the program .   

2 The assessment of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papers and official publications approve the success of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gram are listed below:

2.1 Advantages


A cost –effective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Due to the increasing cost of federal and state prisons and jails, government has constantly looked for ways to cut spending. Modern cutting methods track from 1986, when the United States Parole Commis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launched the experimental “Curfew Parole Program’ . This program is still in use today because the crime rate is still rising and the government faces more challenge to effectively budget. 

Until 2001,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6,000 pretrial defendants and sentenced offenders in the federa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The authority adopts the co-payment statistics, so the offenders and defendants have to pay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electronic monitoring costs. However the fourteen amendment provides that offenders cannot be denied from the program for an inability to pay of equal protection. If the offender cannot pay, the government takes on all costs. On average, the judiciary incurs costs for offender supervision and oversight by officers that average $16.94 per day per participant. In contrast, the daily cost of pretrial detention and post-sentence incarceration averages $59.41 per day per inmate. As a resul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Marshals Service and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is able to save an estimated $95 million a year . 


Relieve overcrowded prisons and jails

Because the crime rates began to rise from 1970 and the criminal policy turned out to be harsher in 1980s, the prison population and the rate of incarceration tripled between 1970 and 1990. For example, there were 739,980 prison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prison in 1990, and there were 196,429 inmates in 1970 . As a result, U.S.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have encountered the same problem of overcrowded prisons and jails from the past until now. 

According to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JS), State and Federal authorities held 1,470,045 prisoners in the end of 2003, a 2.1 percent increase during 2003. State prisons were estimated to be at capacity or 16% above capacity, while Federal prisons were operating at 39% above capacity . At the end of 2005, the total numbers of prisoners under jurisdiction of Federal or State correctional authorities was 1,525,924. The Nation’s prison population grew 1.9%, which was less than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3.1% since yearend 1995. Yet State prisons were operating between 1% below and 14% above capacity and Federal prisons were operating at 34% above capacity . It is not necessary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ncurred by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in the prison in this paper, but it can be imagined that overcrowded prison will definitely  cause a lot of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increase prison spending.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s get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out of institutional custody to help relieve the overcrowding problem. 


Helps rehabilitation

Criminals should be punished, and imprisonment is the mostly used criminal punishment. However, the longer the person is in prison, the weaker the bond to society becomes. As a result, this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rehabilitation. Using home confinement as an alternative to incarceration, the participant can remain in their homes, go to work, run family errands, go to the school or attend some treatment programs etc. As a result, participants in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can not only maintain family ties and societal bonds but also can facilitate the offender to participate in treatment or education programs.  


Increase the safety of other person and the community

Home confinement can fill the void between traditional incarceration and probation. Initially only nonviolent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were eligible for home confinement. However, with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GPS, some offenders found guilty of such crimes as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xual attack are now eligible for electronic supervision. Because GPS can set exclusion zones to monitor if the offender enters prohibited areas, it can provide further protection to the community.      


Reduce the risk of flight

Forcing released defendants and those in probation and parole to show up in court and otherwise comply with the justice system rules is a problem. Before GPS EM, imprisonment was the best way to assure that people complied with the legal system. However today, home confinement with EM is effective as a monitoring tool, deters participants from absconding, and makes recapture easier. Therefore, it can help to reduce the flight risk. 

2.2 Disadvantage


Equipment drawbacks

It is inevitable that technical problems exist in the electronic supervision. Either the traditional RF equipment or the modern GPS system still has some drawback waiting to be solved. For example, busy signals on random telephone monitoring and pragmatic problems still continue to trouble the EM industry. Other technical problems have also arisen due to weather conditions, power shortages, and interference with metal objects, such as refrigerators, freezers and stoves. Another problem existing in GPS system nowadays may be cellular dead spots because sub-basements and office buildings may block the connection .       


Prompt complaint and anger

Because probationers and parolees expect freedom after they are released, releasing with the condition of EM may prompt anger and resentment . In addition common equipment failure can cause participants to feel anger and resentment. With one of the purposes of EM being rehabilitation, if the offender views the supervision as hoop, hurdle, and hassle, i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to help him/her re-enter the community.


Cause the third-party’s panic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victim, especially the victim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 court may order the installation of a receiver in the victim’s house. Once the offender approaches the victim’s house, the officer can immediately know the violation and adopt proper means to stop the possible crime. However equipment failure can be a problem: If the alarm does not go off, the victim may be in danger. If the alarm goes off accidentally, the victim may be subjected to unnecessary fear.


Inequality

Because the eligibility of home confinement is a residence and a telephone, indigent offenders may be excluded from the program (although in federal cases, telephone service can be provided). Without a residence and sufficient funds, poor people may be denied this program. 

In addition, another criticism is that home confinement is not a severe punishment for some celebrity offenders. For example, although Martha Stewart was imposed 5-month home confinement after she had been imprisoned for 5 months. The public may question that to be confined in a mansion is no punishment compared to those who are confined in a small house.    


Cause tension in the participant’s family members

Home confinement extends judicial control to the home. As a result, family members will likely be inconvenienced, and their daily lives affected. Correctional staffs will periodically visit, corrections vehicles may randomly patrol in the neighborhood, electronic devices are installed in the home, and telephone usage is subject to control. Those interruptions may make the participant’s family members feel that their privacy has been invaded. In addition,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 is social isolation for family members from friends, relatives and the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 concern of reputation. As a result, it is suggested by some that the likelihood of domestic violence may occur rises as a result of the added stress that accompanies this sanction . In conclusion, the sanction may also be invasive and harmful to the offender’s family members.


Cannot absolutely eliminate the risk of flight

Although electronic supervision can reduce the risk of flight, it cannot prevent the defendant or the offender fleeing. Traditional passive and active system can check if the participant complies with the condition of curfew, but in the case of non-compliance, it cannot assist in relocating the individual. The GPS EM system helps to solve this problem, but it will also lose track of the person if he/ she is in a “dead spot” where the receiver cannot get a signal. Moreover, even if the monitoring center can immediately get the signal when the participant violates curfew restriction or enter an exclusive zone, it will definitely lose the track of the whereabouts of the participant if he/ she takes off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The present design of all equipment (passive, active. and GPS) is not difficult to take off. Therefore, even the monitoring center can get the report that the participant tampers the equipment and then inform the officer to take further actions, the participant still has chance to flee if the system lacks prompt response.         

2.3 The assessment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Although we cannot deny that electronic supervision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e benefit of the program has been demonstrated. With the crime rate rising and the need to cut prison spending, it is predictable that intermediate sanctions will be used more often. The negative social effects of mass incarceration has been broadly raised in recent years, as the public starts to doubt if incarceration is really the best way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the community.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saving taxpayer’s money, reducing jail and prison population, helping rehabilitation, further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and hold defendant and offender’s accountability, home confinement and electronic supervision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suming the trend of reducing prison population will not stop in the near future; discussing how to eliminate flaws in existing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s as well as how to safely and sensibly expand is, at present, a very practical and important topic. In terms of equipment failu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enerations of technology should gradually provide lower rates of failure and broader locating services. As to the inequality caused b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 sliding fee scale might be one way to reduce the inequality. As for the inequality of the confining environment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e court may prohibit the participant to use some facilities such as the swimming pool or do some activities in the garden, this might to some extent reduce the inequality. As for the added stress to the participant’s family members, adequate orientation in advance and 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might help to offset the negative effect. That being said, home confinement still has an undeniably positive effect for the family, such as avoiding dehumanizing aspects of prison and allowing the offen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family. Some spouses even feel that their partner benefited from the discipline imposed by the program . Regarding the flight risk problem,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EM is only a supervising tool but not a punishment itself.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supervise the participant in very intrusive way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maybe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ity can implant an electronic chip under the skin of the participant which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remove and could cause intolerable pain to the person if he/ she intend to tamper it. However, if the supervision needs do not outweigh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t would be immoral to supervise the participant with such invasive mechanism. Therefore, the prese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ill be to enhance the process of alert, build a prompt and efficient response system and most importantly, choose the “right” people who are likely to cooperate.

2.4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
Well-functioning monitoring equipment

It is imaginable that the well-functioning monitoring equipment will b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the success of this kind of intense supervision. If systems misreport or malfunction often, it will annoy the participant; and in turn reduce their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EM essentially increases the workload of 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officers. If the malfunction of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 happens frequently, they may also resist using the technology equipment as a supervising tool.      


Well management of the program

Participant selection criteria, proper monitoring equipment, and prompt and appropriate responses to alerts are the three most critical factors in creating a successfu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Since not all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are eligible for the program, how to choose the eligible defendant and offender into this program is critical. In addition to the residential and telephone facility assessment, risk assessment is essential.   

Second, the required supervising level varies in different cases. Therefore, the officer not only has to carefully evaluate the offender’s risk to the community or the possibility of flight, but also has to know how to properly suggest to the judicial officer which restriction equipment is most suitable. For example, GPS will be a more useful tool to monitor high-risk offender rather than passive or active monitoring system. Besides, high-risk offender may be better confined at home under home incarceration rather than only curfew. 

Third, violations var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How properly and promptly authorities respond to alerts will also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For example, infractions may range from going back home a few minutes later than the scheduled time to tampering the equipment. The officer has to know what will be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deal with these alerts and how to response, otherwise the offender may continue violat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rogram or even flee. 

In conclusion, in order to manage a successful program, the correctional agency firstly has to give 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officer enough training. Additionally, developing and enacting clear and realistic criteria to direct the correctional staff is also critical.  


Proper orientation to the participant and family member.  

EM is only a tool for the officer to intensely supervise the offender, it can not absolutely stop the offender flee or commit crime. Therefore, the offender’s cooperation will affect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In addition to choosing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a cooper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defendant/ offender may facilitate his/her cooperative will. In the orientation, the officer has to explain the rul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gram and make sure that the participant understands th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the officer may require the offender to stay at home from 9:00 pm to 6:00(curfew) and pay the telephone bill on time in order to assure the monitoring equipment’s normal function. The officer should also tell the offender what is the penalties for violation are and how to behave well to apply for reducing restriction. For example, in Federal practice, the earned leave program authorizes participants to be away from home for a designated period of time for recreational or social purposes .       

Second, social support can help the offender to complete the program. Social support includes relatives, friends, and spouse and / or corrections staff. Since the family support will affect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how to enhance such support is important as well. However, the nature of home confinement essentially expands the concept “prison” from institute to the home, so the family member may also in some extent experience the isolation and the feeling of being supervised . Therefor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would be to include family members in the orientation, to explain how the program may cause them some degree of stress, and to explai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home confinement. Proper preparation should help family members deal with the added stress and enhance their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offender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program.       

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support is also a key factor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because it will affect the criminal justice policy. Since home confinement is not a panacea of the community safety, and electronic supervision has functional limit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educate the public on the purpose, the content, the benefit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ogram. If all people see are media reports on failure cases and all they hear are politicians trying to sway the public opinion that the program is too lenient to the criminal, it is likely that the public will eventually call for the end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Therefore, promoting the advantages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to the public is critical, and maintaining public support is essential.

3 The present problems exist withi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aiwan.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aiwan, and specifically dealing with sex crimes, there are loopholes within the law. First defendants are not remanded after conviction, and thus have the chance to flee. This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ith sexual assault defendants, who may commit similar crimes before they can be recaptured. Second, it is difficult for sexual offenders to get parole permission because of the public’s panic.

3.1 example cases


Celebrities involved in corruption/business scandal abscond after conviction 

In May 1997, Wu Ze-Yuan(伍澤元), who was a former Ping Dong County Governor , was convicted on corruption and sentenced for life imprisonment by the trial court. Before conviction, he was detained. After he was sentenced, he asked for release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f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then he was released on bail for $3.6 million NT dollars (around $109,090 U.S. Dollars). Afterwards, he ran a political campaign and was elected as a congressman. Before he was going to lose his lawmaker’s position, he pled to the court to allow him to go to Mainland China for an official visit. The criminal court released his travel restriction because Legislature Yuan submitted an official letter to the court to promise that Wu wouldn’t abscond. However, Wu failed to return to Taiwan afterwards and he is still listed by the Executive Yuan as one of the most top 10 wanted fugitives from justice. As a result, the court forfeited his high bail. 

A second example is the case of Zeng Zheng-Ren( 曾正仁). Zheng-Ren was a business magnate in Taiwan, but was indicted for illegally getting a loan from a bank and failing to pay for purchased securities after the deal. In April 9th 2001, he was sentenced to a 20-year imprisonment and a fine of $100 million NT dollars (around $33,333,333 U.S. dollars).  In 2004, he absconded with his pregnant wife to Mainland China and the court then forfeited his bail. In those cases, it is very obvious that even though defendants have high bail imposed on them, this doesn’t deter them from fleeing.    


Sexual offender commits crime again during parole  

In March 2007, a sexual offender (whose parole permission was revoked but was not re-arrested immediately) robbed and raped a young college female student near the subway station. Shortly after that incident, he tricked a female taxi driver to drive him from Taipei City to Nantou County in midnight. When the car drove in the mountain, he raped the driver and badly beat her almost to death. Although he was immediately arrested afterwards, his offense stirred the public into a panic. Some people called for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implementing the whip-punishment of Singapore on sexual offenders in Taiwan.   


It is very hard for a sexual offender to get parole permission

A sexual offender was sentenced to 16 years due to his involvement in 34 criminal acts, including theft, robbery, and raping or sexually assaulting 25 victims. In 2001 he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ile still serving time in prison. Public media news revealed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was very critical on the idea of granting him parole and allowing him to go to the university. Once the facts were widely disseminated, this question became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 Although some people argue that the authority and the university should give him a second chance for the reason of rehabilitation, most of the opinions among the community and the university doubt the offender’s sincere regret for what he had done, and that he had learned to control his criminal impulses. The Taiwan Ministry of Justice objected to his parole applications seven times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his recidivism and the panic he caused to the public. Meanwhile the offender offered to give up on going to university because of social pressure but then told authorities that he would consent to periodic injections to reduce his sexual desires, or be supervised by electronic equipment. However he remains incarcerated and authorities seem far from seriously considering the offender’s release. 

3.2 The present mechanism and the unsolved probl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a person is arrested or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having committed a crime, the division making the arrest or detention shall in writing inform the said person, and his designated relative or friend, of the grounds for his arrest or detention, and shall, within 24 hours, turn him over to a competent court for trial (article 8). 

In general, a police officer has to bring the arrestee to the prosecutor’s office within 16 hours after arresting unless there is difficulty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nce police officer cannot bring the accused to prosecutor’s office within 16 hours, he has to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on duty to explain the delay. There is an exception, in misdemeanor cases (<1 year sentences) whereby the police officer can release the arrestee after investigation as long as he gets prosecutor’s permission. If the police officer brings the arrestee to the prosecutor’s office, the prosecutor on duty examines the arrestee and then decides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decision to assure the arrestee’s court appearance and prevent his repetition. This may be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U.S. Since pursuant to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prosecutors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lease defendants, impose bail and set other conditions of release to accused or suspected people if the prosecutor doesn’t apply for a detention order from the judge. In U.S., prosecutors do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lease defendants or impose any condition of release.  

If the prosecutor doesn’t apply for the detention order from the judge or the judge doesn’t think that detention is necessary, either the prosecutor or the judge may directly release the defendant, sending the defendant into the custody of others, while prohibiting the defendant from moving away from his present residence or impose other confining conditions. However, although judicial officer makes the limitation on residence, it is indeed just like no limitation. In practice, no police officer or other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will supervise the accused or suspect to assure if he follows the limitation. If accused or suspect violates this limitation, there will be no actual punishment. The only possible result is that the defendant may become wanted if he fails to appear in prosecutor’s office or court when required. 

The cases presented above and others demonstrate some glaring problems with defendants in pre-trial, post-sentence and post-release stages of the justice system.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the measures used to assure the defendant’s accountability as well as to assure the public safety are insufficient.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has begun to apply electronic supervision with some sexual offenders, the loophole in the pretrial and post-sentence stage still exists.    

3.3 Problems with the present implementation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on sexual offenders. 

Since sexual offenders often commit sexual offenses while on parole, how to stop the recidivism is a very important goal for authorities. On February 5th 2005, an amendment of Sexual Assault Crime Prevention was passe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Pursuant to article 20, if the offender has no permanent accommodation or the accommodation is not good for supervision and rehabilitation, the probation officer could appeal to the Prosecutor and Military Judge to obtain permission so that the offender stays at an appointed accommodation. If the offender has the habit of conducting crime at night or is a high risk to commit crimes again, the officer may also appeal to the Prosecutor and Military Judge to impose the condition of curfew on offender in the parole period. In both situations above, if necessary, the probation officer can also appeal to the prosecutor or Military Judge to obtain permission to monitor the sexual offender with electronic equipment.   

As the time that the statute was formally enforced on August 5th 2005, the electronic supervision system hasn’t finished.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star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ndom calls and a monitor installed in the offender’s home to assure the offender’s compliance on December 14th 2005 (Passive system). Before November 22nd 2006 when the authority started to implement the continuously signaling system (Active system), there have been 9 offenders supervised with passive system.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f the offender violates the condition of residential restriction or curfew, the prosecutor will require the police officer to go to the offender’s house to investigate the violation and then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If the probation officer finds that the offender has difficulties to adapt to the community, the officer will file to withdraw the parole.

Today authorities use the active system to assure the sexual offender’s compliance.  Device malfunction is the biggest problem in Taiwan at present. Officers are often informed that the offender violates the curfew requirement, yet in fact the offender is at home. As a result, the officer begins to doubt the technology and “burn out” on the alarms. In addition to the misreport, it is also a problem that the offender is not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d immediately after release. In practice, the sexual offender has to accept physical and mental treatment for three months after release, and then the prosecutor will take account of the report from the prison and the probation officer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evaluation of the sexual offense prevention panel to further consider if there is necessity to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 the offender. However, such operation will cause three-month time zone that the offender is not intensely supervised. Because of the serious doubt that the offender will commit crime again during this period, such practice is badly criticized by the public and some lawmake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requires that the probation officer must file a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within two weeks once the offender is released, so the prosecutor can decide more promptly if the offender should be intensively supervised. Yet some prosecutors insist to make a decision until they get the treatment evaluation report from the panel. Therefore, the 3-month time zone problem still exists.         

3.4
The different practice on sexual offender between Taiwan and U.S.


Different participant selection criteria

Looking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home confinement in U.S., the initial incentive to implement home confinement was to reduce the jail and prison population and save the correctional spending. In order to efficiently supervise the parolee, electronic bracelet was invented as a supervising tool. As a result, the participant is asked to pay part or all of the cost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the possible candidate of home confinement in U.S. generally limits to low-risk offender and seriously taking account of the participant’s will because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require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offender. However, the incentive to apply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n Taiwan initiates from the prevention of future sexual offense. Therefore, the participant is high-risk sexual parolees and the authority generally makes the decision without taking account of the offender’s will. In addition, unlike the U.S. practice, the Taiwan Ministry of Justice doesn’t ask the parolee to pay.     


When to start the electronic monitoring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s regarded as a condition of parole or probation in U.S., therefore, the offender is required to wear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upon release. However, in Taiwan, sinc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if the parolee should be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d upon release, in present practice is a three-month time zone in which the offender is not intensely supervised.

 The different operation comes from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electronic supervision. In U.S., it takes for granted that the parolee or probationer should be supervised. Electronic equipment is just a tool to help the officer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and to assure the compliance of the participant. Therefore, the eligible offender should be intensely supervis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upervising time. If the person expresses his/ her compliance for a period, he/ she may allow taking off the monitoring device. However, in Taiwan, the authorities consider that upon release the person should get freedom. Therefore, in general the person shouldn’t be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d unless there is evidence showing that he is likely to commit more crime during the probation and parole period.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sexual offenders can easily commit sexual crimes again once released. Having these offenders on probation or parole without any intense supervision is absolutely dangerous to the community. In addition, the probationer or parolees essentially do not finish their sentence, to be supervised until the end of their sentences is just. Therefore, requiring the offender to wear the monitoring device upon release is reasonable and shouldn’t have the doubt of violating the offender’s human rights.

4
Conclusion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introduces the equipment nowadays to monitor the defendant and the offender. It also talk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EM in different judicial stage, the factors which the probation officer takes account and the content of this program.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Considering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aving prison spending, reducing jail and prison population, helping rehabilitation, further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and holding defendant or offender’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can be rationally reduced,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shall still be applied and expanded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is part also argues that well-functioned equipment, 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program, orientation to the family members and public education are key factors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The third part of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mechanism with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to assure the court appearance and prevent the future risk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oblems it has had Although the Taiwan Ministry of Justice has formally started implementing electronic supervision on sexual parolees last year, there are still unsolved problems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loopholes in pretrial and post-sentence stages, the authority doesn’t require the sexual offender to wear the electronic bracelet immediately upon release leaves open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high-risk criminal to commit crime. Therefore, the risk of defendant’s flight still exists. Moreover, the present mechanism still does not adequately assure the safety of the community.

From what we learn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in U.S.,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shall be able to fill the gap with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n Taiwan. For the reason of assuring the court appearance and to protect community safety, imposing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on defendants in the pretrial procedure is reasonable if necessary. Defendants are assumed innocent before being proved guil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instances where the relatively minor imposition on the defendants required to use EM or abide by home confinement will be very much outweighed by the increase in public safety. As alluded to throughout this paper,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of sex crime perpetrators. In terms of the post sentence stage, it is also a valuable reference that in U.S., after having been found guilty, the defendant shall be detained while awaiting imposition or execution of sentence unless the judicial officer finds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is not likely to flee or pose a danger to the safety of any other person or the community if released (18 U.S.C. 3143(a)). So does the defendant release pending appeal (18 U.S.C. 3143(b)).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can be an alternative to detention in those situations, pursuant to the same statute. In summary, we suggest that such criminal mechanisms be implemented in Taiwan as soon as possible to solve present problems. As for the 3-month window period between the release of the sexual offender and the evaluation report, this paper prefers the U.S. conception that the offender should be required to be electronically supervised after release unless afterwards there is evidence showing that such supervision could be replaced with less restrictive means.      

Since the first case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appeared in U.S. in 1983,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am continues to grow, and the technology of electronic supervision keeps enhancing. In the future, home confinement and electronic supervision will st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rmediate sanctions in U.S., and it is predictable that other countries will keep following this trend. Therefore, the enforc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in U.S., no matter in the past or in the present, will be a meaningful reference to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the Taiwan authority currently encounters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equipment malfunction which is just the American system has encountered). At present, Taiwan only applies this program on sexual parolees. Yet the program can successfully expand to pretrial procedure and post-sentence stage if implemented adequately. In addition, Taiwan also encounters the same problem of overcrowded jails and prisons because of rises in crime rate and tougher criminal policy against crimes as the U.S. did in the 1980s. From the U.S. successful experience,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could also be an alternative to detention and incarceration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re is evidence that home confinement and EM can help rehabilitation as well as reintegratio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t is foreseeable that the program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in Taiwan, so the U.S. experiences will be a great reference. 

(2)美國聯邦刑法偽證罪（Perjury）以及虛偽陳述罪(False Statement)之介紹

我上學期主要旁聽NYU( New York University )法學院的刑事司法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Crime and Justice）主任James B. Jacobs的聯邦刑法（Federal Criminal Law）課程
。美國由於在國家組織與法律體系上與我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聯邦與各州對於犯罪均有管轄權
，各州之間的規範又可能有所不同。由於我上的是聯邦刑法的課程，所以以下所述，只能說是以聯邦法律為出發點的觀察，而不敢說是美國全面的概況。
上了一學期的課，發現美國聯邦刑法有一些與我國截然不同的規範，例如被告也是偽證罪 （Perjury） 的犯罪主體；跟聯邦調查局探員說謊可能構成虛偽陳述罪-False Statement）；檢察官如果向證人保證，不會使用其對己不利的證詞來做事後追訴，證人就沒有拒絕作證的權利
。甚至毒販利用飛機運送毒品，法院也曾宣告沒收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飛機（犯罪工具）
-Yskamp v. Drug Enforcement Admin( 163 F 3d. 767 (3rd Cir. 1998)。毒販在家門口的院子販毒，院子所在的那塊土地甚至與院子土地相連的那間房子，法院可不可以沒收？此一問題也曾經出現於美國的聯邦法院 （United States v. Wilton Manors 175 F .3d 1304(11th Cir. 1999 )）。在上課過程中，研讀這些與我國截然不同的規範與案例，不但大感驚奇，也覺甚為有趣。不過，因篇幅有限，本篇報告擬先就美國的偽證罪以及虛偽陳述罪稍做介紹，以供各位先進及學長參考。
貳、本文內容:

一、偽證罪（Perjury）:

美國的偽證罪有幾點與我國偽證罪很大的不同在於：（1）犯罪主體，(2)犯罪行為。（3）自白偽證犯行獲得豁免的時機。
依我國刑法第一六八條規定觀之，被告是絕對不可能成立偽證罪的，因為偽證罪的犯罪主體是證人，鑑定人及通譯。但是在美國法上，被告雖然有保持緘默的權利，但是一旦被告決定要在法庭上陳述，地位等同於證人，亦即被告也必須保證他在法庭所述都是出於真實的陳述，否則被告就會觸犯偽證罪。其次，我國的偽證罪的犯行限於口頭陳述，但是美國的偽證罪不只處罰虛偽的口頭陳述，在法庭上使用虛偽的文書資料（我國法有類似的處罰規定，但是是列在刑法第一六九條與第一七一條的誣告法條內），或是明知該文書為虛偽，卻仍然附和同意該文書內容為真，也在偽證罪的處罰範圍。此外，我國刑法第一七二條規定：犯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一條之罪，於所虛偽陳述或所誣告之案件，裁判或懲戒處分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美國法則是規定：當該偽證尚未實質影響程序的進行或是該偽證尚未明顯到已經或是將要被揭露時，證人自白偽證犯行者，不受追訴( § 1623（d） ）。
美國聯邦刑法有偽證罪( Perjury）與虛偽陳述罪( False Statement )的規定，兩者在中文的字面上意義似乎並無差別，但前者是針對證人在正式程序（但不限於法院的程序）且有宣誓的情況下必須做真實的陳述，後者則無須具備（1）宣誓(statement made under oath )及(2)正式程序( made in an official proceeding)這些要件。有關虛偽陳述的法規及相關案例，在貳以下會做較多的介紹。
當檢察官要證明被告潛在的犯罪行為有困難時，往往起訴被告涉犯偽證罪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起訴途徑。美國聯邦刑法對於偽證罪的一般規定，規定在18 U.S.C. § 1621及 1621及 § 1623，但是在一些特別的程序或是針對特別類型的文件，其他法律也有偽證罪的規定，例如18 U.S.C. § 152（破產程序的虛偽證詞或陳報）及18 U.S.C.§  7206（退稅或是與稅金相關文件的虛偽陳報）。

(1)、法規：
§ 1621. Perjury generally（一般偽證罪）
Whoever— 

(1) having taken an oath before a competent tribunal, officer, or person, in any case in which a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authorizes an oath to be administered, that he will testify, declare, depose, or certify truly, or that any written testimony, declaration, deposition, or certificate by him subscribed, is true, willfully and contrary to such oath states or subscribes any material matter which he does not believe to be true; or 

(2) in any declaration, certificate, verification, or statement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as permitted under section 1746 of title 28, United States Code, willfully subscribes as true any material matter which he does not believe to be true; 

is guilty of perjury and shall, except as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d by law,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This section is applicable whether the statement or subscription is made within or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 1623. False declarations before grand jury or court

(在法院或大陪審團前偽證)

(a) Whoever under oath (or in any declaration, certificate, verification, or statement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as permitted under section 1746 of title 28, United States Code) in any proceeding before or ancillary to any court or grand j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knowingly makes any false material declaration or makes or uses any oth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any book, paper, document, record, recording, or other material, knowing the same to contain any false material declaration,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b) This section is applicable whether the conduct occurred within or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c) An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for violation of this section alleging that, in any proceedings before or ancillary to any court or grand ju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fendant under oath has knowingly made two or more declarations, which are inconsistent to the degree that one of them is necessarily false, need not specify which declaration is false if— 

(1) each declaration was material to the point in question, and 

(2) each declaration was made within the period of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for the offense charged under this section. 

In any prosec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the falsity of a declaration set forth in the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shall be established sufficient for conviction by proof that the defendant while under oath made irreconcilably contradictory declarations material to the point in question in any proceeding before or ancillary to any court or grand jury. It shall be a defense to an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made pursuant to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is subsection that the defendant at the time he made each declaration believed the declaration was true. 

(d) Where, in the same continuous court or grand jury proceeding in which a declaration is made, the person making the declaration admits such declaration to be false, such admission shall bar prosecution under this section if, at the time the admission is made, the declaration has not substantially affected the proceeding, or it has not become manifest that such falsity has been or will be exposed. 

(e)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under this section is sufficient for conviction. It shall not be necessary that such proof be made by any particular number of witnesses or by documentary or other type of evidence. 

§ 1622. Subornation of perjury（教唆偽證罪）：
Whoever procures another to commit any perjury is guilty of subornation of perjury, and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five years, or both. 

(2)、案例：
A.United States V. Sherman (150 F. 3d 306 ( 3d Cir. 1988) ):

1.案例背景：
本案的被告Sherman是一名資深的婦產科醫生，在另案中被告以身為醫療專家的身分在聯邦大陪審團（Federal grand jury）前，為另案的原告作證，在交互詰問過程中，Sherman是否具備專家證人的資格成為一個詰問的焦點，Sherman在另案的司法程序中證述：他在哥倫比亞特區，維吉尼亞州及麻州都擁有執業的執照，並且他的執照從未被撤銷過，暫停過或受限制過。Sherman進而證述：他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醫療的懲戒程序。但是事實上，Sherman明知他所有的醫療執照早就被撤銷，而被告律師在程序進行過程中很巧妙地讓Sherman自己陳述出此一事實。


2.爭點：
Ｑ檢察官可否以一般偽證罪的條文起訴，而不以特別偽證罪起訴？

（檢察官有無選擇起訴法條的裁量權）

判決情形：

本案爭點不在於Sherman是否構成偽證罪，而在於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以一般的偽證罪18 U.S.C. § 1621起訴，卻不以特別的偽證罪§1623起訴有所不當，因此一審法院撤銷檢察官對於Sherman偽證罪的起訴，檢察官乃因之提起上訴。本案一審法院主要判決理由認為，檢察官不以§1623起訴，將使Sherman喪失§1623（d）所規定的recantation權利（此一權利並未規定在§ 1621的一般偽證罪）-亦即在法院審理或大陪審團進行的過程中，如果被告在他的證詞還沒有實質影響到程序進行，或是被告的虛偽陳述尚未明顯到使人察覺前，就承認他所述是虛偽的，被告將可獲得免於遭偽證罪起訴的權利。
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並無選擇起訴法條的裁量權，而檢察官捨棄與被告犯行較為貼切的§1623不用，卻以§1621起訴，不當地剝奪被告在
§1623可能得以主張的權利。上訴法院法官則以為：當檢察官已經揭露被告證詞的虛偽性時，被告已經喪失主張§1623（d）所規定的recantation權利。因此檢察官以§1621起訴，並未剝奪被告上開權利。
因此上訴法院認為一審法院撤銷起訴的命令不當，而將此案發回更審。
B. Bronston V. United States (409 U.S 352, 93 S.Ct. 595, 34 L. Ed.2d 568(1973) )：
1.案例背景：
被告Bronston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年之間，是一間公司的獨資經營者，該公司在歐洲好幾個地點製造動畫，因此被告在數個國家開立了不同的銀行帳戶。之後在該公司破產程序的聽證會中，債權人律師詢問被告下列問題：
律師：你目前有無瑞士銀行的帳戶？
被告：沒有。
律師：你曾經在瑞士銀行開過戶嗎？
被告：該公司在瑞士蘇黎世銀行曾經擁有過六個月的銀行帳戶。該公司答行又問的
律師：你曾經有用其他人的名義開立瑞士銀行的帳戶嗎？
被告：沒有。
2.爭點：
Q：證人的回答，字面上是真實的，但是實際上沒有針對檢察官的問題回答，甚至可能有誤導之虞?（因為被告第二個回答，會誤導聽者誤會被告本人沒有在瑞士銀行開戶過。但實際上，被告本人雖然在聽證會作證時沒有瑞士銀行的帳戶，但是之前被告卻曾經在瑞士銀行開立過個人名義的帳戶。），是否會構成偽證罪？
3.判決情形：
被告在一審法院因為偽證罪被判有罪，被告上訴。二審法院維持一審見解，被告再上訴。最高法院認為檢察官提出的證據還不足以證明被告在回答時，主觀上有誤導詢問者的意圖。況且如果被告回答了一個字面上真實，但是實際上並未針對詢問者問題回答的答案，此種情形應該要依賴詢問者個人的敏銳跟專業來得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用刑法的偽證罪條文來解決此一問題，因此撤銷一審有罪判決。
C. 美國前任總統柯林頓的罷免案： 

1.案例背景：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在白宮任內涉及與白宮實習生陸文斯基（下稱陸式）有染，該案於一九九八年初爆發，美國眾議院的司法委員會乃傳喚柯林頓，柯林頓一開始否認與陸式有染，並且宣稱陸式的虛偽證詞（陸式一開始也否認與柯林頓有染）是絕對真實的(absolutely true)。之後獨立檢察官保證不起訴陸式的偽證犯行，取得陸式的合作後，陸式表明願意在大陪審團前說實話，並且願意提供檢察官有關緋聞案的細節及證據（陸式提出一件藍色的裙子給檢察官，其上據稱有柯林頓的精液）。柯林頓於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日再度被大陪審團傳喚，柯林頓改口稱確實有發生不當的行為（engaging in” conduct ” that was wrong），但堅稱絕對不構成性交或是性關係。檢察官追問為何上次聽證會，柯林頓宣稱陸式否認有染的證詞為真，柯林頓辯稱：他從來沒有否認陸式對她口交，但是他認為他並沒有與陸式性交過；他也未曾否認過他們沒有關係，但是他上次聽證會回答的當時，與陸式確實已經沒有關係了（念法律的人果然是很會強辯，各位讀者以為咧？）
2.爭點：
證人的證詞，字面上似乎為真，但是卻有誤導之虞，是否構成偽證？
3.判決情形：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緋聞案紛擾六年又四個月後，因調查本案的獨立檢察官雷伊發表結案報告而劃下句點。雷伊起初宣稱擁有足夠證據足以起訴柯林頓偽證及妨礙司法罪，且足以使柯林頓被判刑。但因柯林頓事後公開承認在緋聞案中做偽證，刻意誤導及逃避證詞，因此雷伊乃決定不予起訴。不過在柯林頓公開認錯後，其接受二萬五千美元的罰款，被吊銷阿肯色州律師執業執照五年，以及以八十五萬美元和解寶拉瓊斯控告他的性騷擾案，並於另案的民事官司被處九萬美元罰款。
D. United States V. Farmer (137 F. 3d 1265(10th Cir. 1998))

1. 案例背景：
被告Farmer的朋友涉及一個持有武器的案子，Farmer在他案中，為他的朋友（即他案被告）在法庭上作證時，檢察官詰問證人Farmer下列問題：
檢察官：你在今日來法庭作證以前，是否有跟任何人提過你今天會來此作證？
被告：沒有，只有被告律師問我今天會不會出庭而已。
檢察官：那是何時？
被告：今天早上，我打電話去他辦公室，對了，我不是跟他說話，我是跟一個聯邦的調查員提到此事。
檢察官：他是誰？
被告：我忘記了，不是很確定，好像是叫Steve吧。
檢察官：你何時跟這個調查員談話？
被告：我跟他在電話中講的，大約幾星期以前，他只是很基本地問我說，Peter（McMahon）是否來過我家？
檢察官：你有跟本案被告Peter提到你今天要來法院作證的事情嗎？
被告：沒有。
檢察官：你最後一次跟本案被告Peter談話是何時？
被告：我昨天有跟他談話。我不是很確定，昨天或是前天，他打電話給我，我們只是很簡短地在電話上聊了幾句。
檢察官：你們說了什麼？
被告：他只是想知道我今天是不是會來法庭作證，我告訴他我會盡力。我一直都工作很認真，而且我有兩個小孩，差不多就是如此。
2. 爭點：
證人回答一個語意模糊的問題時，是否也會構成偽證罪？亦即本案檢察官問被告今日出庭以前是否有跟他人提過將出庭作證之事，這個問題本身不是很清楚，因為證人可能會誤會檢察官問的是出庭當日，而不包括當天之前的情形。
3.判決情形：.

一審法院判處被告偽證罪，被告上訴，上訴法院認為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超越合理的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被告明知且有意地作偽證，因此撤銷並發回更審。
二、虛偽陳述罪（False Statement）：
我國刑法雖有處罰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罪行，但此限於公務員沒有實質審查權的情形。單純對公務員或調查人員說謊，並不構成犯罪，但是根據美國聯邦刑法18 U.S.C.§1001的規定，在行政，立法及司法的政府管轄權範圍內(但是法院的審判程序不包含在內)，使用詐術竄改，偽造或欺騙重要的事實，做任何虛偽的陳述，偽造或者使用任何虛偽不實的文書資料都構成犯罪。
一九九六年時，美國國會通過了虛偽陳述有責法案（False Statements Accountability Act）。被告被控涉嫌虛偽陳述罪時，通常會伴隨其他罪名，.例如：詐欺聯邦政府或是其他的一般詐欺條款，或是密謀（conspiracy）詐欺罪等等。但是目前為止，並沒有硬性規定檢察官起訴被告涉嫌虛偽陳述罪名時，需證明聯邦政府有被詐欺或是有其他經濟上的損失，因此，虛偽陳述罪，在某程度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初期的類似詐欺罪的條款。目前為止，該罪常被用來作為處罰被告欺騙執法人員（請注意，此處指的是聯邦的執法人員，各州有無類似的規定，需視各州立法而定）的條文，因此此一條文對於聯邦的調查員（例如FBI探員或其他聯邦單位的調查員）是一個非常強大有力的調查及起訴工具（最後有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有罪是一個問題，但是只要能證明被告在調查程序中說謊，就可以用這一條起訴，而且有罪的機會也很高）。該法法規內容如下：
(1)、法規：
§ 1001. Statements or entries generally

(a) Except as otherwise provided in this section, whoever, in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xecutive, legislative, or judicial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knowingly and willfully— 

(1) falsifies, conceals, or covers up by any trick, scheme, or device a material fact; 

(2) makes any materially false, fictitious, or fraudulent statement or representation; or 

(3) makes or uses any false writing or document knowing the same to contain any materially false, fictitious, or fraudulent statement or entry; 

shall be fined under this title,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5 years or, if the offense involves international or domestic terrorism (as defined in section 2331),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8 years, or both. 

(b) Subsection (a) does not apply to a party to a judicial proceeding, or that party’s counsel, for statements, representations, writings or documents submitted by such party or counsel to a judge or magistrate in that proceeding. 

(c) With respect to any matter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branch, subsection (a) shall apply only to— 

(1) administrative matters, including a claim for payment, a matter related to the procurement of property or services, personnel or employment practices, or support services, or a document required by law, rule, or regulation to be submitted to the Congress or any office or officer within the legislative branch; or 

(2) any investigation or review, conducted pursuant to the authority of any committee, subcommittee, commission or office of the Congress,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rules of the House or Senate. 

(2)、案例：
A: United States V. WHAB ( 355 F. 3d 155(2d Cir. 2004)) 

1.案例背景：
本案被告WHAB涉嫌使用虛偽的申請資料申請護照，其犯行包括使用虛偽的文書（偽造的洗禮證明）及向聯邦行政官員說謊。
2.爭點：被告主觀上是否需明知向聯邦官員說謊會觸犯§ 1001？
3.判決情形：
一審判決被告三個罪名：（1）為了申請美國護照，在申請資料上做了虛偽陳述，涉犯§18 U.S.C. §§1542。(2)製造並使用偽造的洗禮證明文件以證明被告的申請文件為真，涉犯18 U.S.C.§ 1001.(3)對聯邦執法人員做了虛偽陳述，涉犯18 U.S.C.§ 1001。被告上訴，上訴理由為：（1）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明知向聯邦執法人員說謊是犯罪行為。（2）檢察官沒有辦法證明被告提出的洗禮證明，對於被告申請護照的文件事關重大
。（3）一審法官拒絕指導陪審團去考慮被告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確實是在布魯克林區出生，此一拒絕是錯誤的。上訴法院認為被告上訴無理由，理由如下：（1）被告只要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違法就構成犯罪。(2)被告提出的偽造的洗禮證明對於申請護照一事，並非無事關重大。因為該洗禮證明註明被告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出生，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接受教堂洗禮，護照局依規定是可以憑此認定被告的出生地何在，所以此份洗禮證明並非無關緊要。(3)法官拒絕指導陪審團去考慮被告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是在布魯克林區出生的，此一行為並無明顯的錯誤。
B. United States V. Rodgers (466 U.S. 475, 104 S.Ct. 1942, 80 L Ed. 2d 492(1984) )

1.案例背景：
被告Larry Rodgers為了尋找他離家出走的太太，向聯邦調查局（FBI）謊稱他的太太被綁架，又向美國秘勤局（United States Secret Service）謊稱他的太太涉及一宗暗殺美國總統的陰謀。因此檢察官起訴被告兩個虛偽陳述的罪名。
2.爭點：
18 U.S.C.§ 1001條文中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涵射範圍？
被告主張：綁架以及總統安全的保護，並非聯邦調查局以及美國秘勤局職務管轄的範圍，主張法院應撤銷檢察官的起訴。
3.判決情形：
一審法院認為被告主張有理，撤銷檢察官的起訴。檢察官上訴，二審法院認為：聯邦調查局並無得以裁決權利(to adjudicate rights)的權力（power），或制定有拘束力的法規，或強制一定行為的執行，因此認為向聯邦調查局謊報，不受18 U.S.C.§ 1001的處罰，因此乃維持一審判決。檢察官再度上訴後，最高法院認為：依照18 U.S.C.§ 1001法條的文意，很明顯地包括聯邦調查局以及中央秘勤局的對於犯罪的調查；況且，依照立法解釋，立法者並無刻意限縮該法條的適用，故前審判決不當，乃撤銷前審判決，並將本案發回更審。
C. Brogan v. United States ( 522 U.S.398, 118 S.Ct. 805, 139 L. Ed.2d 830(1998)) 

1.案例背景：
當被告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擔任警員時，曾經收受來自JRD管理公司的現金及禮物。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美國勞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及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官員親自上門到被告住所查訪，這些官員表明身份後詢問被告是否願意配合有關JRD公司的調查，以及是否願意回答問題。被告應允後，勞工部及國稅局官員即詢問被告是否曾經收受來自JRD管理公司的現金及禮物？被告否認，該等官員立即拿出在JRD公司搜索所得的文書證據證明被告所言不實，他們並且告知被告，在此一調查程序中對聯邦官員說謊將會構成犯罪，被告仍然沒有修正他的答案。
。
2.爭點：單純的否認犯行（即所謂的exculpatory no）是否構成虛偽陳述罪？
3.判決情形：
一審判決被告有罪，二審維持原判。被告上訴主張：此一判決結果違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被告不自證己罪之原則，況且該法條要處罰的是會侵害（pervert）國家政府機關的陳述，但是單純的否認並不會達到此一目的，因此主張單純的否認犯行，應該構成18 U.S.C.§ 1001的例外。況且，如果法院不允許此一例外，檢察官將會不斷地援引此一法條來堆砌被告的罪名。但最高法院認為：憲法第五修正案並無給予被告說謊的權利，而依照法條的文意解釋，也看不出單純的否認犯行得以成為該條文的例外，因此認為被告上訴無理由，仍然維持原判。
D. United States v.Stewart( 305 F. Supp 2d 368(S.D.N.Y 2004)) 

1.案例背景：
美國商業大亨Martha Stewart（其詳細背景資料可參照wikipedia的網站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ha_Stewart

於二００一年因為涉及內線交易
，而被聯邦調查局調查，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虛偽陳述罪，妨礙司法罪（Obstruction of Justice）及證券詐欺罪（securities fraud）。起訴被告涉犯虛偽陳述罪及妨礙司法罪的理由是因為Martha Stewart在聯邦調查局（F.B.I），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及美國檢察官辦公室，謊稱她並未跟她的證券營業員就證券交易有何特別的討論。但法院於審判前駁回證券詐欺罪的控訴
。而只判處被告Martha Stewart下列罪名：18 U.S.C.§ 1001虛偽陳述罪，妨礙司法罪及意圖妨礙司法罪。
2.爭點：檢察官只起訴次要罪名，而未起訴主要罪名，此種起訴策略是否妥當？
本案只就被告涉及的虛偽陳述罪以及妨礙司法罪起訴，之後未繼續對被告涉及的證券詐欺罪起訴是否妥當？一旦法官撤銷證券詐欺罪嫌的控訴，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虛偽陳述罪以及妨礙司法罪的理由是否還存在？在美國最近很多的公司詐欺案中，檢察官常常會起訴這種附屬的罪名，而不起訴主要的詐欺犯行（因為證明主要詐欺犯行所需的證據門檻較高），此種起訴策略是否妥當？（此部分是上開教科書上，學者對於此一現象提出的質疑。）
3. 判決情形:

Martha Stewart在二００四年三月因虛偽陳述罪及妨礙司法罪被法院判決有罪。二００四年九月，當案件尚在上訴中，Martha Stewart突然表示願意接受五個月徒刑的判決。Martha Stewart在二００五年三月四日由監獄釋放後，又繼續執行五個月的在家監禁（Home detention）。二００六年八月七日，證券交易委員會表示如果Martha Stewart願意遵守下列條件，就不對她提出內線交易的控訴。條件為：
Martha Stewart必須選擇繳納$195，000的罰金或是賠償相當於三倍她因為內線交易所避免損失的金額；並且必須同意五年之內不擔任任何公開公司的負責人，五年內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始可擔任公開公司的受雇人；不得參與任何公司的財務報告，財務揭露，內部控制及審核等等。Martha Stewart雖然否認有罪，但還是同意接受上開條件。
參、結語：
對美國原本的印象是，這是一個開放、自由、進步的民主國家，在紐約生活、進修三個多月之後，當然此一印象還是沒有改觀。但是上了這個課之後，發現開放自由民主的背後，其實不乏嚴峻的法律。原本我對於美國被告的高認罪率一直甚感不解，為何僅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案件會進入審判程序？難道美國的被告比較善良誠實嗎？這學期旁聽完這門課之後，突覺大惑初解。因為美國的法律打擊面甚廣，且美國聯邦刑法，最高刑度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終身監禁之規定亦不在少數（例如郵件詐欺罪(Mail Fraud, 18 U.S.C §1341, §1343 ), RICO(18 U.S.C §1961~§1968)
。 ）。基於以上發現，我才理解為何美國會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認罪協商率。因為美國的檢察官手上有太多可以逼迫或者說服被告認罪的武器，而且檢察官又有很大的裁量權可以決定起訴或撤回哪些罪名
，因此如果被告認罪，檢察官可能撤回重罪的控訴，被告獲判的刑度可能在兩、三年以下，甚至可能獲得緩刑；如果被告不認罪，讓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一旦陪審團認定有罪，其可能被判決的刑度可能在二十年以上，遠遠超過其認罪的刑度，因此被告在考量之後，往往傾向認罪。綜上所述，個人認為這些因素，或許是美國被告高認罪率的主因。此外，我曾經問過一位紐約市布朗克斯行政區州法院( Supreme Court , Bronx County )
的法官Martin Marcus，一年要審理的案件數量有多少。他告訴我，進入審判程序的刑事案件一年差不多有二十件。瞭解以上的事實之後，對於我國施行交互詰問制度的未來，不禁感到有點憂心。施行交互詰問制度固然有利於發現真實，並且可以讓法官處於更為中立的地位，而得以做出更為公平的判決。但是美國得以順利施行刑事交互詰問制度，前提之一是在於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刑事案件才會進入審判程序，而此一結果的背後是依賴高比例的被告認罪率在支撐，而高比例的認罪率又是基於刑事立法的嚴峻性以及檢察官擁有廣泛的裁量權所致。反觀我國並無此一背景，因此施行交互詰問制度之後，不論是檢察官或法官皆被龐大的案件量壓的喘不過氣來。縱使檢察官可以試著將被告罪證明確的輕微案件以緩起訴，職權不起訴或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方式處理，但是案件是否適合以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的方式處理，需視個案狀況而定；而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法官審酌後再改通常程序以及法院簡易判決後，上訴的比例有多少？以上這些變通方式，是否真正達到減少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的作用，均有賴精確的統計數字來證明。而我國未來應該如何解決此一難題，是否應該參照美國的立法來制訂較目前立法更為嚴峻的刑法
，並且同時賦予檢察官更大的起訴或不起訴裁量權，筆者目前並無能力提出解答，但此一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許確實是台灣目前的司法單位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

(3)推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之我見-從台美不同的立法以及執法背景談起

一、前言

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程序雖然已由職權主義改為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但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檢察官於起訴時卷宗及證物應一併送交法院，與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仍有不同。美國刑事訴訟制度的背後由於是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與對抗主義（adversary system）的精神，因此檢察官或大陪審團起訴時，只提交一張記載簡單犯罪事實及法條的起訴書，起訴書上不記載任何本案的證據，卷宗及證物也不併送法院。據聞司法院有意將起訴狀一本主義列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重點項目，例如司法院長翁岳生先生在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五日司法院九十五年年終記者會表示 『在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措施方面，翁院長深入說明指出，92年開始推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檢察官負擔大部分舉證責任，而使法官可以專心地進行審理活動；司法院亦積極研修起訴狀一本主義相關法規，以排除預斷，使法官在心證形成上益臻公平客觀，並使審理活動更為快捷順暢…..』。『起訴狀一本主義』原是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用語，意指『一張起訴書』的意思，美國法並無對應的法學名稱，從美國刑事訴訟制度來看，相關的刑事訴訟程序應該是規定在證據開示（discovery）的部分。

我國目前雖然採行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但是台美兩國在刑事訴訟程序的設計上仍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擬以紐約郡法院的運作情形為例，簡介美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流程 。至於對於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修法改革的意見，筆者在結論中說明。但我國目前司法現況是否適合馬上引入起訴狀一本主義，個人以為尚待商榷，本文乃本於個人於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旁聽一學期課程後之心得，提出個人淺見，以供各位先進學長參考及指教。但因本人上學期主要所旁聽的課程是美國聯邦刑法課程，故本文結論的切入點並非引入起訴狀一本主義後的刑事訴訟程序的經濟分析，而是著重於美國與我國不同的立法與執法背景的比較分析，合先敘明。

二、從逮捕到量刑Arrest to Sentence

Arrest to Sentence

A、逮捕（Arrest）：

在紐約郡，當警察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相信嫌疑人犯罪時，就可以依法逮捕被告。以下三種情形會被警察逮捕。

1. 觸法行為（violation）：

此種行為並非犯罪，而且刑罰很輕微，最多被拘禁十五天而已。例如像騷擾（harassment）,在公共場所飲酒（drinking alcohol in public）以及妨害治安行為（disorderly conduct）。

2. 輕罪（misdemeanor）：

是最輕微的犯罪，輕罪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最嚴重的刑度是一年，另一種最嚴重的刑度是三個月。例如像商店偷竊（shoplifting）,侵入住宅（trespassing in a building）以及在旋轉門跳躍（jumping a turnstile）。 

3. 重罪（felony）：

是最嚴重的犯罪，最輕刑度在一年以上。不過重罪又可分為五級。重罪的例子如強盜（robbery）,侵入住宅犯罪（burglary） ，重大竊盜（grand larceny） ，販毒（sale of narcotics）以及謀殺（murder）。

一旦被告被逮捕之後，他可能會被被害人指認，向警方陳述，捺指紋，警方可能也會執行搜索。在一些輕微犯罪的情形，警察會釋放被告並且給被告一張Desk Appearance Ticket (DAT). DAT會要求被告在指定時間到法院報到，如果被告沒有在指定時間出庭，法官會核發令狀（warrant我想等同於台灣的拘票吧）要求警方逮捕被告到庭。如果被告不符合核發DAT的要件，警察會將被告帶到

Central Booking 等候進一步的程序，之後檢察官會跟逮捕被告的警察討論此案。

B、檢察官審核案件（Case Review by ADA）

紐約郡檢察官辦公室依法有責任以及有權調查在曼哈頓地區發生的犯罪。

檢察長（District Attorney）是經由曼哈頓地區的居民選出來的，檢察長下面差不多有五百五十個檢察官，這些檢察官被稱為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s (ADAs). 

大部分的情況下，檢察官會在檢察官辦公室裡面的一間Complaint Room (ECAB)審核警方送來的案件，有時會與警方或者其他證人討論或者參考告訴人的告訴狀。檢察官會檢驗證據是否足夠支持警方的控訴，決定最後控訴的罪名並且撰寫complaint以控訴被告。控訴狀會寫出犯罪事實，並且須提出合理的理由證明被控訴者涉犯某特定犯罪。

檢察官審核案件之後，會有以下兩種處置：

1、拒絕控訴Decline to Prosecute：

檢察官有很多原因會拒絕起訴，例如認為證據不足或是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2、將案件送至法院：

   某些案件當被告已經被送到法院，檢察官的控訴狀complaint及被告前科資料都準備好之後，案件就準備進入提審（arraignment）階段。.

C、刑事法院提審（Criminal Court Arraignment）

被告被逮捕後二十四小時內如果未經釋放，就會被帶到法院等候法官提審。

提審階段法官會告知被告所犯罪名，並且決定是否釋放，交保或者羈押被告。法官並且會給予被告不同的告知：例如該案是否會經過大陪審團程序，該案是否有證人的指認等等。如果被告無資力雇用律師，在提審開始之前，法院會為被告指定律師。

如果被告涉犯的是觸法行為（violations）或者輕罪(misdemeanor)，被告可能會在提審階段認罪。在少數案件，被告被控重罪，但是會在提審階段承認輕罪。許多被告會在提審階段認罪；被告可能承認所有的控訴，或是檢察官願意以較輕罪名接受被告的認罪。當被告認罪之後，法官即可決定量刑。

刑事法庭提審被告之後，可能有下列四種不同處置。

1、法官駁回控訴（Dismissal）。

2、被告認罪：法官是否在此程序直接量刑，要再確認。

3、被告不認罪（輕罪或觸法行為）：法官繼續受理觸法行為或者輕罪的審理。

4、被告不認罪（重罪）：繼續進行大陪審團程序。

D、輕罪或觸法行為，被告不認罪:

1、ALL PURPOSE PART( AP Part):

輕罪或觸法行為的案子，如果被告不認罪，這些案件就會從提審階段進入

All Purpose Part (AP Part)。如果法官決定交保，被告無法提出保釋金，紐約矯正部門（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就會拘禁被告直到下次庭期。如果被告被無保釋放（recognizance）或被告提出保釋金，被告必須在指定日期出庭，如果被告沒有出庭，法官會核發bench warrant逮捕被告。

當被告被提審之後，案件並不直接進入審判。首先有一些法律上的爭點要先處理，在AP Part, 會出現一些法律上的請求（legal motions），未來的庭期也會在這個階段排定。被告在AP Part階段也有可能選擇認罪。. 

2、Motions and Hearings: 動議與聽證。

在進入審判程序之前，很多法律上的動議（legal motions）以及法院的聽證會（hearings）可能會發生，例如：

a、Discovery: 揭示。

審判之前，被告會向法院提出請求以獲得資訊與文件，並且檢驗物證（physical evidence）。被告有資格取得他自己陳述的影本，或是將跟他共同受審共同被告陳述的影本。被告也有權獲得照片，圖片（drawings），科學報告或是其他從被告那邊搜索扣押的證據 。

b、Motions to Dismiss: 撤銷起訴動議。

被告可以請求撤銷控訴（complaint）或起訴書（indictment），例如主張沒有足夠證據或是被告沒有獲得迅速的審判（he was denied a speedy trial）。 

c、Motions to Suppress Evidence: 排除證據動議。

在審判之前，被告可以主張排除某些證據，因為該證據是非法或不當取得。最常主張被排除的證據例如，主張禁止引用指認證據，從被告處扣押所得的證據以及被告的陳述。

d、Admissibility of Identification Evidence:指認證據的可接受性。 

指認證據（Identification evidence），例如像排隊指認（line-up）。警察的指認程序是否妥當，是在Wade hearing檢驗。如果法官發現警察的指認程序不適當，法官可以決定證人的獨立基礎（independent basis）是否足以堅強到可以抵抗警察不當的施壓。如果這個獨立基礎很薄弱或是不存在，證人不得在審判中指認被告。 

e、Admissibility of Statements Made by the Defendant: 被告陳述的可接受性。

陳述證據的可接受性是在Huntley hearing檢驗。可能檢驗的項目包括被告是否有被告知米蘭達警告（his Miranda warnings）, 這個告知是否完全，被告對警察的自白是否出於明知（knowing）,是否理解米蘭達警告的意義（intelligent），以及自白是否出於自願（voluntary）。 

f、Admissibility of Physical Evidence Seized from the Defendant:從被告處扣押物證的可接受性。 

從被告處扣押物證的可接受性是在Mapp hearing檢驗，主要是檢驗某些從被告處搜索扣押的物證是否可以引進審判。例如警察是否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逮捕被告，警察攔檢被告的妥當性，搜索扣押的時間點以及直接與證據扣押相關的細節等等。

g、Sandoval: 

Sandoval請求是在審判開始前提出的，被告主張禁止檢察官在審判中對他就過去的有罪判決或是不當的行為進行交互詰問。 

E、重罪犯行，被告不認罪。

   如果重罪案件被告不同意認罪，此時法官會審核案件是否有足夠證據（probable cause），如果缺乏足夠證據的話，法官會駁回控訴。如果有足夠證據的話，案件會進入大陪審團程序。

a、Grand Jury（大陪審團）：   

   根據紐約州法規定，所有重罪案件都必須提交大陪審團。大陪審團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聽取檢察官的證據，以及決定證據是否足以支持檢察官的控訴。大陪審團也可以進行獨立的調查。每一個大陪審團由二十三個美國公民組成。在曼哈頓，早上的大陪審團程序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一點，下午的大陪審團程序從下午兩點進行到下午五點。

    大陪審團可以投票表決是否起訴被告，如果大陪審團認為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足夠相信被告有犯罪的話，大陪審團就決定向法院起訴，其起訴書稱為indictment ，通常是由檢察官撰寫起訴書，其上只記載簡單、有限的犯罪事實以及法條的構成要件，以大陪審團的名義提出。此外，陪審團可以指示將案件移交到家事法院或是提出報告。

    應該注意的是，大陪審團程序是秘密而且不公開的，只有特定人得以參加此一程序。除了大陪審員以及檢察官之外，還有速記員以及Grand Jury Warden，此人的作用是在控制程序的進行。檢察官是大陪審團的法律指導者，並且檢驗所有在大陪審團前作證的證人，包括被告或是被告的證人。至少要有十六個大陪審員必須出現在大陪審團程序聽取證據，至少必須有十二個聽過證據的大陪審員同意採取特定允許的行為（ at least 12 of the members who have heard the evidence must agree before any affirmative action can be taken）。

b、地方法院提審 （Supreme Court arraignment）

當被告被大陪審團以重罪起訴後，地方法院就會進行提審。在提審階段，檢察官會提供被告一份起訴書的影本以及一份Voluntary Disclosure Form, 其中包括本案犯罪事實的資訊，如犯罪於何時何地發生，何時地逮捕被告等等。被告也會被告知有關他之前陳述的內容以及確認他的身份。然後被告可以決定認罪或不認罪，此時法官可能會決定交保，羈押或是其他的條件。

如果被告不認罪，此時，案件會進入下一個階段-SUPREME COURT CALENDAR PART。此一階段律師會提出一些請求要求法官處理一些法律上的爭議，如之前提到的請求檢察官揭示證據，請求撤銷起訴，請求排除證據等等。

c. 審判（Trial）

 審判階段是一個法院檢驗證據以及陪審團決定本案被告涉犯的犯罪是否有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正式階段。

（1）選任陪審團Voir Dire：

選任陪審團的法則稱為Voir Dire，在刑事法院 （Criminal Court）選任六個陪審員以及一或兩個候補的陪審員。在地方法院（supreme court），選任十二個陪審員以及二到四個候補陪審員。當陪審員候選人到達法庭時，法官會解釋法規並且提出一些問題詢問陪審員候選人，之後由檢察官提問，然後由被告律師提問。在陪審員聽不到的法庭角落，被告律師可能會向法官表示某些陪審員應該被排除 。

（2）Rosario Material:

所謂的Rosario Material包含任何將在審判中作證的證人審前陳述。另外，像警察的調查報告，其內摘要證人的陳述，證人簽名的文件，在審判中作證的警察證人準備的書面資料都屬於Rosario Material的範疇。這些資料必須在陳述起訴要旨（open statement）前提供給被告 。

（3）審判程序開始：

Opening Statement:

陪審團選任程序結束以後，案件正式開始進入審判。首先檢察官會陳述起訴要旨（opening statement），之後被告律師也會做簡單的答辯要旨，然後檢察官會解釋他將要在審判中證明何事。

   Direct Case:

接下來檢察官會主詰問檢方的證人，引用物證或是相關的紀錄來證明被告犯罪，被告律師則對檢方證人進行反詰問，雙方再依次進行覆主詰問與覆反詰問。此程序進行到最後，被告律師可能會主張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請求撤銷某些罪名的起訴。

   Defense Case:

   此一階段會牽涉許多證人，有時被告也是以證人身份作證，但有時也有可能沒有任何證人，因為被告沒有義務提出任何證據或在審判中作證。如果被告的證人被傳喚到庭，檢察官會對其進行反詰問。

   Rebuttal:

   檢察官有時可能會再聲請詰問得以反駁被告主張的證人（rebuttal witnesses），

被告律師會對其進行反詰問。

   Summation（結辯）:

   首先由被告律師做結辯，被告律師通常會質疑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並且企圖說服陪審團本案並未超越合理的懷疑。接下來檢察官會再度引用其於審判中所提出來的證據，企圖說服陪審團本案有超越合理的懷疑。

   Deliberation:

   檢辯雙方結辯結束之後，法官會對陪審團解釋本案適用的法律，構成要件以及一些法律上的概念如無罪推定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舉證責任，以及檢察官需證明本案超越合理的懷疑的程度，陪審團才能認定有罪。法官給陪審團的指示（jury instruction）結束之後，檢察官以及被告律師仍然有機會請求法官再給予其他的指示或是對法官的指示提出抗議。 

   Jury deliberation:

   法官指示陪審團結束之後，陪審團開始進入討論，討論時間不定，可能是幾小時，也可能長達數日之久。在陪審團討論階段，陪審團可以要求再度檢視證據，請求法官的指示或是再審閱證人的證詞。陪審團可能認定被告有罪，無罪或者陪審團無法達成共識（hung jury）。若陪審團無法達成共識，案件可能會再度進行審判程序。

三、結論

從以上對於美國刑事訴訟程序的簡介來看，目前台美兩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差異處在於：由何人向法院提出起訴書（美國可能是以大陪審團名義提出或以檢察官名義提出），起訴書記載的內容多寡，何人認定犯罪事實（我國是專業法官認定，美國是由陪審團認定事實，再由法官決定量刑），以及起訴時卷宗證物是否一併送交法院。

司法院以及司改會 推行起訴狀一本主義的理由不外乎是認為此一改革可以防止法官預斷，使法官處於更為客觀中立的立場。此一說帖固然不無道理，但是吾人不禁要問：卷證併送與法官預斷有必然的關係嗎？如果卷證併送會造成法官預斷，那麼法院判決豈不是應該都是有罪判決嗎？如果卷證併送，會造成裁判不公，那麼非採行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歐陸各國，所製作出的判決都是不公允的判決嗎？

刑事訴訟程序到底採取職權主義好還是當事人進行主義為優，其實兩種制度各有優劣 。我國近年最大的司法改革是將以職權主義為基礎的刑事訴訟程序改為改良式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因此法官從過往的主動積極的調查者角色轉變為中立的聽訟者，法庭活動的重點落在檢辯雙方對於犯罪事實以及證據的攻防，此一改革其實已經相當程度地使法官立於更為客觀中立的立場。司法院目前積極推動起訴狀一本主義，立意固然良善，但是如果未來我們採用的是美國法的制度，檢察官起訴時不併送卷宗證物，被告的辯護人無法像目前一樣影印整套的卷宗，法官也無法事先掌握全部的證據資料，整個訴訟程序就需賴檢察官與律師逐步地提供訴訟資料來建構案件內容，訴訟程序勢必較目前採用現制的情況更為冗長。此外，依我國現制的精神，法院在事實真相有待澄清，或者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以及被告重大利益時，仍會發動職權調查證據。如果卷證不併送，法官如何發現疑點以便發動職權調查證據？如果我國完全採用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完全處於中立的角色，那麼法官勢必不應該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是我國法官的職務內容與美國的法官不同，我國法官要認定事實，要撰寫判決書，法官有疑點時無法職權調查證據，如何撰寫判決？美國刑事訴訟法的精神在於程序正義，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精神仍然是偏重於發現真實，如果我國未來刑事訴訟的走向仍然要兼顧發現真實，採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是否會有礙真實的發現？

另外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不管是美國或者日本，百分之九十的刑事案件都不會進入法院。美國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認罪協商程序處理掉，只有少數的刑事案件才會進入審判程序 。原本我對於此一現象深感不解，為何美國被告的認罪率如此之高，但是上學期聽了聯邦刑法的課程後，突覺大惑初解。因為美國的法律打擊面甚廣 ，且美國聯邦刑法，最高刑度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終身監禁之規定亦不在少數（例如郵件詐欺罪(Mail Fraud, 18 U.S.C §1341, §1343 ), RICO(18 U.S.C §1961~§1968) 。 ）。基於以上發現，我才理解為何美國會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認罪協商率。因為美國的檢察官手上有太多可以逼迫或者說服被告認罪的武器，而且檢察官又有很大的裁量權可以決定起訴或撤回哪些罪名（檢察官可以以撤回重罪起訴的方式換取被告對輕罪的認罪），因此被告認罪與否，刑度的差異可能是兩年以下（有時可能還可獲得緩刑）或二十年以上的差別。個人認為上述這些因素，或許是美國被告高認罪率的主因。

其實刑事訴訟制度的本質不外是一套訴訟規則，職權主義或者當事人進行主義必定各有優缺點，但是讓人憂心的是，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修法的重點似乎一面倒的以參照美國法為主。美國所採行的當事人進行主義固然使法官立於非常中立的地位，但是司法院在推動修法之際，可曾考慮過我國與美國有不同的立法及執法現況？我國自採用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後，不論是檢察官或法官皆被龐大的案件量壓的喘不過氣。法院為了減少案件進入法院的數量，希望檢察官能盡量將案件以緩起訴，職權不起訴或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方式處理，但是案件是否適合以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的方式處理，需視個案狀況 而定；而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法官審酌後再改通常程序以及法院簡易判決後，上訴的比例有多少？是否真的抒解了法院的案件量？美國被告高認罪率的背景既然是因為嚴峻的立法背景 以及檢察官廣泛的起訴裁量權 所致，難道我國修法又要跟進這部分嗎？但是重典是否真的是治亂世的良方，此又是另一層次的問題了。但美國目前將大部分的刑事案件用認罪協商方式處理掉，是否真正實現了司法正義？這是我們未來所要追求的司法正義嗎？對認罪協商制度最嚴厲的批評在於判決無法產生正確的結果，甚至有學者不客氣地指責，檢察官以更重或更多的刑威脅被告認罪，實與刑求逼供無異 

上述問題，環環相扣，筆者目前也無能力提供令人滿意的解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刑事訴訟制度的修正，只是片面的移植或擷取他國部分的訴訟制度，卻不考慮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社會現況，國民性格，立法、執法背景以及對司法有不同期待的話，此種訴訟制度的修正必然窒礙難行。與其做訴訟制度的修正，筆者倒以為在我國目前司法機關『案滿為患』的情況下，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疏減案源及提升司法警察調查案件的品質。但是疏減案源並非只抒解法院的案源，還應包括疏減地檢署的案源。試問，如果司法警察的調查品質不提升，地檢署的收案量不減，考績制度的評比標準不改變，如何期待檢察官在每個月被粗糙的案件淹沒，擔心年底考績因未結案太多而乙等的狀況下，仔細的調查每個案件？如果檢察官無力提升偵查品質，被告的認罪率又低落，案件仍將大量進入法院，法院勢必須浪費更多的時間進行交互詰問程序。按司法警察是第一線最早接觸證人與證據的單位，如果司法警察的調查程序能夠更為精緻化，或許可以間接促使被告認罪率的提高，檢察官也無庸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接手調查每個個案（不論難易），而可以將精力放在提升複雜案件的偵查品質。但是如果司法警察的調查品質無法提升，考績制度的評比標準一日不變，檢察官縱使有心，也無力提升偵查品質，在認罪率又無法提高的狀況下，想當然爾，法院也難保不被案件淹沒。按司法官以及司法品質雖然以『神』的標準被社會大眾所期待，但是我們與芸芸眾生一樣，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而已。筆者以為制度的設計不能期待所有的司法官都抱持著犧牲奉獻的精神從事司法工作，而應該考慮如何分配、調整適當的工作量，進而才能期待司法品質會有實質的提升。如果下一波司法改革只考慮如何解決法院的問題，卻不考慮解決地檢署的問題，無法體認檢察署與法院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休戚與共，互相影響的話，司法改革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BD%E5%88%A9%E7%95%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BD%E5%88%A9%E7%95%A5&variant=zh-tw�


http://en.wikipedia.org/wiki/Galileo_Galilei





��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4%A3%E5%BD%A5%E6%B0%B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4%A3%E5%BD%A5%E6%B0%B8&variant=zh-tw�。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一）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被告人未經批准，不得離開住處或指定的住所，並對其行動加以監視的一種措施。相關法條可參照� HYPERLINK "http://www.xsbhgd.com/xsssf.htm" ��http://www.xsbhgd.com/xsssf.htm�。


�� HYPERLIN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2%E5%B1%B1%E7%B4%A0%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2%E5%B1%B1%E7%B4%A0%E5%AD%A3�。


�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itxth Circuit, 735 F. 2d 986, *; 1984 U.S. App. LEXIS 21936, **; 39 Fed. R. Serv. 2d(Callaghan) 374.  


�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hird Circuit, 907 F. 2d 418, *; 1990 U.S. App. LEXIS 10906. 


� 林順昌，論性侵犯之電子監控-從美國實證經驗談起，法務通訊，二三四一期第三版、第四版，九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 例如二００六年有一個被告Scott McCausland，因為在電影院公開上映第三集星際大戰之前，上傳盜版的影片到網路上，因而被法院判決五個月有期徒刑外加五個月的在家監禁。在家監禁期間，為了管制以及追蹤被告電腦的使用，觀護人必須安裝一套追蹤軟體到被告的電腦上，但是被告為Linux的使用者，而現存的追蹤軟體無法追蹤Linux，因此在家監禁期間，如果被告要使用電腦，必須使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由於被告是Linux的使用者，對此被告認為強迫他使用Windows的作業系統，比監禁他五個月還要嚴厲。� HYPERLINK "http://www.news.com/Linux-felon-forced-to-install-Windows/2100-1030_3-6204348.html" ��http://www.news.com/Linux-felon-forced-to-install-Windows/2100-1030_3-6204348.html�。


� This information comes from the workshop “Satellite Drug Detection Supervising Reporting” in 8th Annual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St. Louis from June 4-6, 2007.  


� Offender Supervision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2002), American 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ion, p 5.  


� Offender Supervision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2002), American 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ion, p 5-6.





�Martha Stewart身兼作家，雜誌主編（她寫過好幾本書與數百篇的文章，教導讀者如何家居佈置與做菜），日間帶狀節目的主持人，知名大賣場k-Mart的代言人，當過股票經紀人，也是一家知名製藥公司ImClone的股東。起訴書指稱：Martha Stewart與Imclone公司負責人Samuel Waksal是朋友，Samuel Waksal同時也是Martha Stewart股票經紀人Bacanovic的客戶。Bacanovic在2001年12月27日早上得知Samuel Waksal及其家族成員賣出上開公司持股，立即透過助理告知Martha Stewart此事，Martha Stewart於當日也立即賣出三千九百二十八股該公司的股票。越數日，該製藥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新藥被駁回的消息公開揭露，該公司股價立即下滑。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事後的估計，Martha Stewart事前出售持股，使她減少了美金約$45673的損失。但Martha Stewart辯稱，其與股票經紀人Bacanovic早有約定，當該公司股價滑落低於每股六十元時，即將持股賣出，故其出賣手上持股是合法交易，與內線交易無關。


� Offender Supervision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2002), American 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ion, p 5.





� Offender Supervision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2002), American 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ion, p 6-7.


� 本節資料來自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審前服務機構。“The Federa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Monograph 113 (September  2003 ), Office of the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p 9-10. This is the implementing standard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pretrial services agency. http://www.dcpsa.gov/    


� The Federa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Monograph 113 (September 2003), Office of the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p 19.


� 筆者於今年三月至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審前觀護人辦公室（District of Columbia Pretrial Services Agency）參訪，由於聯邦的預算充沛，此一辦公室即不採用共同支付原則，而是由政府負擔全部的電子監控費用，以下為此辦公室的官方網站� HYPERLINK "http://www.dcpsa.gov/" ��http://www.dcpsa.gov/�。





� The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Review (June 2001), Federal Corrections and Supervision Division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 Courts Washington D.C, p8.


� Zamora, Merced, III , A History Tracing EM Implement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M.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2004, p6


�The data comes from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ress/p03pr.htm 


� http://www.ojp.gov/bjs/abstract/p05.htm


� Ralph Kirkland Gable, Robert S. Gable, EM: Posi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ederal Probation volume 69 Number 1(June 2005), p 4.


� http://moneycentral.msn.com/content/invest/extra/P111258.asp


� http://www.courttv.com/trials/stewart/091205_home_ap.html


� Diana Louis Deherty, EM of Offenders in British Columbia: Couple’s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the famil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December 1994), p116. 


� Diana Louis Deherty, EM of Offenders in British Columbia: Couple’s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the famil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December 1994), p116


� 參照曹光文，電子監控於性侵害犯之運用及其正當性（上），2007年8月，� HYPERLINK "http://rfid.skyfly.com.tw/content.php?sn=119" ��http://rfid.skyfly.com.tw/content.php?sn=119�，該文指出此種兼具監控與懲罰的電子器材，在西北歐國家已經悄然在進行試驗，且也得到確實可行的論據，但該文同時指出監控問題不是單純的科技問題，而是糾纏複雜的法律與道德爭議，尤其是兼具預防犯罪功能的電擊抑制方式，除了人性尊嚴的違反外，晶片本身是否精確到足以偵測被監視者即將犯罪，也成為問題，所以目前此系統運用的障礙，非在科技，而在法律與道德上的爭議。行筆至此，突然想起西遊記中的孫悟空，當其桀傲不遜或是不聽唐僧指示時，唐僧只需輕輕唸出緊箍咒，就可叫孫悟空痛的死去活來，乖乖聽命。根據上開文所述以電擊方式控制被監控者的違規行為，與孫悟空的緊箍咒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 這是美國法與我國法律在沒入保證金上一個很大的不同，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一八條規定，當具保被告逃匿時，法院或檢察官應將保證金沒入。但美國法沒入保證金的要件，比我國更廣。亦即當被告違反審前釋放條件時，亦得沒入保證金。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Vaccaro, 51 F. 3d 189( 9th Cir. 1995 )一案中，法院因為被告違反審前釋放的條件，即不得於釋放期間違反任何地方法，州法以及聯邦法律，而沒入職業保釋人所提出的保證金。  


� 美國司法部於一九九二年提出的報告指出，約有半數的被告是由職業保釋人提出保釋金才免予拘禁。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etrial Release of Felony Defendants, 1992. 


� 這些因素通常也是決定被告得否獲得交保以及交保金額多寡的因素。另外，輿論的壓力有時也會對法院造成影響，尤其是在一些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


� 參照”The Federal Home Confinement Program for Defendants and Offenders”, Mpnpgraph 113, p5,  Office of Probation and Pretrial Service,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09/23/2003.


� 美國的刑事訴訟程序有一點與我國很大的不同在於，我國是由法官認定有罪與否並且同時量刑。但是美國是由陪審團認定是否有罪，之後再由法官召開量刑聽證會，並且根據量刑指南（sentencing guideline）來決定被告的刑期。


� 一九九一年三月，四名洛杉磯白人警員，因逮捕黑人計程車駕駛Rodney King時，過度使用暴力，其殘暴的逮捕過程恰巧被旁觀者以家庭錄影機拍下，遭媒體公佈後，造成輿論的群起喧嘩，特別是在黑人社區引發強烈不滿以及憤慨的情緒。相關細節可參照�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ney_K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dney_King�。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Mahender Murlidhar Sabhnani, Varsha Mahender Sarhnani defendants-appellants. 2007 U.S. App. Lexis 16186.  


� 原文是pen register monitoring of defendant’s telephone calls, 有關pen register的詳細介紹，可參見�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_regist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n_register�。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an/12/today-int2.htm


�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ffrey_Skill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ffrey_Skilling�。當檢察官於法庭上質疑史基林為何要於9月17日賣出恩隆公司五十萬股的持股，史基林抗辯說是因為九一一發生後，他嚇壞了，不過檢察官接著質疑史基林為何於9月6日就告知營業員試圖要拋售持股，史基林對這一點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 檢察官起訴史基林的罪名高達二十八項，地方法院判決其中十九項罪名有罪，史基林的律師請求法官的量刑能夠減少十個月，這樣五十二歲的史基林比較可能被送到管制比較不那麼嚴格的監獄服刑，但被法官拒絕。至於恩隆公司創辦人雷則已於2006年7月5日死亡� HYPERLINK "http://www.chron.com/disp/story.mpl/front/4279719.html" ��http://www.chron.com/disp/story.mpl/front/4279719.html�。


� 此部分資訊來自恩隆案專案小組的首席檢察官Sean.Berkowitz，他目前已轉任成為


芝加哥Latham ＆watkins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





� 2006 U.S. Dist. LEXIS 7706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Jeffrey K. Skilling .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Texas, Houston Division.  


� 原文為“the length of time and the defendant participates in a home detention program and any good-time credit shall be credited against the defendant’s sentence”(16-93-708)


� “ A person confined on home detention as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 earns credit for time served” ( IC 35-38-2.5-5(e))。





� “ A defendant who would submits to electronic monitoring or participates in the house arrest program under this section discharges a sentence of confinement without deductions, good conduct credits, or commutations’ ( Texas Article 42.035(d)


� In custody “ means judicially imposed physical confinement in a governmental facility authorizied for detention, control , or supervision of a defendant before, during, or after a trial on a criminal charge’.


� 根據Black’s Law Dictionary，所謂的Peace Officer，指公民的警官（像是警長或是員警），根據法律授權負有維護社會安全與秩序之人，尤指被公部門指派維護和平及逮捕有罪被告或是嫌疑犯。又法官或是市長在有限制的目的內，有時也被稱為Peace Officer。


� Offender Supervision wi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2002 American Probation and Parole Association c/o 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 p 20.


� 上開文p23。


�上開文p22。


� 上開文p23。





� 上開文p23。


� 參照上開文p28-30。


� 原文是：In no event should a court or a probation officer automatically require electronic monitoring as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初始因不了解字面上的意義，乃詢問DC Pretrial Office的Deputy Darren Gowen，其表示應該是指除非將電子監控作為一個監禁的替代措施或是中間制裁措施，否則法院或觀護人不應主動將其定為緩刑的條件。 


� � HYPERLINK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un/13/today-t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jun/13/today-t1.htm�。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jun/12/today-so1.htm


�其餘著名經濟犯罪，包括前廣三集團總裁曾正仁掏空順大裕等公司數十億；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掏空峰安集團百億；新偕中建設負責人梁柏薰掏空華僑銀行五十三億元；前東帝士負責人陳由豪掏空八百餘萬；前景文集團董事長張萬利掏空校產廿億；前立法院長劉松藩超貸十五億等案，上述被告先後遭檢方起訴或被法院判刑，但均已逃亡海外遭通緝。而前中興銀行董事長王玉雲因讓台鳳集團違法超貸七十多億元，雖被法院判決有期徒刑七年，但檢警目前傳拘無著，疑亦已逃亡中國大陸。


� 如臺北市曾出現的美工刀之狼，於八十七年間犯強盜案入獄時（該案亦涉嫌強制性交，因證據不足此部分無罪）為台大法律系的學生，入獄後於九十年五月假釋出獄後，於同年八月雖又考取臺北大學法律系夜間部，但九十一年七月又再度持美工刀性侵害女子。� HYPERLINK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nov/3/today-so1.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nov/3/today-so1.htm�。又如楊性受刑人，因涉及三十四件刑案，包括竊盜，強盜以及至少性侵害二十五名被害人的紀錄，被法院判決有期徒刑十六年，雖於二００一年考上台灣大學，但由於社會大眾對其再犯的疑慮，其向法務部申請假釋的次數雖高達八次，但由於法務部亦無法確認其是否已無再犯之虞，為確保社會大眾的安全，其假釋申請雖高達八次，也一直不斷地被駁回，迄至今年九月，法務部才首肯其假釋案。� HYPERLINK "http://news.yam.com/cna/society/200709/20070922770467.html" ��http://news.yam.com/cna/society/200709/20070922770467.html�。


� 林順昌，上開文，法務通訊二三四三期第三版及第四版，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 這套監視設備包括隨身RFID發訊器以及居家RFID訊號讀取器以及延展器，配戴者如果離開監視範圍，便會發出文字及語音訊號，傳送到法務部的中央監視系統及觀護人所配備的視訊手機或筆記型電腦。詳見林順昌上開文，法務通訊二三四三期第三版及第四版，九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 � HYPERLINK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83781&ctNode=79&mp=001"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83781&ctNode=79&mp=001�。


� 美國國家執法以及觀護科技中心（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 Corrections Technology Center，簡稱NLECTC）為美國國家司法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簡稱NIJ，NIJ又是由美國司法部研究，發展以及評估犯罪控制以及司法議題的一個部門）於一九九四年所設的機構，NLECTC致力於提供支援，研究，以及科技的發展狀況給州，地方的執法人員，及觀護人員，以協助上開人員能夠更安全以及更有效地執行勤務。NLECTC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創新科技於社區觀護業務上運用（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Community Corrections）研討會，目的是向相關從業人員介紹目前所運用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科技設備，以幫助從業人員能夠提升執法的品質。今年的研討會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在美國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士召開。


� 會間與一名來自紐澤西州的觀護人聊天，他指出監控設備的誤報是執行上的一大問題。但是筆者再詢問華盛頓特區聯邦審前觀護人辦公室的副座Darren Gowen，這是否美國執行電子監控普遍的問題，他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這種情形有可能是廠商提供的設備不良，或是被告確實有離開住處，卻對觀護人說謊，或是電子腳環的安裝有問題。最好的方式是，由提供設備的廠商來安裝電子腳環，而且由他們解決設備問題。畢竟觀護人並非工程師，設備的問題應該交由廠商的專責人員來解決，


� 曹光文，『電子監控於性侵害犯之運用及其正當性(下)』，� HYPERLINK "http://rfid.skyfly.com.tw/content.php?sn=122" ��http://rfid.skyfly.com.tw/content.php?sn=122�。


� 周文虎，『運用科技設備監控性侵害犯罪者之研究』，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頁八十七。


� 泰國世界日報新聞網，二００七年九月十一日，� HYPERLINK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7/0911/article_22773.html" ��http://www.udnbkk.com/article/2007/0911/article_22773.html�。


� � HYPERLINK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4558/2007/04/04/2585@1530190.htm"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4558/2007/04/04/2585@1530190.htm�。


� 林順昌上開文將美國法的電子監控做此三大分類。


�本學期Jacobs教授主要使用的參考書籍為“ Federal Criminal Law And Its Enforcement- Fourth Edition, Norman Abrams and Sara Sun Beale, American Case book Series”。因此筆者的資訊來源大多也是本於此書及上課或課後向Jacobs教授討教所得。與美國實務界現況是否有所落差，有多少落差，尚不得而知。但Jacobs教授在NYU任教二十餘年，其本身是一位社會學家，學術界及實務界的人脈豐沛，每週均會固定挑選某日中午（例如本學期是每週二中午）在法學院舉辦午餐的小討論會，每個月也都固定有一次的晚餐學術發表會，像這樣的活動，Jacobs教授在NYU已經連續舉辦了二十餘年，每次邀請發表論文的人士，學術界包含美國或他國的教授（本學期有一位希臘來的訪問教授），或是實務界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或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的負責人等等到校座談-例如學期中曾經邀請紐約市市民犯罪協會（Citizens Crime Commission of New York City ）的理事長Richard Aborn到校簡介美國法對於槍枝管制的發展歷程，Richard Aborn個人曾經擔任過曼哈頓的檢察官，而該協會的宗旨在於提供研究成果給政府部門以作為改進治安或是司法議題的參考。在紐約市處於高犯罪率的一九九０年代，該協會曾於一九九０年八月提出“重建安全的紐約”（Restoring a Safe New York）報告，該報告隨後促使立法者於一九九一年採用本於“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theory）的“安全街道”計畫（“Safe Streets”Plan），亦即雇用大量的警員維持街道的安全，在一九九０年代中期，紐約的犯罪率因此開始大幅度的下降。基於Jacobs教授與實務界的人士有密切交流的前提下，筆者認為他的觀點與實務界的現況，落差應該不至於過大。以下是NYU法學院的網站有關Jacobs教授的簡介：http://its.law.nyu.edu/faculty/profiles/index.cfm?fuseaction=cv.main&personID=20016


� 美國的聯邦法律與州法律要如何區分管轄權，在美國學術界及實務界向來是一個討論的議題。聯邦法律在位階上並沒有比州法高，美國法學家甚至擔心因為聯邦法律不斷的擴張管轄權，會導致中央政府集權化及州法律萎縮的結果。原則上，美國國會制訂刑事法律的目的在於保護聯邦政府的直接利益，其權源則主要來自於美國憲法第八章。但是在立法面上，聯邦法律與州法律的管轄權要如何區分，界線並不清楚，因此在實務上常會出現美國最高法院宣告立法者制訂的法律違憲的情況。相關討論可參見上開書的第三章（第十九頁到第一零八頁）及第四章（第一零九頁到第一五八頁）。


� 根據聯邦刑事訴訟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任何人都有至大陪審團前作證的義務，但是證人有可能主張其有拒絕作證的正當事由。因為若強制其作證，可能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不自證己罪的原則。此時檢察官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可以賦予證人豁免權，亦即，證人即使因此做出對己不利之證詞，檢察官事後也不會對其追訴。如果檢察官已經做了這樣的保證，證人仍然拒絕作證，會有什麼後果嗎？如果證人此時仍然堅持不肯作證，其將被以藐視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送進大牢，一直被關到大陪審團程序結束為止（最長可以被拘禁到一年或者十八個月之久）。此外，大陪審團也有賦予證人豁免權的權利以換取證人的證詞，大陪審團的豁免權又有兩種，Transactional immunity及Use immunity。前者，證人豁免權的範圍比較大，檢察官對於證人所證述的所有犯罪事實，日後都不得對其追訴。後者，證人豁免權的範圍比較小，檢察官只是不能利用此一證人的證詞，日後追訴該證人，但檢察官仍可利用其他證人的證詞或證據來追訴該證人。每一州所賦予大陪審團的豁免權種類可能會有所不同，聯邦賦予大陪審團use immunity的權利，很多州也採行此一制度，不過有些州會賦予大陪審團Transactional immunity的權利，最高法院在Kastigar v. United States( 1972)曾經表示，賦予證人use immunity已經足以達到憲法的要求。可參照John M. Scheb. John M. SCheb,Ⅱ, criminal procedure fourth edition, p132。及Marvin Zalman, J.D, PH.D. Wayne State University, criminal procedure- constitution and society, p375.


� 根據聯邦法律的規定，美國的聯邦調查機構，對於這些向法院聲請沒收的物品，有使用收益權。因此聯邦檢察官或是聯邦緝毒署無不積極向法院聲請沒收犯罪工具或是被告因犯罪所得之物。舉例言之，檢察官如果向法院聲請沒收毒販用以運送毒品的飛機，法院准許後，檢察署就可以將飛機拍賣，所得價金供聯邦地檢署運用。由於州法沒有授與州檢察署此種權力，有時州檢察署會提供判決書給聯邦檢察署，由聯邦檢察署來聲請沒收後，所得再與州檢察署均分。


� 


� 被告援用聯邦護照局（ Passport Agency）的行政規則主張：護照局在核發護照時，只能考慮在聲請人出生五年以內的洗禮證明。根據此一條款，被告提出的偽造的洗禮證明，其上註明是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核發，已經超過上開五年的期限，護照局依規定是不能考慮該份證明文件，因此主張該份證明文件對於法律構成要件來說，並非至關重大之事。


� Martha Stewart身兼作家，雜誌主編（她寫過好幾本書與數百篇的文章，教導讀者如何家居佈置與做菜），日間帶狀節目的主持人，知名大賣場k-Mart的代言人，當過股票經紀人，也是一家知名製藥公司ImClone的股東。起訴書指稱：Martha Stewart與上開公司負責人Samuel Waksal是朋友，Samuel Waksal同時也是Martha Stewart股票經紀人Bacanovic的客戶。Bacanovic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早上得知Samuel Waksal及其家族成員賣出上開公司持股，立即透過助理告知Martha Stewart此事，Martha Stewart於當日也立即賣出三千九百二十八股該公司的股票。越數日，該製藥公司向主管機關申請新藥被駁回的消息公開揭露，該公司股價立即下滑。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事後的估計，Martha Stewart事前出售持股，使她減少了美金約$45673的損失。但Martha Stewart辯稱，其與股票經紀人Bacanovic早有約定，當該公司股價滑落低於每股六十元時，即將持股賣出，故其出賣手上持股是合法交易，與內線交易無關。


� 本案檢察官就此部分的主張是：Martha Stewart涉及內線交易非法出售ImClone股票一案進入調查程序後，她自己設立的公司M.S.L.O的股價開始一路下滑。此後，Martha Stewart在華爾街日報，公開的記者會以及財經媒體記者的年中會議上，一再重申自己是合法出售上開股票，並無內線交易情事。檢察官卻認為Martha Stewart故意利用這些公開聲明來欺騙她自己公司的投資人及股東她公司股價日益下滑的事實。（為何檢察官不起訴Martha Stewart涉及ImClone的內線交易部分，而要起訴她詐欺自己公司的投資人，我個人也覺得很狐疑。但因我對美國證券交易法目前並無研究，所以很抱歉我目前也無法就此提出解釋。）但法院認為此部分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並無法使法院形成合理的懷疑認定被告有此主觀意圖，因此此部分控訴被駁回。


� RICO（ Racketeer Influn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法案一開始的發展是為了打擊組織犯罪，但是後來適用範圍越來越廣，向官員行賄，可用該法起訴；反墮胎團體在醫院門口抗議，也被該法起訴過（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v. Scheidler 510 U.S 249, 114 S.Ct. 798, 127 L. Ed.2d 99(1994) ）。


�根據個人的觀察，美國檢察官與我國檢察官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在於檢察官不是所有犯罪行為都會起訴。因為美國的犯罪率很高，聯邦檢察官的資源有限，因此檢察官只會針對比較嚴重或檢察官個人有興趣的案件來起訴，不像我國的檢察官是所有案件一律受理，不論起訴或不起訴都必須調查並且製作書類交代理由。再者，美國的檢察官在與被告做認罪協商時，不需要考慮被害人的意見，因為美國的法律制度認為社會整體的安全比個別被害人的權益來的更為重要。所以如果檢察官與某一重刑犯的被告做認罪協商，可以換取重要的資訊或證詞以打擊重大之組織犯罪，檢察官不會詢問被害人的意見，只會考量此一資訊及證詞對於打擊其他重大犯罪是否有利。在學期中，大陸的官方代表團到NYU來訪，與法學院教授的短暫座談中曾經質疑過美國此一認罪協商制度，完全不考量被害人的觀感及權益，是否會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根據Jacobs教授的說法，美國此一制度運作迄今，尚未發生過什麼嚴重的問題。





� 紐約市分為五個行政區，曼哈頓(Manhattan )，布魯克林區(Brooklin)，皇后區(Queens)，布朗士區(Bronx)及史坦頓島(Staten Island)。每個區由於人口數眾多，因此都有法院。但紐約州的Supreme Court 並非最高法院，而是初審法院，最高法院的名稱是the Court of Appeals。


� 最近我坐公車的時候，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公車上標示著：根據紐約州法律的規定，侵犯公車司機（assaulting bus operator ）是重罪（felony），最重可以判處七年有期徒刑。此外，為了遏止孩童被性虐待或者性剝削的惡行，美國執法單位不只處罰散布或買賣孩童色情刊物的行為，單純持有此類孩童色情刊物，上網下載孩童色情圖片也構成五年以上的重罪。此一聯邦法案Project Safe Childhood始於二００六年二月，由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 Alberto R提出，� HYPERLINK "http://www.projectsafechildhood.gov/guide.htm" ��http://www.projectsafechildhood.gov/guide.htm�，http://www.adultweblaw.com/laws/childpor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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